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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學生於網路霸凌之直接被害經驗與間接被害經驗的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網路霸凌被害、學校環境、知覺被害風險與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性。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就讀於嘉義縣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抽取樣本進行調查，獲得有效問卷共計628份。本研究結果顯示：（1）發現有14.6%的受訪國中生曾親身遭遇至少一種網路霸凌被害經驗，而有41.6%的受訪國中生知道同學遭受至少一種網路霸凌被害經驗；（2）網路霸凌之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呈現正向關係；（3）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對於被害恐懼感並無顯著之直接影響，但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對知覺被害風險有顯著之直接影響，再進而影響被害恐懼感；（4）校園霸凌間接被害經驗對於受訪學生感受到之學校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師生關係等面向，皆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及（5）國中女生感受到較高程度之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而低年級學生遭受較多之網路霸凌被害經驗。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針對學校、學生等二方面提出相關建議，以預防網路霸凌被害之發生、減少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蔓延。同時，本研究也對未來之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網路霸凌、被害經驗、知覺被害風險、被害恐懼感
An Investigation on Fear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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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yber-bullying among junior high stud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among background variables,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perceived school environment, perceived risk of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by questionnaire. Sample consisted of 628 student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Chiayi. This study got the following results: 

（1）14.6% of subjects had experienced at least one kind of cyber-bullying, and 41.6% knew that their classmates encountered at least one kind of cyber-bullying in the past 6 months. 

（2）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perceived risk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victimization.

（3）Direct and indirect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ly exerted indirect effects on fear of victimization via perceived risk.       

（4） The experience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students’ perceived school environment.

（5）Girls had higher levels of perceived risk than boys, and the first-year junior students had more experience of cyber-bullying experience than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to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yber-bulling victimization and the spread of fear. For the future studies, some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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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科技日益發達，全球使用網際網路、手機等電子通訊器材之人口比例逐日上升。根據政大數位文化行動研究室及白絲帶關懷協會針對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二年級在學學生進行之問卷調查（黃葳威，2011），結果顯示在7,804份的有效問卷中，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二年級之學生有使用網路者高達88％，其中每天均有使用網路之學生更高達21.2％，顯示我國國中小學生網路之使用頻率相當高。當現代人對於網際網路及各項電子通訊器材之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利用網路及虛擬空間來施行不法行為之事件亦日漸頻傳。以校園霸凌而言，傳統霸凌之加害處所也不再侷限於校園，「網路霸凌」這個新興的名詞，已成為不少霸凌受害者揮之不去之夢魘。
根據教育部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針對新竹市國中生進行網路霸凌之調查結果顯示（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2009），超過半數的青少年有遭受網路霸凌的相關經驗。其中，有32.5%的受訪學生曾經在網路上被威脅過，33.3%曾經在網路上被別人開過玩笑，而目睹或知曉他人網路霸凌的旁觀者比例則高達57.9 %。兒童福利聯盟在2012年初，特別針對18歲以下的網路使用者為調查對象，以網路滾雪球之方式收集1,539份有效問卷，以深入瞭解網路霸凌之實際面貌（兒童福利聯盟，2012）。調查結果顯示，63.9%的受訪者平日上網時間超過兩小時，而有將近兩成之受訪者在假日上網超過八小時，顯示這些高度依賴網路的青少年上網的時間普遍較長。在網路霸凌經驗部分，18.1%的受訪者曾經以匿名的方式在網路上批評或是罵人，而有40.7％的受訪者曾經在一些批評人的文章上，按過讚或是回覆留言。在網路霸凌直接被害方面，約有12%的受訪者曾經在網路空間裡被霸凌，他們最常被攻擊的地方主要是「線上遊戲的對話窗」，其次為「聊天室」與社交網站「臉書」。在網路霸凌間接被害經驗部分，33%的受訪者曾經在網路上看過暴力霸凌的影片，而有37%的受訪者曾經在網路上看過大家圍剿、辱罵或攻擊他人。由此可見，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讓青少年及兒童很容易接觸到許多霸凌的訊息，也很容易成為霸凌事件中之主角或旁觀者。
然而不同於前兩項的調查結果，教育部所接獲有關網路霸凌通報的數量則相當少。根據99學年度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指出，自2010年1月初至12月底，校園霸凌的通報件數為288件，其中網路霸凌事件僅4件，且均在國中發生（教育部，2011）。由前述的官方統計及民間調查的數據可發現，網路霸凌已逐漸成為嚴重的校園問題，值得予以重視。然因網路空間之匿名性，很多的青年學子不知何謂網路霸凌，不知求助管道若是認為求助無用（兒童福利聯盟，2012），造成網路霸凌有相當程度之黑數。因此瞭解國中學生的網路霸凌被害經驗，將有助於我們更瞭解國中學生網路霸凌之嚴重程度，此為本研究動機之ㄧ。
藉由網路「高匿名性」之特點，霸凌加害者在網路上對受害者不留情面地侮辱、諷刺等，除了造成受害者嚴重之心理創傷，其日常生活亦受到嚴重影響。根據兒童福利聯盟之調查（2012），發現在現實世界被霸凌的孩子，被網路霸凌的比例是沒被欺負者的 3.7倍；有些在現實世界被霸凌的孩子，也經常會做出一些網路霸凌的行為，如：匿名批評人、PO 假訊息整人等。此調查也發現，當在網路上被欺負時， 57.7%的網路霸凌被害者感到非常生氣，46.7%會感到很難過，甚至有12%的被害者出現輕生念頭。
另外，研究指出遭受霸凌之被害者，其學業成就、社交互動、心理及身體健康均可能出現負面變化（Mishna & Alaggia, 2005; Nansel, Overpeck, Pilla, Ruan, Simons-Morton, & Scheidt, 2001; Olweus, 1994）。部份受害者甚至會因恐懼再次被霸凌，轉而成為霸凌的加害者（Bourian, 2006; Field, 2007; 魏麗敏、黃德祥，2009）。此外校園霸凌之負面效應，更會擴及至目睹霸凌發生的旁人身上，使其擔憂與懼怕自身是否會成為下一個校園霸凌的受害者。調查報告顯示，曾遭遇霸凌經驗者及曾目睹霸凌事件者，會因心生恐懼，而在生理與心理方面出現負面反應，例如身體出現病痛、焦慮、憂鬱等等，逃避上學的情形更是常見（Smith & Brain, 2000; Berger, 2007）。顯示校園霸凌所帶來的被害恐懼感，往往讓受害者或是曾目睹校園霸凌者身心俱疲，終日惶恐不安，學習成就亦大受影響。
    目前有關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相關研究相對少量（Akiba, 2008; Astor, Benbenishty, Vinokur, & Zeira, 2006），而國內的相關研究大多將校園霸凌涵納在校園犯罪被害恐懼感之研究中，或者以「校園暴行」此種雷同「校園霸凌」概念之研究主題來探究（王明信，2011；周蘭珍，2009；陳麗欣，1995；廖進安，2004；賴雅琦，2002）。對於網路霸凌之被害恐懼感之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因此瞭解網路霸凌是否會引發國中學生之被害恐懼感，及其對於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程度，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顯示，被害恐懼感的程度高低，會受到被害經驗、個人特質、校園環境、社會支持、知覺被害風險等等因素的影響。在被害經驗方面，有關校園霸凌之直接或間接被害經驗是否會引發被害恐懼感，研究結果相當不一致。部分研究發現，校園霸凌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愈多者，其恐懼程度愈高（周蘭珍，2009；廖進安，2004），但亦有研究顯示僅有直接被害經驗會引發被害恐懼感（吳長穎，2002）。在性別方面，某些研究指出男性對於校園暴力的被害恐懼感高於女生（Akiba, 2008; Gibson, Zhao, Lovrich, & Gaffney, 2002）。而在知覺被害風險方面，學者已指出知覺被害風險在被害恐懼感之測量占重要之角色（Ferraro, 1995; Rader, May, & Goodrum, 2007; Rountree, 1998），但在有關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相關研究上，大多未將知覺被害風險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將一併納入網路霸凌之知覺被害風險、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校園環境因素及個人特質等因素予以綜合探究，期能更清楚描繪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真實面貌。本研究結果一方面可填補有關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研究之不足，另一方面可作為日後研究及後續介入計劃之參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霸凌之定義
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屬於霸凌行為之一，為傳統霸凌行為（例如：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性霸凌）之衍生。網路霸凌與傳統霸凌行為相同，均欲藉由霸凌行為來故意造成被霸凌者的損傷，並涉及權力上的不平等（Olweus, 1994; Smith & Brain, 2000），但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網路霸凌乃是藉由網路、手機等通訊器材來施行霸凌行為（Limber, Kowalski, & Agatston, 2009）。
根據加拿大防制霸凌之組織PREVNet（2010）之看法，網路霸凌是藉由電子媒體（例如電子文字訊息、e-mail、電話、網際網路、電子影像或圖片）來故意且重複傷害被霸凌者，而這些傷害行為包括對他人進行騷擾、羞辱、威脅、排擠、破壞友誼及個人名譽等等行為。而英國全國學生會（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2011）亦認為網路霸凌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藉由手機、網站，或是其他通訊科技來威脅、騷擾、羞辱他人。
    兒童福利聯盟（2007）則認為，當兒童或青少年使用網路散布謠言，或留下辱罵、嘲笑字眼等等，即為網路霸凌之霸凌者，而這些網路霸凌行為又可依嚴重程度分為三大類。首先，網路霸凌行為較輕微者為「網路小搗蛋」，其已做出對他人造成傷害的玩笑舉動，卻不自知（例如利用網路傳遞嘲笑他人的訊息）；其次為「網路小混混」，其經常做一些危險、錯誤且應受管教與約束的行為（例如在網路上罵髒話、公布他人秘密或照片）；最後，最嚴重者為「網路小霸王」，其重複且多次在網路上做出傷害人的舉動，甚至已構成犯罪之虞（例如寄送色情的電子郵件、入侵他人電腦，或是盜用他人帳號）。
整體而言，由前述有關網路霸凌之定義，可發現各界大多認為網路霸凌係指利用網際網路、手機、e-mail、部落格、即時通、facebook等電子通訊系統，來辱罵、嘲笑他人，或是散播不實謠言、公開私人資料、傳送色情圖片等，這些行為均會造成被霸凌者身心的傷害，並危害被霸凌者之社交關係。亦即，雖然網路霸凌行為是「虛擬化」、「間接的」，但其所造成的損傷，往往不亞於傳統霸凌行為。
二、網路霸凌之成因
有關網路霸凌的成因部分，以下針對個人特質、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及網路環境等面向討論。
（一）個人特質因素
研究顯示，年齡、網路使用頻率、個人身心特質等皆與網路霸凌行為有關。在年齡部分，研究顯示年紀愈大愈容易出現網路霸凌的狀況。15~17歲的青少年不論在霸凌者或被霸凌者部分，皆比10~14歲的青少年要多（Ybarra & Mitchell, 2004）。研究也顯示，網路使用頻率與網路霸凌的發生有關。Ybarra與Mitchell（2004）的研究指出，若一周上網超過四天的青少年，有73%甚至更多曾經發生過網路騷擾的情形。另外，在身心特質方面，在現實情境中就是霸凌加害人或被害人者，則容易在網路世界中再度成為霸凌事件的參與者，因為網路霸凌經常是傳統霸凌的延伸，透過虛擬網路的無距離阻隔、高匿名性與不易追查性，透過網路來完成在現實中不容易達成的行為（朱美瑰，2008；兒童福利聯盟，2012；Ybarra & Mitchell, 2004）。
（2） 家庭環境因素
首先，不良的家庭關係會導致較高的網路霸凌，Ybarra與Mitchell（2004）的研究發現，網路霸凌的加害者，常常是因為不健全的家庭結構所導致，甚至有44%的加害人表示，自己與父母間並沒有深厚的情感依賴。其次，家庭成員之資訊能力與網路霸凌的發生也有關係。若是家長或監護人對於網路資訊的認知不足，則無法幫助青少年在網路世界中遭遇到的種種問題，造成網路霸凌的問題會不斷的延伸；加上網路世界有其特殊的溝通方式，更讓家長無法了解青少年在網路上的行為以及遭遇到的事件。
（三）學校環境因素
網路霸凌經常是校園霸凌的延伸，平時在校園裡就已經是霸凌事件中的加害人與被害人，更可能延伸至網路空間繼續扮演相同的角色（朱美瑰，2008；兒童福利聯盟，2012）。近來政府及各級學校大力推動反霸凌政策，因此許多原先應會發生在校園中的霸凌，反而可能轉向網路上繼續延燒。另外，對於網路霸凌的處理方式，有關當局及校方若只是禁止學生過度沉迷於網路，如此消極的處理方式，並無法有效的阻止網路霸凌的發生（Ybarra & Mitchell, 2004）。
（四）網路環境因素
網路空監所具有的隱密性、虛擬性及超越時空限制之特性，皆與網路霸凌的發生密切相關。首先，網路具有高度隱密性，可隱藏上網位址以及上網身分，不容易被追查，因而容易造成網路霸凌之發生。再者，在網路空間容易創造虛擬身分，青少年普遍會忽略法律規範，在網路世界中擺脫道德束縛，自以為即使有不法行為也不會被發現。另外，網路霸凌的另一個特性，就是不論在何時或何地，只要能夠上網，就能做出足以霸凌他人的行為，因為網路可以超越時間及空間之限制，並不會因為電腦關閉而消失，更不會因為使用者離開就清除資料，也因此網路霸凌對於霸凌受害者影響甚鉅（吳明隆、簡妙如，2008）。
三、網路霸凌之影響
    校園霸凌事件對於參與其中的個體─霸凌者、被霸凌者、旁觀者，可能對生理、心理、社交關係、日常生活、學業等等方面造成不良影響。而網路霸凌所帶來之負面效應亦不容小覷。然而現今研究在網路霸凌之影響這方面，甚少單獨探究網路霸凌之負面影響。因此本文將先說明校園霸凌可能造成霸凌者、被霸凌者、旁觀者那些影響，再進而探討網路霸凌之負面效應。以下分就霸凌加害者、被害者、旁觀者這三者來進行論述。
（一）對霸凌加害者之影響
     霸凌行為若未適時將其導回正途，會對加害者的人格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引發日後的適應不良（Berger, 2007）。在一項針對25個國家的跨國性研究發現，相較於霸凌被害者與旁觀者，霸凌加害者較易出現攜帶武器與酒精成癮的狀況（Nansel, et al., 2004）。
    其他研究亦指出，相較於無霸凌行為者，霸凌加害者更易出現暴力行為，且較常出入矯正機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家Eron（1995）在長達35年的縱貫性研究更發現，8歲時便開始霸凌他人的孩童，其日後將更常出現霸凌行為，並於成人時更需要來自政府機構的服務，例如較容易被法院判刑、較需要物質濫用的戒癮治療，以及為反社會人格異常提供的心理治療等等。而學者Olweus（2011）的研究指出，在曾經霸凌他人的六年級與八年級的男性霸凌者中，其中約55％的人於16至24歲這段期間至少會被定罪一次，而被定罪達三次以上的人甚至高達36％，霸凌加害者觸犯暴力犯罪之機率，甚至比無霸凌行為者高出6到8倍。
前述校園霸凌對於霸凌加害者的負面影響，在網路霸凌之加害者身上亦有類似之情況。研究指出，由於網路霸凌無法讓加害者在第一時間便瞭解其行為對被害者所造成的傷害，因此網路霸凌之加害者的同理心較低落，且較無法體諒與憐憫他人（Brown, Jackson & Cassidy, 2006；Strom & Strom, 2005）。而網路霸凌之加害者亦較容易出現酒精成癮、行事衝動且暴力，其教育程度也較為低落（Ybarra & Mitchell, 2004）。因此，當霸凌加害者自孩童時期或青少年時期，即習慣以暴力或攻擊的負面方式來解決問題，將容易於日後出現偏差與犯罪行為。
（二）對霸凌被害者之影響
    校園霸凌對於被害者之負面威力，往往超乎想像。任何一種霸凌行為均會對被霸凌者的身心發展、學習成就、社會適應等等層面方面產生負面效應，以下將分就短期影響與長期影響這兩方面做探討：
1. 短期影響
    校園霸凌對於被霸凌者的短期影響會出現在身體、心理、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行為模式等等方面。在生理方面，校園霸凌除了造成受害者擦傷、骨折等等明顯的外傷以外，亦可能因為焦慮與壓力而出現作惡夢、尿床、失眠、不正常的落髮、胃痛等等的負面生理反應，甚至會削弱免疫力，而損害身體健康（Field, 2007; McGrath, 2006; Rigby, 2007）。
    在心理方面，研究顯示被霸凌者較可能具憂鬱、無助感、退縮、焦慮等等的情緒困擾（Field, 2007; Garrett, 2003; Olweus, 1993; Rigby, 2007），且較易罹患精神疾病（Kumpulainen, Räsänen, & Puura, 2001）。Rigby（2002）的研究顯示，相較於未被霸凌的學生，被霸凌者心情較低落，且有低自尊之傾向。亦有研究發現，被霸凌者傾向於給自己負面的評價，甚至認為自己或遭受霸凌是自找的，而憎恨自己或自責（Field, 2007; Mishna & Alaggia, 2005）。被霸凌者一旦出現低自尊與憂鬱之傾向，可能引發自我毀滅的想法，提升自殺的可能性（兒童福利聯盟，2012；Bourian, 2006; Field, 2007; Rigby, 2007）。根據研究顯示，被霸凌者憂鬱的狀況比同儕還要高出五倍，而男性被霸凌者自殺的可能性較同儕多四倍，女性被霸凌者則高達八倍（Fox, Elliott, Kerlikowske, Newman, & Christeson, 2003）。
以網路霸凌而言，很多網路使用者是高度依賴網路的孩子，他們普遍上網時間較長，上網可說是他們生活的重心、情感依附的重要來源及情緒抒發的主要出口，一旦他們在網路上遭受欺負，他們的受創感不容小覷。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2012），四成的青少年覺得網路世界比真實世界有趣，而有近三成的孩子表示他們的網友比現實世界的朋友還多，網路在他們的生活、人際網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調查進一步顯示，近六成的受害者在網路上遭受攻擊後感到非常生氣，約半數會感到很難過，甚至有超過一成表示出現輕生的念頭。在國外，就有許多網路霸凌的被害者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的例子（如：張舜芬，2009）。
在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方面，被霸凌者會懼怕與人交往，無法對他人付出信任感，他們變得退縮與自我孤立，難以結交朋友，或是只願意和同樣遭受霸凌之同儕來往（Field, 2007; Mishna & Alaggia, 2005; Nansel, et al., 2001），學者Hodges與Perry（1999）認為這樣的轉變可能會提高再度受害的可能性。
    在行為模式方面，被霸凌者會對學校產生負面評價，認為學校是不安全的，認為上學是一天中最令人難以忍受的，而對學校缺乏歸屬感（Glew, Fan, Katon, & Rivara, 2008），進而出現害怕上學、翹課、逃學的情形，而導致學習成就低落（Olweus, 1993; Rigby, 2007; Smith, 1999）。此外，由於被霸凌者長期承受恐懼、憤怒、焦躁等等的的負面情緒，將導致其以攻擊行為或藥物濫用的方式來宣洩壓力，反擊型霸凌者（即兼具霸凌者與被霸凌者）便是霸凌被害者反撲之典型案例，而攻擊行為可能包括轉變成霸凌加害者，或出現校園槍擊及謀殺等等更嚴重的暴力行為（Bourian, 2006; Field, 2007; 鄧煌發，2007）。
2. 長期影響
    一旦經歷過校園霸凌此種負面經驗，被霸凌者可能終其一身均無法抹滅其受創之陰影。被霸凌者的情緒困擾與社會適應不良可能會持續至成年，Olweus（1994）即發現在孩童時期曾遭受霸凌的人，到了23歲時，會出現嚴重憂鬱與低自尊。研究亦顯示，被霸凌者會持續難以與他人建立社交關係的模式，甚至難以擁有親密伴侶（Field, 2007; Rigby, 2007）。實證研究亦證實遭受校園霸凌之經驗可能會提升偏差行為與犯罪之機會（Berger, 2007），例如Shaffer與Ruback（2002）針對7至12歲的少年進行縱貫性研究，結果發現曾遭受校園暴力之被害經驗，會提高後續觸犯暴力犯罪之風險。
    由前述之探討可發現校園霸凌對於被害者的影響是最為嚴重且深遠，而網路霸凌的被害者，亦會出現情緒困擾，以及偏差行為等等負面效應。例如研究指出網路霸凌對青少年之傷害可能遠超乎傳統霸凌行為，遭受網路霸凌之青少年，較易出現憂鬱、憤怒、逃學、學習成就低落，而遭受網路霸凌之青少年更傾向於不向他人求救，原因除了害怕被報復以外，青少年更害怕因為向成人求救而被限制使用網路（Willard , 2011）。Campbell（2005）甚至指出，由於網路霸凌涉及畫面與語言，因此只要學生再次瀏覽或是看到類似的辱罵的文字時，可能再次經歷創傷，引發嚴重的情緒困擾，而讓身體和精神層面的傷害時間拉長。研究也顯示，遭受網路霸凌之被害者甚至會提升自我毀滅或是對他人施暴之可能性。根據兒童福利聯盟之調查（2012），有12％的網路霸凌被害者出現輕生念頭。此調查也發現，在現實世界被霸凌的孩子，被網路霸凌比例是沒被欺負者的 3.7倍；有些在現實世界被霸凌的孩子，也經常會做出一些網路霸凌的行為，如：匿名批評人、PO 假訊息整人等。
（三）對旁觀者之影響
    由於目前研究甚少針對網路霸凌對於旁觀者的影響進行探討，因此本文在此僅探究整體校園霸凌對於旁觀著的負面效應，以間接來瞭解網路霸凌對於旁觀者可能造成那些影響。旁觀者雖然無直接參與霸凌過程，但是目睹或得知他人遭受校園霸凌，可能導致部份旁觀者因無法協助被霸凌者，感到自責或無力感，甚至擔憂自身會成會下一個受害者，而出現胃痛、頭痛等等的負面生理反應，或是拒絕上學（Olweus, 1993; Smith & Brain, 2000）。研究顯示因為懼怕成為校園霸凌的被害者，而出現逃避上學的情況在各國皆然（Kumpulainen, et al., 2001; Smith & Brain, 2000; Berger, 2007）。某些旁觀者會認為學校已缺乏監控力，而變得更常去攻擊他人、偷竊或破壞他人財物、酗酒、學習成就低落，或者攜帶武器（Olweus & Limber, 2010）。值得注意的是，校園霸凌若未能適時制止與導正，將讓旁觀者衍生只有暴力、強權才能生存的偏差價值觀，開始模仿霸凌者的行為，而引發日後的偏差行為。
四、網路霸凌與被害恐懼感
（一）被害恐懼感之基本概念
    隨著犯罪事件的頻傳，一般民眾對於何時犯罪會發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的恐懼也逐漸增加，對於社會的穩定產生很大的影響。被害恐懼感（fear of crime）之議題已成為犯罪預防政策中的獨立議題，其重要性甚至不亞於犯罪本身。
    有關犯罪恐懼感之定義，學者至今仍未達到一致的結論。學者 Ferraro（1995）認為「被害恐懼感」係指對於犯罪或與犯罪有關的象徵所衍生的負面情緒反應。由於該定義涵納各種情緒、態度和看法，像是對他人的不信任、焦慮、害怕陌生人，或擔憂不斷惡化的鄰里環境與國民道德（Williams, McShane, & Akers, 2000），且該定義甚至同時考量到可能導致恐懼的狀況及環境，及引發恐懼感的被害風險評估（即知覺被害風險），因此受到眾多文獻的採納（如：Scarborough, Like-Haislip, Novak, Lucas, & Alarid, 2010）。
根據機會框架觀點與Warr及Stafford（1983）對於被害恐懼感之研究結果，Ferraro（1995） 提出「恐懼感之風險評估模式」（risk-assessments model of fear），其主張個人與生態特質會影響個人的知覺被害風險（perceived risk of victimization），而知覺被害風險又與被害恐懼感具強烈之正向關聯性。亦即，欲測量被害恐懼感，知覺被害風險是不可或缺的中介變項（Melde, 2009），其他變項會透過它影響恐懼感。
目前，知覺被害風險已被認定為一種的認知或理性要素，而被害恐懼感是一種情緒反應，兩者是有所差別，且具有相當程度之正向關連性。情緒反應有所差別之變項，而其他研究亦證明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兩者間具正相關（Ferraro, 1995; Rader, et al., 2007; Rountree, 1998）。
（二）網路霸凌之被害恐懼感
    國外對於校園霸凌的被害恐懼感之相關研究較為稀少（Akiba, 2008; Astor, et al., 2006），而國內的相關研究亦屈指可數，且大多將校園霸凌涵納在犯罪被害恐懼感之相關研究中，或者以「校園暴行」此種雷同「校園霸凌」概念之研究主題來探究（如：王明信，2011；翁居易，2006；陳麗欣，1995），更遑論以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為題進行滲入探究。因此，有關網路霸凌與被害恐懼感之討論，本文將以較為廣泛的校園霸凌及被害恐懼感為主，以期能更清楚地描繪出本研究之方向與模型。
    研究顯示，校園霸凌的負面效應會讓學生恐懼自己會成為下一個被害者，而不敢去上學（Boulton, Trueman, & Murray, 2008; Berger, 2007）。學者Noaks等人（2000）之研究顯示，因為恐懼校園霸凌，學生除了逃避上學之外，也會不讓自己有落單的機會。May及Dunaway（2000）及Glew等人（2008）的研究也顯示，因為校園霸凌的被害恐懼，學生會帶槍械等武器到學校，也認為帶槍械到學校的行為並沒有錯。
有關網路霸凌的部分，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2012），近六成的被害者在被欺負之後感到非常生氣，約半數會感到很難過。而他們遭受霸凌之後，因為害怕再次被欺負，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的逃避行為。比方說，有超過兩成之被害者表示會躲起來不再上那個網站，也有超過一成之被害者甚至將電腦關起來。
研究顯示，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高低會受到個人、環境、被害經驗與知覺被害風險等因素之影響。茲分述如下：
1. 個人因素
研究顯示，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感受與性別、年級與家庭社經地位有關，但相關研究並無一致的結論。首先，在性別方面，研究指出男性對於校園暴力的被害恐懼感高於女生（Akiba, 2008; Astor, et al., 2006; 翁居易, 2006），但有研究結果卻顯示女性之被害恐懼感高於男性（周蘭珍，2009；賴雅琦，2002）。在年級方面，有研究顯示國小低年級之學生對校園暴行之被害恐懼感較高（邱詩琪，1998），而有研究則未發現顯著差異（王明信，2011）。另外，在家庭社經地位的部份，Akiba（2008）針對33個國家的八年級生所進行之研究顯示，大部份國家的學童，其雙親之社經地位愈高，校園暴力之被害恐懼感愈高，但在部分國家中，卻出現相反的結果。在國內，吳長穎（2002）的研究顯示，中高社經地位之國小學生對於校園暴行之被害恐懼感較高，而翁居易（2006）之研究則未發現顯著差異。
2. 環境因素
    在環境因素這一部分，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師生關係、學校物理環境、學校整體氣氛等方面。首先，在學校物理環境方面，校園物理環境設計愈不良、學生知覺到校園環境較不安全時其對於校園暴行或犯罪的被害恐懼感愈高（如：王明信，2011；周蘭珍，2009）。其次，有關師生關係方面，賴雅琦（2002）之研究顯示國中學生得到來自教師之社會支持越多，其校園犯罪被害恐懼感越低。另外，在學校整體環境部分，翁居易（2006）的研究顯示學校整體環境愈好、讀書風氣愈佳，則校園暴行被害恐懼感越低。整體而言，根據Astor等人（2006）之研究顯示，校園與班級物理環境之維護狀況愈良好、學校處理學生校園暴力問題之策略愈積極、師生之間的關係愈融洽，則校園暴力之被害恐懼感愈低。
3. 被害經驗
    研究顯示，校園霸凌之直接被害經驗與被害恐懼感有密切關係。例如，陳麗欣（1995）的研究顯示愈多被毆打之經驗，會增加國中學生對於被毆打之被害恐懼感。除此之外，雖然未有親身被霸凌的直接被害經驗，知道或目睹其他同學被霸凌的間接被害經驗也與被害恐懼感有關。在針對國中小學生之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與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關連性的研究指出，直接被害經驗與間接被害經驗愈多者，其被害恐懼程度愈高（周蘭珍，2009；邱詩琪，1998；廖進安，2004；賴雅琦，2002）。Akiba（2008）之研究則發現，知道同學遭受校園暴力，以及與自身有過被偷竊之被害經驗這兩者因素，與校園暴力被害恐懼感之間具有關聯性，且在任何國家均有此種情況產生。然而，也有研究顯示只有校園暴行直接被害經驗愈多之國小學生，其被害恐懼感會增加，而間接被害經驗則無顯著效果（吳長穎，2004）。
4. 知覺被害風險
    儘管學者已指出知覺被害風險在被害恐懼感之測量中佔重要之角色（Ferraro, 1995; Rader, et al., 2007; Rountree, 1998），但在有關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研究卻鮮少將知覺被害風險納入考量。在有涵納知覺被害風險之少數研究中，邱詩琪（1998）、吳長穎（2002）針對國小學生的校園暴行被害恐懼感之研究發現，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呈現正相關，即國小學生評估自已愈可能遭遇校園暴行，則其校園暴行被害恐懼感愈高。此外邱詩琪（1998）之研究亦發現，女小學生及低年級生之校園暴行知覺被害風險較高，而自身遭遇愈多校園暴行經驗，則其校園暴行知覺被害風險愈高，顯示校園霸凌之知覺被害風險與性別、年級、被害經驗等等相關因素之間的關係亦值得探究。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可發現，校園霸凌與被害恐懼感等兩個領域的研究相當廣泛且豐富。然而在針對網路霸凌之被害恐懼感這一部分，研究則較為匱乏。經過本節針對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相關研究的探討，可發現相關研究大多關注於個人因素、環境因素、被害經驗與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性，以及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影響，僅有少數研究將知覺被害風險納入被害恐懼感之測量，顯示相關研究忽略知覺被害風險在被害恐懼感測量中的關鍵角色與中介效果。因此有關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議題，仍值得投入更多的研究來釐清個人因素、環境因素、被害經驗、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之關係為何，以期能深入瞭解校園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真實面貌。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及Ferraro（1995）之「恐懼感之風險評估模式」，本研究特別將知覺被害風險納入成為探討被害恐懼感之相關變項，期能更深入瞭解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之間的關係，並對學者Ferraro之主張進行檢視。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在此模型中，國中學生的網路霸凌直接及間接被害經驗會直接影響被害恐懼感，也會透過影響知覺被害風險的評估，對被害恐懼感產生間接影響。同時，其網路霸凌直接及間接被害經驗也會影響其對於學校環境的感受，包括學校物理環境、學校處理霸凌及相關緊急事件的策略、師生關係等，進而影響其知覺被害風險及被害恐懼感之感受。另外，個人背景因素納入本研究模型成為控制變項，亦即個人之性別、年級及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其網路霸凌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學校環境之感受、知覺被害風險之評估，以及被害恐懼感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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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研究模型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就讀於嘉義縣市公立國民中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採取「立意取樣」之方式進行抽樣。由於本研究施測時間為五、六月，這段期間部份的國三學生已推甄上高中，因此學校會允許其在家自習而不用到校。此外，6月中旬各校將舉辦畢業典禮，而部分國三學生亦會在畢業典禮結束後，不再到校。為避免研究樣本產生偏頗，本研究抽取一年級與二年級之國中學生，亦即每所學校各抽取兩班（一年級一班、二年級一班），共計抽取22班，共748位國中學生。剔除無效問卷以及未填答完全之問卷，最後共有628位學生進入後續之分析。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及問卷，自行編制問卷，並將本研究問卷命名為「校園生活狀況調查問卷」。本研究共分為四個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校園生活經驗」、「校園生活觀感」、「學校環境」，分述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主要在於瞭解學生之基本背景情形，包括受測學生之性別、年級及父母的社經地位；其中家庭社經地位是參照林生傳（2005）所編制的「二因素的社會地位指數」，由父母教育程度、職業等四題所組成，因此個人基本資料共計六題。
根據之前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級與家庭社經地位與校園霸凌之發生及被害恐懼感有關（如：Akiba, 2008；Wang, Iannotti, & Nansel, 2009；翁居易，2006；魏麗敏、黃德祥，2002），因此本研究將此三個變項納入為控制變項。在後續的分析中，將此三個控制變項予以虛擬編碼：性別（男生＝0，女生＝1），年級（一年級＝0，二年級＝1），而家庭社經地位則以低社經地位為參照組，以中社經地位及高社經地位為兩個虛擬變項。
（二）校園生活經驗
    「校園生活經驗」共包含兩個量表，「直接被害經驗量表」為瞭解在過去六個月中，國中學生自己遭遇網路霸凌的經驗（例如：我曾被其他同學在網路上傳送威脅、恐嚇的訊息），共計三題。「間接被害經驗量表」則為瞭解在過去六個月中，國中學生知曉其同學遭遇網路霸凌的經驗（例如：知道同學被其他同學在網路上傳送威脅、恐嚇的訊息），共計三題。受試者之回答採Likert四點量表形式來計分，以1分為「沒有」，2分為「很少發生」，3分為「有時發生」，4分為「經常發生」，分數加總愈高者，其校園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愈多。
（三）校園生活觀感
「校園生活觀感」亦分為兩個量表，「知覺被害風險量表」為瞭解國中學生對於自己可能遭遇網路霸凌之被害風險評估（例如：在未來六個月，被同學在網路上傳送威脅、恐嚇訊息的可能性），共計三題。「被害恐懼感量表」則為瞭解國中學生對於網路霸凌之被害恐懼感程度（例如：在未來六個月，你有多害怕被同學在網路上傳送威脅、恐嚇的訊息），共計三題。此兩個量表亦採Likert四點量表之方式計分，以1分為「非常不同意」，2分為「不同意」，3分為「同意」，4分為「非常同意」，分數加總愈高者，其感受到的校園網路霸凌之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的程度愈高。
（四）學校環境
「學校環境量表」之目的在於瞭解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師生關係等三個學校環境。「學校環境量表」係參考Astor等人（2006）為測量「校園氣氛與組織因素」而編製的量表，共計十三題，Cronbach’s α為.934，可分為三個分量表。第一個分量表為「物理環境」，包括三個題項（如：學校是個安全的地方），主要測量學生對於校園與班級物理環境維護狀況之看法；第二個分量表為「學校策略」，包含四個題項（如：學校提供防制校園霸凌的相關規定與活動），以瞭解學生對於學校有關校園暴力處理策略之看法；第三個分量表為「師生關係」，包含六個題項（如：學校老師是值得信任的、學校老師能圓滿的處理學生們的困難或問題），主要測量學生對於老師、學校職員與學生之支持性關係的看法。受試學生的回答採Likert四點量表之方式計分，1分為「非常不同意」，2分為「不同意」，3分為「同意」，4分為「非常同意」，在三個分量表之家總分數愈高，表示國中學生感受到的校園物理環境愈佳、學校處理學生相關問題之策略愈積極、師生關係愈佳。經AMOS統計軟體分析的結果（詳見後續之圖2），此十三個題項在三個分量表之因素負荷量皆高於0.7以上，顯示效度良好。經內部一致性之信度，顯示三個分量表之Cronbach’s α分別為.882、.857及.91，顯示信度良好。
三、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18.0版及Amos 17.0版等統計軟體進行以下統計分析。首先，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來檢視所有受試學生在各研究變項上之分佈情形。其次，再以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統計方法來分析兩兩變項之相關情形。最後，根據圖1之理論模型，本研究使用Amos 17.0版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因模型中之「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及「師生關係」為潛在變項，因此在整個分析模型中同時包含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與結構模型（structure model）。Amos使用全訊息最大概似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FIML），亦即使用所有可得之資料來估計模型中的參數，尤其當資料中有些遺漏值時，此方法可以獲得一個相當堅實的分析（robust analysis）。一般說來，一個結構方程模型的整體模型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是由卡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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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決定，其係比較研究模型與一個變項間完全無關係之基線模型（baseline），不過卡方值很容易受到樣本大小之影響。因此，本研究除使用卡方值為整體模型適配度之指標外，另外使用CFI（comparative fit index）及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等兩個指標來檢驗整體模型之適配度。若CFI達0.9以上且RMSEA小於.05，則模型可被視為具有良好之適配度


（Byrne, 2001; Kline, 2005） ADDIN EN.CITE .。
肆、研究結果
一、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共有628位有效樣本，其中男生有336位，占全體之53.5％；女生有292位，占46.5％。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學生共計312人，占全體的49.7％；二年級學生共計316人，占全體的50.3％。另外，在社經地位方面，「低社經地位」者共計340人，占全體的57％；「中社經地位」者共計178人，佔全體的29.9％；「高社經地位」者共計78人，佔全體的13.1％。此顯示有效樣本中，以「低社經地位」者最多，且占全體的一半以上之比例。
表1  

各變項描述性統計（N＝628）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網路霸凌間接被害經驗
	4.14
	1.79
	3
	12


	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
	3.34
	1.03
	3
	12

	物理環境
	8.61
	2.01
	3
	12

	學校策略
	12.75
	2.49
	4
	16

	師生關係
	17.29
	4.39
	6
	24

	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
	3.90
	1.65
	3
	12

	網路霸凌被害恐懼
	5.50
	3.03
	3
	12


    在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師生關係、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網路霸凌被害恐懼等變項之數值分佈情形及平均值狀況，詳見表1。整體而言，本研究受訪的國中生中，曾有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者較間接被害經驗者為少；41.6%的受訪學生表示知道同學遭受至少一種的網路霸凌被害，而有14.6％的國中生表示曾親身經歷至少一種的網路霸凌被害。在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方面，有5%～7%的受訪學生認為網路霸凌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而有將近三成的學生則表示，害怕網路霸凌發生在自己身上。亦即，曾有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之國中生較少，所知覺之被害風險也較少，但受訪學生表示對於網路霸凌之被害恐懼則較高一些。在校園環境部分，對於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及師生關係等面向，受訪國中生的反應均相對正面。
二、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相關積差相關係數（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以雙尾檢定方以檢測兩兩變項間之相關情形。由表2可知，網路霸凌間接被害經驗、直接被害經驗及知覺被害風險與網路霸凌被害恐懼達到顯著正相關（分別為r=.14，r=15，r=34，p<.001）。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則與直接及間接被害經驗呈現顯著正相關（分別為r=43，r=31，p<.001），而與物理環境、學校策略與師生關係等學校環境變項呈顯著負相關（分別為r=-.11，p<.01；r=-.09，p<.05；r=-.16，p<.001）。在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與間接被害經驗呈顯著正相關（r=.50，p<.001），與三個學校環境變項則呈現顯著負相關（直接被害經驗：r=-.10，r=-.10，r=-.10，p<.05；間接被害經驗：r=-.15，r=-.15，r= -.20，p<.001）。三個學校環境變項間則呈現顯著正相關（r=.68，r=.66，r= .69，p<.001）。在控制變項部分，性別與網路霸凌被害恐懼呈現顯著相關（r=.17、p<.01）；年級與學校策略、師生關係及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呈現顯著負相關（r=-.09、p<.05；r=-.10、p<.01；r=-.09、p<.05）；而社經地位則與其他變項未呈現顯著相關。
由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女生較男生有更高的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愈多、知覺被害風險越高，則被害恐懼感愈高。當學生經歷愈多的直接及間接網路霸凌被害，他們所知覺的被害風險也會較高，對於學校物理環境、學校處理霸凌及相關事件的策略與師生關係的評價，也會愈負面。另外，一年級學生比二年級學生遭遇較多之網路霸凌直接被害，對於學校策略及師生關係的評價也較為負面。
	表2 

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各變項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被害恐懼感
	知覺被害
風險
	直接被害
經驗
	間接被害
經驗
	物理環境
	學校策略
	師生關係
	性別
	年級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被害恐懼感
	--
	
	
	
	
	
	
	
	
	
	

	知覺被害風險
	.33***
	--
	
	
	
	
	
	
	
	
	

	直接被害經驗
	.15***
	.43***
	--
	
	
	
	
	
	
	
	

	間接被害經驗
	.14***
	.31***
	.49***
	--
	
	
	
	
	
	
	

	物理環境
	.01
	-.11**
	-.10*
	-.15***
	--
	
	
	
	
	
	

	學校策略
	-.01
	-.09*
	-.10*
	-.15***
	.68***
	--
	
	
	
	
	

	師生關係
	.02
	-.16**
	-.10*
	-.20***
	.66***
	.69***
	--
	
	
	
	

	性別
	.12**
	.003
	.04
	.08
	.02
	.02
	.002
	--
	
	
	

	年級
	.01
	-.02
	-.09*
	-.05
	-.05
	-.09*
	-.10**
	-.07
	--
	
	

	中社經地位
	-.01
	-.04
	.002
	-.01
	-.07
	-.03
	-.04
	.03
	-.01
	--
	

	高社經地位
	-.06
	.01
	-.04
	-.02
	.03
	-.05
	-.02
	-.03
	.02
	-.24***
	--

	註： *p<.05，**p<.01，***p<.001   


三、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以Amos進行圖1理論模型之估計，結果如圖2所示
。首先，在整
體模型適配度方面，卡方值為356.572（df = 142，p<.001），RMSEA值為.049而CFI值為.962。根據適配度之判斷準則，卡方值、RMSEA及CFI的結果顯示整體模型之適配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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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路徑分析結果
    根據分析結果，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對於被害恐懼感具顯著的直接影響力（β＝.34，p＜.001），表示國中學生認為自己遭遇網路霸凌之可能性愈高，其感受到的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愈高。網路霸凌的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對於被害恐懼感的直接影響力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β＝-.03及β＝.06，p>.05）。
在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方面，結果顯示網路霸凌的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力（分別為β＝.36及β＝.12，p>.05），表示國中學生自身經歷與知道同學遭受愈多的網路霸凌，則認為自己會成為校園霸凌被害者之可能性愈高。而網路霸凌之被害經驗無法直接影響被害恐懼感，需透過知覺被害風險來間接影響被害恐懼感。
在校園環境變項方面，網路霸凌之間接被害經驗對「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及「師生關係」有顯著之直接影響（分別為β＝-.15，p＜.01；β＝-.15，p＜.01；β＝-.21，p＜.001），表示國中學生知道同學遭受網路霸凌之被害經驗愈多，他們對於學校物理環境、學校處理霸凌及其他違規事件之策略及師生關係的感受較為負面。而網路霸凌之直接被害經驗則對前述校園環境變項無顯著影響力。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網路霸凌為主題，以嘉義縣市的國中生為對象，探討其遭遇網路霸凌之直接與被間接被害之程度，本研究並進一步將知覺被害與被害恐懼區分，探討國中學生所遭受之網路霸凌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與其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之關聯性。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
    本研究以三個題項測量國中生之網路霸凌被害經驗，發現有14.6%的受訪國中生曾親身遭遇至少一種網路霸凌被害經驗，而有41.6%的受訪國中生知道同學遭受至少一種網路霸凌被害經驗。根據兒童福利聯盟針對未成年網路使用者所做的調查報告（2012），約有12％的受訪者表示，曾為網路霸凌之被害者，此比例與本研究類似。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四成之受訪學生表示知道同學遭受網路霸凌被害。雖然「知道」同學遭受網路霸凌並不一定表示網路霸凌確實發生，但是此高比例的網路霸凌間接被害經驗，一方面顯示有很多的網路霸凌被隱匿（高黑數），另一方面也顯示在虛擬空間裡的霸凌事件確實不容小覷，值得有關單位的重視。
（二）網路霸凌被害、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之關連
    本研究結果顯示，網路霸凌之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呈現正向關係，表示國中學生認為自己遭遇網路霸凌之可能性愈高，其網路霸凌之被害恐懼感愈高，此研究結果一方面證實Ferraro（1995）、Rader等人（2007）及Rountree（1998）的觀點，即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具一定之關連性，另一方面也凸顯知覺被害風險在被害恐懼感之測量方法上佔重要的角色。換言之，知覺被害風險是一種認知或理性要素，而被害恐懼感是一種情緒反應（Ferearo,1995），兩者在概念上有所差別，但兩者間又具有關連性。本研究將網路霸凌之知覺被害風險納入測量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之變項，結果顯示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對被害恐懼具有顯著之正面影響，也為學者Ferraro等人之主張提供支持。
    另外，本研究發現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對於被害恐懼感並無顯著之直接影響，此結果與之前研究與一般被害調查的結果有所差異（如：陳麗欣，1995；賴雅琦，2002；周蘭珍，2009；Akiba，2008），推就原因可能是之前的研究大多未將被害知覺風險與被害恐懼感等概念做區分。而本研究進一步將此兩個概念區分，發現網路霸凌之直接與間接被害經驗對知覺被害風險有顯著之直接影響，再進而影響被害恐懼感。亦即，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在被害經驗與被害恐懼感之間扮演中介變項之重要角色，此研究結果邱詩琪（1998）與吳長穎（2002）之研究發現相呼應。因此，本研究發現除了增進對於網路霸凌被害經驗與被害恐懼感關連性之進一步瞭解，也再一次說明知覺被害風險在此關係上所扮演之重要角色。
（三）網路霸凌被害經驗與學校環境因素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校園霸凌間接被害經驗對於受訪學生感受到之學校物理環境、學校策略、師生關係等面向，皆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亦即，當受訪國中生知道同學遭受網路霸凌的情形愈多時，他們對於學校物理環境之安全維護、學校處理霸凌及緊急事件之策略、師生互動關係等之感受會較為負面。然而，校園霸凌之直接被害經驗對於上述校園環境之變項則無顯著之直接影響。推就原因，可能是因為網路霸凌是發生在虛擬的空間內，並不一定會發生在校園內，因此自身的網路霸凌被害經驗與有相對明確空間範圍之校園環境因素之關聯性較為薄弱。而網路霸凌之間接被害經驗則非受訪學生親自經歷，而是透過在網路空間內或是在校園內同學彼此口耳相傳而得知，當他們聽到或看到愈多的網路霸凌被害事件，會對周遭環境產生不安全感，尤其是在校園內，此種不安全之氛圍會透過同學們之間的流傳或加油添醋而更加擴大，進而造成學校不安全、老師不關心或是學校無法有效處理相關事件之感受。
（四）女生感受到較高程度之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而低年級學生遭受較多之網路霸凌被害經驗
    與吳長穎（2002）、賴雅琦（2002）、周蘭珍（2009）之研究結果相似，本研究發現國中女生感受到的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高於國中男生。此研究結果可以兩個觀點來解釋。首先，女性可能在生理上較為弱勢，因此認為自己具有高受害性，而有較高之被害恐懼感（Schafer, Huebner, & Bynum, 2006）。其次，根據Goodey（1994）的觀點，男女自幼所受的社會化教育強調男性應勇敢、女性可以柔弱，而社會也較容許女性表現柔弱的一面，因此男性往往不認為自己有所恐懼，甚至礙於面子，而不願表達其恐懼之意。因此依據Schafer等人（2006）及Goodey（1994）之觀點，本研究中受訪的國中女生較國中男生感受到較高之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一方面是因為感受到較高之受害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較男生願意將被害恐懼感表達出來。
    本研究也發現，受訪的低年級學生較高年級學生遭受較多之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此與Olweus（1993）及Wang等人（2009）之研究發現相似，只是Olweus（1993）及Wang等人（2009）之研究聚焦在較為廣泛之校園霸凌（包括肢體霸凌、言語霸凌、關係霸凌），而與本研究之網路霸凌有所差異。另外，低年級學生遭受到的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較高年級學生為多，是否因為其功課壓力相對較輕，對於網路使用的時間較高年級學生相對自由，再加上網路使用知識及法律常識的較為缺乏，而有較多的網路霸凌相關經驗？詳細原因為何則有待後續研究之進一步探討。儘管如此，本研究及相關研究之發現，值得有關單位對於低年級學生之網路霸凌被害予以重視。
二、建議
網路霸凌除了造成被霸凌者身心嚴重受創外，旁觀者也會因無法協助被霸凌者，或是擔憂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而終日惶恐不安，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至於網路霸凌之加害者，其霸凌行為若未獲得適時的導正，將可能導致日後行為偏差，甚至犯罪。因此，如何防制網路霸凌與預防網路霸凌被害之發生，實值得各界關注與集思廣益，以下分別針對學校及學生之部分，提出可行之相關建議。另外，針對未來之後續研究，本研究亦提出相關之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學校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當受訪學生知道同學遭受的網路霸凌被害事件愈多，他們對於學校物理環境、學校處理霸凌與相關緊急事件之策略、師生互動關係之感受愈負面。尤其，當學生感受到的師生關係愈負面，他們所感受較高之網路霸凌被害風險。亦即，網路霸凌之間接被害經驗經由學生們之口耳相傳，容易塑造校園不安全之氛圍，造成學生對於校園環境、學校策略及師生關係的負面影響，進而增加學生對於網路霸凌發生在自己身上可能性之評估；其中，尤以師生關係之影響為甚。
因此，面對網路霸凌事件，學校應主動瞭解學生遭受網路霸凌被害之情形，對於網路霸凌之加害者與被害者進行相關之懲處及輔導，一方面讓學生瞭解網路空間之霸凌是不被允許的，另一方面也讓學生瞭解學校對此問題之重視、學校對網路霸凌之處理策略，進而增加學生對學校處理策略之信心，以降低學生之網路霸凌知覺被害風險及被害恐懼感。同時，學校應強化師生關係之正向互動（比方說，主動且積極瞭解學生之學習狀況與生活近況，定期與學生晤談，拉近與學生之距離，營造溫暖、友善之師生關係），當師生關係愈正向時，學生會認為老師們是樂於傾聽自身問題，亦可在學生本身遭受網路霸凌或者知道同學正遭受校園霸凌時，提升主動向老師尋求協助之意願，而不會落於孤立無援之險境，導致問題更加惡劣，傷害也一再擴大。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女生比男生感受到更高程度的網路霸凌被害恐懼感，而低年級學生比高年級學生遭受到更多的網路霸凌直接被害經驗。因此，建議學校在處理網路霸凌事件時，針對不同性別及年級的學生可能考慮不同的策略。比方說，針對女學生，特別說明女性並非柔弱的一群，她們並不具有比男性更高的受害性，同時也特別強調學校處理網路霸凌事件的處理策略，增強其對於學校及老師處理相關事件的信心，以降低其被害恐懼感。針對低年級學生，學校及老師則可加強學生網路使用之禮儀、規範及相關法律常識，以促使其正確的使用網路，減少霸凌及被霸凌之發生。
另外，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2012），有23%的受訪者認為人肉搜索很有趣，可以發揮正義，而有13%的受訪者表示網路上市匿名的，所以別人查不到他們。在網路高匿名性、超越時空限制、高度方便的特性，再加上青年學子對於網路使用之錯誤認知，使得他們很可能陷入網路霸凌之加害者或被害者的陷阱。因此，在學校教育中，老師與學生的溝通除了加強網路使用的安全之外，也要強化學生使用網路的正確法律知識。
（二）對學生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受訪國中學生親身遭受網路霸凌或得知同學遭受網路霸凌之經驗愈多，其認為自己會遭受校園霸凌的可能性較高，進而增加對於網路霸凌之恐懼。因此，學生在自己遭遇網路霸凌時，勿一昧容忍或予以回擊，應主動向父母、師長、或專業人士尋求協助。而當得知自己同學有遭受網路霸凌之情況時，同流合汙或是袖手旁觀僅會讓相同事件一再發生。因此學生除了約束自己在網路上的行為之外，若有發現霸凌事件，也希望能主動向網路霸凌被害者伸出援手，或是協助通報師長，如此將可協助遏止網路霸凌蔓延之不良風氣。
    此外，由於網路霸凌對於當事人或是旁觀者可能造成心理創傷。當學生察覺自身已無法負荷校園霸凌事件之負面效應，而出現失眠、焦慮、時常哭泣等等生、心理反應時，主動向學校輔導室、張老師專線等等專業輔導機構尋求協助，將有助於緩解心理壓力，及學習日後應如何因應類似情形。
（三）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首先，本研究僅抽取義地區之一、二年級的國中學生作為研究樣本，探討網路霸凌之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知覺被害風險及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性。因此，本研究結果若要推估至嘉義地區國中三年級學生、其他地區之國中學生，以及國小及高中學生，則必須要謹慎解釋。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可以擴大研究樣本之選取，比如包含全國性之樣本、納入國三學生以進一步瞭解全國中學生之網路霸凌被害經驗、知覺被害恐懼及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性。或是可以納入國小及高中學生，以進一步探討在不同求學階段，其網路霸凌之被害經驗、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是否有所差異。
    其次，在測量題項的部分，本研究以三個題項測量網路霸凌（包括在網路上被嘲笑、被傳送威脅或恐嚇之訊息、被散佈傷害之不實謠言）之直接及間接被害經驗、知覺被害風險及被害恐懼感。有鑑於網路霸凌之方式隨科技發達而有擴大之趨勢，比方說手機已成為學童網路霸凌之新興工具，在國內校園霸凌的新聞事件中，以手機霸凌他人之事件時有所聞。根據兒童福利聯盟（2012）之調查發現，有33.3％的學童會用手機拍同學或老師出糗、丟臉的相片或影片，42.8%的學童會將拍下的影像給別人看或上傳到網路上，顯示以手機傳播影像之學童比率不低。隨著學童所使用之手機功能愈來愈發達、智慧型手機愈來愈普遍，可以預見手機成為學童網路霸凌新工具的風險正逐漸在增加中。因此，後續針對網路霸凌之研究，建議可擴充網路霸凌之測量面向，以有效地瞭解網路霸凌之現象，以進一步探討網路被害經驗、知覺被害風險與被害恐懼感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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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之作案手法及犯罪歷程研究
范兆興
、沈勝昂
、唐心北
、蔡俊章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鑑別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之作案手法特徵差異；及分析少年性侵害加害人在成長背景環境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之犯罪歷程危險因子與再犯危險因子差異。遂以2006年至2011年曾接受過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之社區強制治療5名個案為研究樣本，再以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研究結論與建議如後：於不同類型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之未來處遇治療建議，應基於個案之「危險因子」、「再犯風險程度差異」及「固定化性侵害犯罪歷程」綜合衡量，規劃適切治療計畫為基礎，才能達成個別化導向(individual-oriented)具有療效目標。
關鍵字：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作案手法、累犯
A Study on the Various Modus Operandi of Juvenile Sexual Offenders

Fan Chao-hsing
、Shen Sheng-ang
、Tang Hsin-pei
、Tsai Chun-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four important phases of sex-offenders during their sexual offense proces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motives and offense pathways. Thus,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uvenile sex offenders, comparisons on developmental, pre-offending, offending, and post-offending factors are performing.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gree of intrusiveness of the sexual behaviors committed by the adolescents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ir victims during the sexual episodes. Moreover, the more strategic adolescents may be more likely to secure compliance. This study shows the relevance of analyzing adolescent modus operandi as purposeful behavior and discusses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crime-commission or offending process models.
Key word： juvenile sexual offenders、modus operandi、recidivism
1、 研究背景、目的
一、研究背景、目的
時空回溯自2011年3月20日性侵害累犯林國政於姦殺國二女學生葉姓少女案，引發社會悲憤；林國政曾因2次性侵案入獄，1996年他性侵未成年少女，被判刑5年8個月，2000年假釋出獄，又在2002年持刀在斗六一處工業區性侵女子，被判刑9年。林國政在臺中監獄服刑9年期間，曾進行18次矯正，全數沒有通過，再犯機率很高，原安排他在4月初報到再評估與輔導，必要時就配戴電子腳鐐，然而他卻在2011年3月的空窗期、出獄一個多月就犯下姦殺案。基於林國政案，引發國內婦幼團體推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Sexual Assault Crime Prevention Act)部分條文修正案又稱為「白玫瑰運動」，希望藉此加強性侵害加害人的監控進而降低再犯風險。再者，有關經少年法院命付保護處分的少年性侵犯，未來將納入地方政府實施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的對象。此外，對於社會未達成共識部分，立法院則通過兩項附帶決議交由相關部會研議，包括責請行政院衛生署、法務部及內政部邀集相關專家召開公聽會，針對是否透過性激素藥物治療（即俗稱化學去勢）
作為性侵犯治療的可能，就其適法性、醫學倫理、人權及社會公義與相關執行配套等，廣泛蒐集意見進一步研酌。
   部分性侵害的犯罪黑數，不是因為它的隱藏或不存在，而是被整個社會非主流化及漠視，少年性侵犯向來不被認真對待，在公部門的統計資料中，年齡在權力意識下不是看不見就是被邊緣化。因此，對於少年性侵犯而言，犯下其他非行之青少年有效的處遇方案是否亦能有其成效，或者需要更專業化的介入，都值得後續觀察，只是今日的少年性侵害加害人，或許將是明日之重大性暴力成年犯，今日不思患預防，明日必將為我們的不作為而後悔(陳美燕，2006)。
從發展犯罪學的角度來看，性罪犯並非僅只是單純個人生理的滿足，而是犯罪者早年成長的病因(etiology)，與後續的發展(development)生命經驗，醞釀某種犯罪的內在動力（機）
；之後個人成長經驗(譬如：缺乏安全的依附關係)或人生重大變故，及扭曲的認知(譬如對於女性的敵意)等生命事件均有可能加深偏差人格傾向，甚至強化犯罪動力（機），此時如遭遇合適被害目標與缺乏有監控能力人（環境），將促成犯罪的發生。
再從性侵害犯罪歷程的角度分析，不同犯罪類型之犯罪成因、動機、行為歷程都有其特定精神、心理病理的基礎(Deslauriers-Varin & Beauregard, 2010:316)。換句話說，有鑑於「性罪犯」在不同犯罪類型當中所顯現出的特異性(例如：善於欺騙、隱瞞、否認)與其犯行發生的特殊性(譬如：低自我控制的性衝動)，專家都一致地主張除了應該在監獄當中進行嚴謹的身心矯治、治療外，在假釋、甚至服滿刑期回到社區生活之後，都必須要能夠對性罪犯持續進行監控(monitoring)與治療，才能有效、根本地達到預防再犯的效果。沈勝昂(2009)指出回顧國內性侵害防治的相關法令、處遇措施的演變，不難發現在立法與修法的本質上，皆以兩個基本概念為基準，一為性犯罪是種『病態』行為→確認了『疾病』的概念思維（指精神或心理疾病的概念）；二是需制訂有效的抑制或改善性犯罪（病態）的處遇模式。
第三，有關性罪犯之治療成果研究方面，陳若璋、林烘煜(2006)針對在監獄服刑的性罪犯進行療效研究，共185人；該結果發現，團體治療的介入對中危險程度之性加害人最有正向情緒改變，如男尊女卑、否認、情緒基調及溝通等四項特質；而對高危險之性加害人，治療反而得到更負面的結果且日趨惡化。國內、外性侵害議題研究學者，多數支持性罪犯是一群異質性非常高的團體，因不同類型別之性罪犯的特殊性、主要的犯罪動機、危險程度等有所差異，故而需要不同的治療模式(陳若璋、林烘煜，2006:387)。
    回顧臺灣在性侵害犯罪防治之刑事政策發展軌跡，愈重視婦運人權團體與保護兒童（少年）社福團體的要求，並基於風險管理的概念，擷取英美法系民事監護刑後保安處分及社區監控制度，遂將刑事重刑化與風險管理的風潮廣泛運用在性侵害犯罪防治上時，這代表著性罪犯的再犯風險評估、可能犯罪時間、空間的掌控等，將成為社區監控的重點。此一刑事政策影響所及，監獄必須擔負性罪犯的矯治甚至成立專業化治療專區監獄。再加上媒體對於性侵害犯罪的危險描述，使得性侵害的危機無所不在，專家亦不能斷言這些假釋性侵害累犯不會再犯，如此推波助瀾下，激發了社會大眾對性侵害之犯罪恐懼感，基於保障婦幼安全，再度加重刑法之亂世用重典思維，而忽略整體刑事司法機構之實務執行上可能遭遇的問題，造成相關政府機構資源的短缺及處遇內容的片斷化(陳美燕，2006)。
    綜上所述，考量加害人是否有性侵害「再犯」之虞，就必須評估其「內在」(譬如：加害人的對性偏差的程度、性的態度、情緒、壓力因應能力等因子)與「外在」(譬如：社會支持好壞、與社區監督的來源等因子)，才可能準確地推測其再犯危險程度與犯罪歷程，除了可做為「預測」再犯之用，並作為日後進行「治療」與「監控」處遇計畫執行的參考。故本研究以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之社區強制治療個案為樣本，試圖探索性罪犯個人成長環境(譬如，原生家庭親子關係、個人求學階段是否有適應不良經驗)，與犯罪前生活經驗(譬如，情緒衝動或控制能力不佳紀錄、是否有酒癮或藥癮問題)，對於實施犯罪階段(譬如，犯案過程是否使用暴力、特殊犯罪儀式行為)，及犯罪後階段(譬如，是否會湮滅犯罪跡證、對受害者是否缺乏同理心、對自己犯罪行為感到有罪惡感)等不同犯罪歷程階段之彼此關係。因此，藉由澄清不同類型性罪犯之犯罪歷程，以達縮小偵查範圍、提升偵破性侵害案件效能。
預期本研究目的如後：
1、 鑑別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之作案手法特徵差異。
2、 分析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在成長背景環境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之犯罪歷程危險因子與再犯危險因子差異。
貳、性侵害犯罪歷程研究之相關文獻
多數性罪犯之早期生活經驗與犯罪動機的脈絡是隱含不明，部分研究發現個案談其早期生命經驗時都比較簡短、被動，多數個案面對犯罪原因時，傾向歸咎於犯罪前挫折與壓力事件，而無法意識或連結早期生命事件與犯罪關聯性。因此，本研究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出發探討不良生命經驗、信念因子如何影響其日後性侵害犯罪內在動機，可提供矯治人員找出療效因子，進行更精準的性侵害處遇治療。
一、發展犯罪學觀點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分析個體能否發展正常人格與社交能力，取決於個體的先天遺傳因子、後天環境因子（早期的原生家庭環境）、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等三大類因子；發展心理學家從「隔離猴」實驗中得到「人格與社交能力的發展是否有關鍵期」重要啟發。如果一隻新生的小猴子，從出生就與猴群隔離豢養，且時間長達一年以上，則這隻小猴子，有可能錯過一生中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關鍵期」，無法學習如何與其他猴群進行社交活動。當這隻小猴子被釋放出來之後，會呈現出「孤僻」的性格特徵，且明顯的表現出缺乏社交能力。之後，「隔離猴」在兩性互動及親職角色的扮演上，亦會出現嚴重的不適應現象。我們進一步思考究竟被隔離的過程中，被『剝奪』了什麼？多數心理學家認為是：「母親的關愛」與「與同儕的嬉戲」。(1)母親的關愛：回到「布媽媽」的身邊。除了基本生理上的照顧外，還要有「溫暖與安全」的對待，才可以讓幼兒的人格與社交能力有比較健全的發展。(2)與同儕的嬉戲：心理學家發現幼兒之間的互動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章法可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遊戲進程」、「規則」及「輪流」等控制歷程的學習。反思，性罪犯早年生命脈絡中不良經驗，是否成為其心理陰影並成為性罪犯的犯罪內在動力來源，及犯罪的潛在因子。生命的發展與變遷應該要貫穿個體生命的整個過程，而不應該侷限於某個特定階段，我們發現許多關於探索個體犯罪原因研究文獻(譬如Hirschi提出「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就被常用來說明與驗證青少年從事偏差與犯罪活動之著名犯罪學理論
)，但多僅只於個體青少年時期而忽略中年、老年時期；而且這種犯罪學理論屬於靜態模型，無法更適當與彈性解釋犯罪行為發展與變遷能力(陳曉進，2007:88)。因此，只有採用發展犯罪學研究視角，轉向從人類個體的生命發展過程，聚焦個人的先天遺傳因子、後天環境（早期的原生家庭環境）、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危險因子(risk factors)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及犯罪之關係(Piquero, Farrington, Nagin & Moffit,2010:152)。此外，傳統犯罪學的早期風險指標(智商不足、心理病症、人格缺陷)，並無法準確的預測其成年後的長期犯罪轉折或變化，要以動態（dynamic）眼光看待生命犯罪事件的轉折改變。
    Sampson 和Laub於1993年撰寫犯罪的形成(Crime in the Making)書中，將生命歷程的基本框架和Hirschi的社會控制理論結合，提出逐級年齡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Theory of 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來解釋個體犯罪的持續和變遷。Sampson 和Laub 修正和延伸了Hirschi 的社會控制理論。Sampson和Laub 認為，社會控制不僅能解釋青少年犯罪，它也能用來解釋個體在其生命過程中犯罪行為的穩定和變遷。他們認為，在一個人不同的生命階段，社會群體和社會機構發揮不同程度的控制作用。童年時期個體之偏差行為可歸咎於家庭功能不彰、父母疏於管教與教導，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可借用Hirschi所提社會鍵功能未能適時發揮效用，偏差行為之學生未能完全融入學校活動、對於學校安排課業活動沒有興趣導致課業成績低落；當從青少年步入成人階段，婚姻與職場活動取代學校與家庭父母成為重要社會控制之機制。拿生命歷程理論與傳統犯罪學理論(譬如理性選擇理論、日常活動理論、社會控制理論)比較，生命歷程理論最大貢獻在於它以動態，而非靜態的視角研究個體犯罪行為。從動態的視角觀察整個生命過程，包含個體的童年→青少年→成年時期犯罪行為的變遷歷程，及個人所遭遇生命事件(求學、交友、結婚、投入職場)、所處社區鄰里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因子的變遷對其犯罪軌跡的影響。換句話說，傳統的犯罪學理論主要研究個體間(between individual)犯罪行為的差異，譬如Hirschi所提社會控制理論、Gottfredson與Hirschi的一般化犯罪理論(General Theory of Crime)所關注焦點於個人的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程度差異與犯罪機會及社會鍵(social bonding)等影響日後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變數；而生命歷程理論研究個體間犯罪行為的差異以及個體內(within-individual)犯罪行為的穩定和變遷。所以，就理論層次而言，生命歷程理論提供一個研究犯罪行為的全新的理論視角，強調各個生命歷史階段的重要性，與如何全面地看待個體不同生命歷史階段之間犯罪行為的聯繫及各種因子彼此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Sampson 和Laub逐級年齡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檢視犯下臺灣北部縣市多起性侵害A姓受刑人(簡稱個案A)之生命歷程。該名個案早期生命經驗為生活單調與無聊，之後發生外公揚言殺害母親，加上外公因故自殺等家庭衝突負面經驗；孕育個案孤單、沉悶情緒需要發洩出口。當個案A國中青春期偷窺堂姐洗澡經驗，雖然被發現與糾正，卻逐漸發展無聊生活中刺激與新鮮感，日後其發展成由偷窺變成侵入住宅，脅迫被害女子就範等固定性侵害犯罪模式。此外，個案A扭曲性認知：「猥褻不是傷害沒有真的插入，沒有讓人流血，並沒有傷害對方」，更是讓其不斷重複犯案之催化劑。個案在青少年時期由於家庭控制社會鍵並未能發揮效用，導正其偷窺堂姐洗澡的錯誤行為，加上本身自我控制能力不佳。個案A之後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早期生活經驗形成自卑、沉悶負面情緒特質」→「特定欲求」→「先前犯案經驗被喚起」→「遭逢近期生活不愉快事件之壓力」→「犯罪動機被激發」→「以性幻想瘦的、中等身材對象，單獨走在道路犯案對象身影」→「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再次遭逢生活中類似不愉快壓力事件」→「再次循環相同作案路徑繼續犯案」。
    個案A出獄後受到許多社會支持，譬如教會提供關懷並提供工作機會、官方持續的強制治療與電子監控，讓其不再犯罪。此外，個案對性侵害輔導教育的看法，如後：
（1） 回想幾次假釋被拒絕時差點崩潰「我那麼努力為什麼別人都看不見」，後來是宗教讓自己覺得還有一絲希望，才覺得「自己的努力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給自己機會」。覺得多數的輔導教育感覺都不錯，這也是國家花錢給自己的一個機會，可以證明自己做得不錯。現在參加個別治療時什麼也不想，算是一個休息的地方，沒什麼好隱瞞也不需要擔心心理師怎麼看待自己。
（2） 想到前陣子新聞看到出獄後的強制治療，擔心不知道是用什麼方式進行。認為如果只是用鐵窗無期限的把人關起來「如果讓受刑人看不到希望，那這個過程只是讓不滿和絕望一直累積，如果哪一天讓他離開鐵窗，一定會有報復性的犯案，那樣來是在傷害社會，所以應該要持續提供他教導，也讓他看得到希望在哪裡」。
    從個案A看法我們應該持續正面積極人性本善角度，治療連續型性罪犯之扭曲認知。沈勝昂(2011)建議可從改變治療者與個案之間緊張對立關係，治療者可主動釋放較多自己對治療的困擾及擔心，邀請個案一起來檢視兩人目前的關係及治療態度。其次，重新延伸個案許多自我控制下來的情緒，背後是否有對過去的積怨、對生命變化的不滿、對未來的懷疑。再者，了解個案在目前這個職涯轉捩點上，對於過去關注、觀護他的人的看法，看個案如何面對這些人在其犯罪後人生出現的意涵、對他們的依賴、失望或敵視。最後，面對這些關係及情緒後，仍需找尋屬於個案自己的態度或力量，支持個案未來即使遇到意料之外的挫折，還能夠維持目前對未來的期望而不自我放棄的原因。
小結：
從發展犯罪學觀點分析A姓個案身心治療過程歸納避免再犯之道，如後：(一)避免陷入高危險情境：由於個案覺得無聊就容易陷入性上癮循環路徑，因此治療者或家人應該積極協助個案找尋自我與生命的方向及目標，脫離自卑與疏離負面情緒。(二) 阻止犯案：協助個案自我覺察性上癮犯罪循環，增加自我控制能力；輔以嫌惡刺激行為治療導正錯誤認知扭曲，進而建立正確觀念指引。(三)立即聯絡危機求助資源之建立，發展有效的危機之求助系統。
二、環境犯罪學觀點
    犯罪現象係時空因子下產物，分含相異之時間、空間屬性要素，其分佈亦因各項條件加乘影響而有所不同，尤其易受到空間相依性與空間異質性之強烈影響，並與區域發展過程及區域特性有密切關係，所以犯罪問題研究中實無法忽略空間因子之影響；故環境犯罪學(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係一有別於傳統犯罪學理論而新成之理論體系，它並不嘗試去解釋犯罪之根本成因，也不管為何有些人會去觸法犯罪，而以犯罪人之動機模式(offenders’ patterns of motivation)、存於犯罪之機會(opportunities that exist for crime)、犯罪事件中之被害人保護層級(levels of protection for victims within criminal events)，以及犯罪事件發生之環境狀況(environments in which criminal events occur)為研究焦點。因此，環境犯罪學之目標並不在於解釋「某些犯罪人為何觸犯某些犯罪」，而在於瞭解某一犯罪事件之各個面向，藉以確立產生犯罪機會的行為模式與環境因子模式(鄧煌發，2007:6)。 

引用正確之犯罪學理論，將犯罪資料有系統之診斷，以時間、空間、犯罪人、被害人等要素所共同構成之情境因子，確立犯罪機會之型態與程度，此乃犯罪分析專家援用環境犯罪學之最佳範例；許多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事實證明，環境犯罪學是當前犯罪預防主流思潮。以環境犯罪學為基礎之犯罪分析專家在逐項檢視上述問題之後，會以環境與被害人行為互動為主要思維，改變被害人某些行為，即可減少此類刑案的機會，而逐項提出具體可行之解決方法，以有效降低是類犯罪之發生(鄧煌發，2007:3)。
理性選擇觀點不僅提供犯罪人遭逢犯罪機會時之思考決意的過程，它更打破傳統犯罪學之迷思：犯罪是無法避免之行為；亦即理性選擇理論還提供犯罪防治實務界努力方向，思考如何增加犯罪風險，或降低犯罪預期之酬償，更通盤瞭解犯罪人在哪些特殊情況下會選擇犯罪行為，這些思考方向均可供擬訂犯罪預防對策時之重要參酌依據。理性選擇的觀點是一個理論性的架構，可以用來理解有動機犯罪者的決策模式，假設犯罪者可藉由犯罪來達滿足其慾望、動機(譬如，金錢、物質、名聲、性滿足、控制他人)。犯罪者決意是否犯罪主要考量其所要付出的努力、報償、承擔風險。
預備犯罪階段，決策的基礎因為個人的理性、時間限制、能力和相關資訊的獲得而有所影響，因為犯罪常被視為動態的變化過程，會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而改變，犯罪者會根據他們的經驗去改變犯罪方式，並學習如何修正他們犯案的技巧。所以Clarke& Cornish(1987)認為性犯罪者的犯罪決策模式，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1)預備犯罪階段：計畫犯罪;(2)犯罪階段：犯罪策略，及(3)犯罪後階段：犯罪結束後(如圖2-1)。
	預備犯罪階段（pre-crime phase）：計畫犯罪
1. 犯罪預謀
2. 犯罪者對於犯罪風險的評估
3. 犯罪者如何挑選被害對象

	


	犯罪階段（crime event phase）：犯罪策略
1. 使用犯罪武器
2. 拘禁被害人方式
3. 使用交通工具
4. 使用武力的程度

	


	犯罪後階段（post-offense phase）：犯罪結束
1. 導致犯罪結束的原因
2. 釋放被害人地點的選擇


圖2-1、理性選擇的性侵害犯罪決策模式
犯罪型態理論強調犯罪發生當下的立即情境(immediate situations)，主張犯罪事件最常發生於犯罪人活動空間(activity space)與潛在被害人(或被害標的物)活動空間重疊(overlap)之區域或場所。一個人(包括犯罪人與被害人)對於他日常活動的空間場所應該最為熟稔，且這些活動空間大多固定，包括：住居所、工作場所、通勤路線、購物及娛樂消費場所，此一標的物之活動空間，簡言之，即為「場所」(location)。犯罪人的活動空間(工作場所、社團所在、休閒區域)到底如何與被害人的活動空間(住居所、社團所在、休閒區域)交疊(intersection)在一起(鄧煌發，2007:8)。
廖有祿(2006)指出日常活動理論為犯罪者和被害者必須在時空交錯，犯罪要發生，必須要有動機的犯罪者(motivated offender)在適當時空環境與合適的目標(suitable target)接觸，而且要有能力的監控者不在場(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此理論可以下列公式簡要說明：crime = (offender + target - guardian)×(time + place)。因此，犯罪者決定著手實施性侵害犯罪，必定會先考量本身住居所與被害人目前區域、及犯罪現場的空間(spatial)、時間(temporal)因子分佈型態；並從思考如何降低犯罪被捕風險，與增加犯罪預期報酬兩項層面進行理性思考決策。
小結：
Crabbe(2008)建議應該思索情境因子(situational factors)對整體犯罪歷程的影響，由於個人生活習慣、想法會隨時間、經歷生命事件而變動，逐漸影響慣常生活作息、人際交往對象；另外，已有犯罪前科紀錄的犯罪者會因被警方逮捕或進入監獄服刑的經驗，改變原有作案手法，提升成功犯罪機率。因此，必須將整個犯罪歷程分成不同階段（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後）來分析犯罪者的心理狀態與所處情境因子兩者互動關聯性。Crabbe提出犯罪歷程假設模組，「犯罪行為」＝「心理狀態」×「情境因子」×「時間因子變遷」
，這樣理論假設與認知心理學假設個體行為變化的假設是一致，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日常活動理論」分析加害人決定著手實施性侵害犯罪，必定會先考量本身住居所與被害人目前區域、及犯罪現場的空間（spatial）、時間（temporal）因子分佈型態；並從思考如何降低犯罪被捕風險(risk)，與增加犯罪預期酬償（reward）兩項層面進行理性思考。這樣看法與本研究以環境犯罪學為基礎，從國外實證研究結果就個人層級(理性選擇理論)、社會互動層級(犯罪型態理論)、社會層級(日常活動理論)三種不同層次探討性侵害加害者的決策模式(decision-making model)、犯罪空間型態(spatial patterns)、作案手法與犯罪現場跡證(crime scene evidence)彼此關聯性。並針對不同類型性罪犯進行生命敘說之訪談，透過「犯罪現場跡證」及「生命故事脈絡」交叉驗證和修正對於心理跡證之假設，期盼形成有助於偵查實務的實踐知識。
三、整合性侵害犯罪理論
隨著當代神經心理病理學的興起，Ward 和Beech（Ward & Beech ,2004、2006）提出Integrated theory of sexual offending (ITSO)為性侵害犯的臨床徵狀提出神經心理學上的基礎。藉由文獻回顧我們發現，成人性罪犯最主要之臨床徵狀為--情緒調節困難，以及對強迫式之性接觸投以高度性關注。近年來，犯罪心理學家也開始重視犯罪者的決策行為，認為不佳的決策(poor decision making)是犯罪者的行為特質。此外，Ward & Beech(2006)試圖整合多位性侵害學者，歸納整合不同理論典範（如親密關係缺陷、認知扭曲問題、缺乏同理心等單一因子）對性侵害成因的研究，他們認為ITSO是一較寬廣的病因學架構，能有效解釋各式類型性犯罪（如成人性罪犯、兒童性罪犯等）發生原因。
依據Ward & Beech所提出之ITSO為主軸，將動態再犯危險因子視為性犯罪者的臨床徵狀，企圖驗證特定之性侵害犯罪類型（如成人性暴力連續犯）是否有特定的臨床表現，並探討其犯罪之可能病理因子。他們認為性犯罪的發生與以下三個因子有關，分別是：(1) 生物學上的因子：受基因的繼承和大腦發展的影響；(2) 社會生態學的利基（ecological niche）：例如社會、文化，及個人境況(personal circumstances)和學習；(3)神經心理學因子，指腦功能或腦結構上的缺損，包括動機/情緒、知覺和記憶，以及行動的選擇與控制等三個系統。其次，ITSO的觀點認為三個因子是共同運作的，若其中環節出現問題便造成犯罪者的臨床徵狀，例如不正常的喚起、與犯罪相關的思想與幻想、正向或負向的情緒狀態，以及社交困難。這些臨床徵狀將如圖2-1所示直接導致性侵害的行動。其次，本研究針對ITSO所謂「神經心理功能群組」之(一)動機與情緒系統、(二) 選擇行動與調控系統及(三)臨床表徵症狀進行說明(賴秀雯，2010:8-10)

（1） 動機與情緒系統:

動機/情緒系統關連到外皮質（cortical）、側邊（limbic），及腦幹(brainstem)等腦區構造。Pennington(2002)表示這個系統的主要功能是讓個人目標和價值觀迅速地去影響知覺和行動選擇，並以一適當的趨力狀態的去迎合改變中的環境情勢。若個人的基因或文化教養有問題，或是擁有負向的個人經驗，便可能導致動機/情緒系統的缺損。舉例來說，若某人在充滿情緒耗竭（impoverished）的環境中成長，便會發現他有困難以很精準的方式去辨識自己的情緒，也有可能在面對情緒轉變或在人際情境中感到迷惑；這樣的個體可能變得易怒，並且在那種狀況下（面臨情緒轉變或人際情境時）會以反社會的方式來表現。 

（2） 選擇行動與調控系統：
    行動的選擇與控制系統與前額（frontal cortex）、基底核(the basal ganglia)和部分杏仁核(thalamus)有關。行動選擇與控制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協助個體組織計畫和方法、評價行動計畫的好壞，及控制自身行為、思想和情緒以達成較高的目標；意即此系統關心的是如何相互結合和執行所計畫的設計藍圖，以完成個人目標。如果行動選擇與控制系統失去功能，則個體可能出現自我調節的障礙—如衝動性、負向情緒的抑制能力差、無法做個較適應性的計畫去改變情勢，及問題解決的技巧不佳。再者，一般性的自我調節障礙（即犯罪學理論中的低自我控制概念），是性侵害犯罪者顯著的障礙類型，它也屬於穩定動態危險因子之一。另以，ITSO的觀點來說，一般性的自我調節障礙的本質就是行動選擇和控制系統的障礙。
（3） 臨床表徵症狀
三種神經心理系統中，任何一個出現障礙，都將以不同的方式危害個體的適應能力。換句話說，不同的系統障礙決定個體特定的失能表現，例若行動選擇與控制系統有障礙，則個體在表現適應性的情緒調節時將出現困難。Ward＆Beech（2006）認為特定的犯罪議題也取決於某個系統所發生的特定障礙，譬如，甲和乙雖然同樣犯下性侵害案件，但甲和乙的犯罪理由可能完全不同，且其表現出來的臨床問題也不一樣，故建議治療者或臨床工研究者應瞭解，面對不同系統所導致的障礙，應有不同的臨床表現和治療考量。無論如何，藉由ITSO我們知道，個體因神經心理系統的障礙，與遺傳、社會學習等交互作用後，將出現與性犯罪相關的四組徵候或臨床現象。這些臨床徵候通常被稱做動態危險因子，其臨床現象分別是：自我管理問題、社會情感功能障礙、偏差的性關注和歪曲的態度。每一種臨床現象都有相對的表現形式，例如自我管理問題將出現強烈的情緒/行為表現、偏差的性關注將出現對特定對象或情境產生性喚起。本研究將分別說明上述兩種臨床現象。 

1. 自我管理問題(情緒/行為調節障礙)：
第一組臨床問題徵狀包含衝動行動、情緒控制差（傾向爆發式的宣洩情緒），的行為表現。兩個神經心理系統的障礙會使這現象加劇，舉例來說，若個體的動機/情緒系統出現障礙就會有情緒問題；若是行動選擇/控制系統障礙則顯現出來的是衝動行為。
從Hanson & Bussiere(1998)追蹤4至5年性罪犯之再犯性侵害比率為18.9％、再犯暴力犯罪的比率為22.1％。這樣研究結果說明性罪犯之「敵意，對女性的敵意觀感」與「性」基模的認知連結關係明顯較一般男性成人強。另從Hanson & Morton-Bourgon(2005)針對性罪犯的反社會特質測量中，發現「敵意」與性侵害再犯行為兩者有明顯關連性(d.=0.17)，性犯罪者容易感到生氣憤怒、不滿、不信任等對他人複雜的態度，這樣研究結果印證Groth(1979)所稱之憤怒型性犯罪者(anger rapists)，此類型佔其研究樣本45％(黃健，2009:256)。
Ward & Beech認為情緒能力缺失容易讓個體產生並處於強力的負向情緒狀態，譬如面臨與伴侶爭吵後或處於具壓力的生活事件（長期失業）時，特別是這個體缺乏讓自己冷靜（dampen down）或溝通以使情緒較健康的方法。無法有效管理情緒而導致行為失控，是顯而易見的原理，若又與性趨力連接在一起，將使個體變得衝動或取巧地使用性作為慰藉的手段，以滿足情緒和性需求。尤其，當個案同時遭逢觸發危險因子時，如藥物濫用、憤怒/敵意或情緒失控，則更容易出現性犯罪行為。
2. 性關注（sexual interests）
兒童性罪犯之所以選擇兒童作為性侵害對象，是因為他們對兒童有性方面的偏好，而成人成人性罪犯則是喜愛對女性做強迫性的性接觸。若性犯罪行為是直接由偏差的「性偏好」 所導致的，而性幻想（sexual fantasy）是維持性關注偏差的重要因子，特定性犯罪族群有特定的性幻想內容，而性幻想產生性喚起，其後再引發性侵害行為。
Ward & Beech認為性關注的問題，是由ITSO三個神經心理系統之間交互作用而成的。不良的依附和情緒問題（屬於動機/情緒系統），不良的認知基模/內隱理論（屬於知覺和記憶系統），可能導致偏差之性幻想和性著迷（sexual peroccupation）。若個體慣於利用『性』去滿足情緒和性的需求，卻有困難控制『性』（屬於行動選擇/控制系統），再加上特定或情境的促發（存有某些觸發因子，例如憤怒/敵意，或其他能誘發潛在暴力的因子），偏差的性喚起更容易被引發。在這些條件下，由於個體的狀態或生理的自然條件，使得個體向兒童或女性施以高壓的性行為的機率變高。
小結：
   Ward & Beech(2006)從神經心理學觀點探索性罪犯當接受煽情刺激的圖片，個人大腦發展的「動機與情緒系統」、「選擇行動與調控系統」及「知覺與記憶群組」三種影響基本心理歷程的機制是如何運作？彼此互動關係為何？如此由內向外發展出臨床症狀為何？是否會出現情緒困擾問題？無法正常與異性進行社交活動？兩性相處是否產生認知扭曲問題？進行出現偏差行為？本研究認為以Ward & Beech(2006)的ITSO理論可透過普遍應用認知心理學領域的神經心理測驗工具，從神經生理層次上探討不同類型性罪犯的現實生活（real-life）進行性侵害犯罪決策行為過程中之情緒和個人認知的交互作用情形。探究個人的情緒經驗是促進或是干擾個人的認知表現？或是個人認知如何調控個人情緒表現？或許嘗試針對兩種不同類型性罪犯為實驗組，一般人則為控制組；檢驗兩組群體在這兩個作業上是否會有不同的行為表現和神經激發，並就實驗結果及臨床應用性侵害治療處遇實務的可能性進行討論。
由於本研究範圍僅限於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之社區強制治療個案之「妨害性自主罪收容人評估報告書」；研究目的釐清不同類型性罪犯之作案手法差異，與不同階段犯罪歷程之危險因子及再犯危險因子差異，故暫不進行有關「不同類型性罪犯的犯罪決策之情緒和認知的交互作用」之認知神經心理實驗研究。然而，Ward & Beech(2006)從神經心理學觀點探索加害人之決策行為與犯罪循環歷程途徑，提供本研究更細緻、更深入觀察性侵害犯罪成因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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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計畫採用研究途徑，次級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等兩種不同研究方式。
一、次級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為求資料真實性，並得以相互印證，蒐集上述兩類文獻，包括國內外相關著作、期刊、論文、官方統計數據及網站資料等，加以整理分析，以為研究基礎。同時蒐集個案相關資料，分別從警察機關、檢察署、法院與監所等司法單位研究對象犯罪前科素行、偵查報告、起訴書與判決書，以建立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資料，與研究架構參考依據。
二、深度訪談法
在質化的研究中，研究者本身是最主要的「工具」。因此，研究者的學術訓練及能力，與研究結果之正確性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易言之，研究者先前知識修為、生活經驗、理論基礎與信念涵養等因素，將直接或間接影響研究策略的成功與否。故研究者進行質性訪談時，研究者將扮演「傾聽及觀察者」的角色。其次，當研究者與相關專家座談時，研究者則傾向扮演「傾聽、回應與互動者」的角色。
再者，研究者無論是與個案進行訪談，皆將以真誠的態度，說明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並保持客觀的立場。訪談或座談進行中，研究者保持開放及不預設立場的態度，且在適當的時間點，表達給對方，以期建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關人員之間，互信、互動、開放與坦誠的關係。
由於個人擁有核心性幻想，由生命早期形成的基本主題構成，與孩童及青少年時期性經驗緊密相關。孩童時期性幻想可能因不經意行為導致性喚醒，或透過創傷性經驗或暴露於高度負面情感緊張的性別環境中而發展。性幻想到青少年時期變得更普遍及詳盡，青少年時期性經驗及摸索、使用性幻想對他們的性發展極為重要。Anderson假設一些孩童遭受虐待可能會增強他們的幻想，讓他們更具侵略性及逐漸灌輸支配及控制的焦點，這些孩子會藉由幻想逃避嚴厲的現實，進入另一個世界，在此他們更能控制恐懼，也可對他人施以虐待。然而，並非所有懷有異常性幻想的人在孩童時期都有受虐經驗。因此，特殊的早期生活經驗可能會導致內在世界的暴力思想，接著可能會顯露將這些思想實現的慾望。異常性幻想可能源於內部來源（源於意象過程）或至少五個外部來源（孩童期受虐經驗、色情書刊、先前性經驗、模仿經驗、媒體）。
    本研究假設異常性幻想是伴隨心理圖像而發展，形成犯罪劇本。個體透過心理模擬（mental simulation）、認知排演（cognitive rehearsal）、附加物質（additional material）等基本心理歷程，可重組異常性幻想；透過這些心理的過程，可讓個體修正乏味或不夠刺激的性幻想為更有力的性刺激意象。甚者，性幻想的排演通常伴隨手淫，性喚醒可能會受異常性幻想的制約，也因此產生異常性喚醒型態；這些預備的（preparatory）性幻想可能促使個人將幻想情節轉換為行動。
    其次，多數性罪犯將幻想當作「心理寫生簿」(mental sketchpad），以再次體驗（排練）及/或創造新的經驗（刺激）。在此脈絡中，排練意味主動或被動的回想、重複進行過去的性異常經驗，伴隨著重複體驗情感及心理的經驗。模仿（simulation）的過程提供犯罪者一個安全的方式去計畫或升級他們的幻想；儘管有些犯罪者並不想提升犯罪行為，但透過幻想導致不適當的行為調整，他們無法抑制這種犯罪升級的過程；對另一些犯罪者而言，性幻想是基於再次犯案目的，作為行為升級計畫的方式；即犯罪焦點幻想導致犯罪劇本形成，最終導致性犯罪。如Warren, Hazelwood, and Dietz（1996）發現80％病態連續性謀殺加害人自陳本身犯罪歷程中儀式化行為（ritualized behavior）細節，犯案前已存在暴力幻想的記憶裏，或稱犯罪劇本（crime script）內片段。
三、質性研究工具
   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採行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對個案進行訪談時，本研究將依照下列幾個原則：
（1） 蒐集第一手官方紀錄資料；
（2） 以受訪者的談話內容，與他們認為非常有意義的事物，加以記錄；
（3） 藉由受訪者的談話內容或行為，發展理論。
本研究希望在維持資料來源真實性的同時，能夠找出訪談資料的共通性與差異性。此外，深度訪談係生命歷程研究中蒐集資料的一種方法，不強調驗證與假設，而改強調找出因果關係並建立通則，希望在實際的場域中，發現一些事實真相，此方法是一種蒐集一群人或個人之訊息或意見，由訪員面對面親自詢問受訪者問題之資料蒐集方法，半結構式訪談係由研究者訂出訪談大綱，談話內容沒有嚴格限制，大多依據談話的進度，適時的追問和修正問題。
其次，本研究於進行訪談前，事先擬定訪談大綱，針對不同受訪對象係採取半結構性的訪談指引法。本研究認為，對於不同類型性罪犯之生命歷程中，受到重要他人的影響，可能性甚大。而成長歷程中的重要他人，包括家人(父母、兄弟姊妹)、老師(求學過程)、同儕(同學、玩伴)、朋友(含異性友人) 職場(老闆、同事)及刑事司法體系人員等。再者，本研究參考Beauregard (2007a)以理性選擇觀點訪談69名連續性罪犯之犯罪模式，從犯罪前(預謀計畫、如何挑選被害人)→實施犯罪(挑選何種接近方式、使用犯罪工具、犯罪地點)→犯罪後(如何處理犯罪跡證)；及林燦璋、廖有祿、趙尚臻(2006)訪談21名性罪犯分成犯罪前階段(準備工作、挑選目標)→實施犯罪階段(口語行為、肢體行為、性行為)→犯罪後階段(犯案後動向)等文獻資料設計訪談大綱。又聚焦訪談焦點於研究個案之1.成長背景、2.求學經驗、3.主要休閒活動、4.異性交友經驗、5.犯案經驗、6.性知識發展經驗、7.犯罪前階段：案發前有沒有什麼其他負面情緒事件？8.實施犯罪階段：犯案的時間、地點，有何特殊意義？如何挑選受害者；受害者的長相、特徵，有何特殊意義？9.犯案過程中被害者反應?10.犯罪後階段：犯案後的想法、感覺？綜上，本研究之質性訪談大綱如附錄1。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計有少年性侵害犯5名（代號J1至J5）共計5名個案；樣本選取先以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已經完成心理衡鑑個案為主，由專業精神醫師提供完整個案之司法性侵害精神鑑定報告書，所提供個案生命發展史、學校史、職業史、原生家庭互動狀況、犯罪前科記錄、物質濫用史、兵役史、精神疾病史、心性發展史、心理衡鑑及精神科診斷結論等評估資料，兩者交互印證不同類型性罪犯之個人發展的脆弱社會心理因子、性侵害犯罪歷程之危險因子的差異。 

其次，研究個案背景資料分析項目依序為第一次犯案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涉及性侵害案件數、其他犯罪前科記錄、過去創傷經驗重大生活事件及獨特作案手法等七項逐項分析，詳如表3-1所示。再者，本研究遴選之受訪者條件如下：
（1） 個案必須經過專業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進行心理衡鑑，與已經完成強制治療為原則；
（2） 個案具有特定影響性犯罪之危險因子，如過去創傷經驗、遭家暴經驗等評估報告可供查核；
（3） 個案具有完整性犯罪歷程與作案手法之司法審判記錄可供驗證。
表3-1質性研究個案基本資料表
	項目
代號
	第一次犯案年齡（歲） 
	教育程度
	職業
	涉及性侵害案件數
	犯罪前科記錄及再犯
	過去創傷經驗及重大生活事件
	獨特作案手法

	J1
	15
	國中畢業
	臨時工
	1
	搶奪前科。迄今J1為23歲，又經查詢司法院審判系統未有個案再犯情形。
	個案自述國小與國中上電腦課時，會與同學一起上網看網路色情漫畫或圖片並討論，因此對性感到好奇。國中時也會與同班同學一起談論異性相關話題，對於同儕皆有交往女友感到羨慕，並期待同儕可以介紹女友給自己；國三時，同學總是介紹很醜的女生給自己，因此很生氣。
	被害女學生為個案同校同學，個案見被害人獨處認為有機可乘；遂持刀威脅、恐嚇被害人就範。

	J2
	14
	國中畢業
	無
	2
	無前科。迄今J2為21歲，又經查詢司法院審判系統個案於民國100年間對政治不滿對於轄區特定候選人競選旗幟破壞宣洩不滿。
	個案自述小時候與父母同睡，自懂事後常見父母半夜性交，十歲時母親曾於睡眠時張開兩大腿，裸露出下體，因好奇近距離觀看其母之陰部，對毛茸茸的下體上方約小指頭大之紅色陰蒂印象深刻，想碰觸卻因害怕母親的兇惡而不敢碰觸，但從此對女性的下體產生很大興趣，腦中常浮現此一景象。十三歲起開始對性有很大興趣，性知識源自同儕間借閱情色書刊。
	個案犯案前曾打完線上遊戲，返家途中見2名被害女童年又可欺，連續2次以手指性侵被害女童；性侵過程以暴力控制女童不得出聲。

	J3
	14
	國中畢業
	無
	3
	強制猥褻、殺人未遂前科。迄今J3為21歲，又經查詢司法院審判系統未有個案再犯情形。
	個案於小學六年級時父親外遇，此後父母時常爭吵（約二、三天一次），父親甚至會對母親暴力相向；兩人在個案國中一年級時離婚。
又渠自國中二年級時，每2、3天即會在作夢時出現「性愛的畫面」，內容類似前述的電影情節。
	個案犯罪手段為騎腳踏車尋找對象、誘騙對方、由後方摸對方胸部。

	J4
	13
	國中畢業
	無
	1
	無前科記錄。迄今J4為19歲，又經查詢司法院審判系統未有個案再犯情形。
	個案之父親長年飲酒，酒後對王員有不適切之要求，親子之依附關係較疏離，在心性發展上缺乏適當之引導，或有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內化父親之行為而導致對他人身體與意志上的扭曲。
	個案因平日於電視上觀賞到男女做愛之畫面後，心生慾念，見同班之被害同學為智能障礙，遂設定作案目標。

	J5
	14
	國中畢業
	勞力工作
	1
	無前科記錄。迄今J4為19歲，又經查詢司法院審判系統未有個案再犯情形。
	個案自國中二年級起改與母親同住，母子關係緊密，但缺乏規範及界限，而哥哥又未能扮演良好之角色模範（嚮往跟哥哥闖盪、見義勇為），學習到偏差之價值觀與不良的行為（翹課、與同儕打群架、抽菸及喝酒、看色情片等）。
	被害女學生為個案同校同學，個案見被害人獨處認為有機可乘；暴力控制被害人。


五、研究場域選擇
本研究受訪對象若是在監獄服刑，進行訪談雖然會有行動上的限制，但是這些受訪對象較容易經由獄方的協助而取得。然而，如果針對那些不在監獄服刑的犯罪者進行訪談（包括曾經犯罪、仍持續在犯罪或已獲自由者等），則不論在受訪對象的尋找或聯繫上，都有其困難度。
其次，研究者曾考慮以警察機關辦公處所為訪談場所，然而，儘管警察機關辦公室是保密且安全的地方；但以受訪者角度而言，這個地點可能是令人排拒、討厭且奇怪的地點。
再者，因為辦公室有警察同事，當實施訪談研究時，無法保證受訪對象的隱私可以獲得保障，換言之，這項研究的保密性與匿名性，將會遭受到嚴重地質疑。
綜上，本研究透過指導教授協助，懇請嘉南療養院提供社區處遇5名個案，就其生命史、個人發展的脆弱社會心理因子、犯罪歷程之危險因子、治療者個人專業臨床判斷等司法衡鑑評估資料進行質化分析。同時，研究者分別針對治療者就「妨害性自主罪收容人評估報告書」逐一檢核記錄不清楚與法院判決書記載有差異之處，親自諮詢個案之治療者以澄清疑點。
六、資料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定義為研究者為了深入探討某個問題，在自然情境下，以觀察、深入訪談或分析私人文件，廣泛蒐集資料，來分析受試者的內心世界與價值觀等。研究者需要進入研究實際情境，與受試者長期接觸，觀察其言行，比較能深入剖析研究問題。然而，本研究受限研究場域為監獄會談室且監獄為安全管理等考量，限制錄影機、攝影機等工具來蒐集與記錄資料，故研究者僅只能對訪談所得資料事後重新謄錄文稿並以整理、歸納、分析，進而以文字說明研究發現的事實。
   本研究以客觀立場看待研究對象，儘量降低因個人是警察身份（研究者自大學、研究所及畢業後均從事刑事鑑識工作，因此對於犯罪者已存有負面刻版印象）；隨時提醒自己應該視研究對象為獨特的個案，尊重個案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對個案深入了解犯罪前、實施犯罪及犯罪後等整個犯罪歷程其心思意念並忠實記錄。
潘淑滿（2003）認為進行質性研究常見七個步驟：確定研究問題→選擇研究場所和對象→進入現場→蒐集與檢核資料→提出假設→資料的分析與詮釋→獲得結論；此外，進行資料分析時必須與研究典範密切配合，因為研究者典範不同，對於資料分析策略亦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通常，質性資料分析係由資料化約(data reduction)、展現(data display)及結論等三個主要元素組成。所謂資料化約為研究者根據一個明確的概念架構，將資料進行系統的簡化過程；對本研究而言，即是將不同類型性罪犯之犯罪歷程訪談資料，依據犯罪前(預謀計畫、如何挑選被害人)→實施犯罪(挑選何種接近方式、使用犯罪工具、犯罪地點)→犯罪後(如何處理犯罪跡證)等研究架構進行簡化、分類、編碼過程。其次，資料展現為研究者透過系統組織方式賦予簡化資料意義之過程，並將一般性觀念逐步發展出具體的概念(concepts)，將這些概念逐步發展成主軸概念，作為理論建構之基礎。
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不同類型性罪犯訪談之資料分析，並與相關性侵害犯罪歷程文獻進行相互印證。再進行分析加害人之犯罪歷程異質特性、再犯危險程度、心理病理發展及犯罪模式(含手法與歷程)及受訪者回答之真實性。訪談資料分析步驟，如後：
（一）訪談紀錄整理
研究過程中除說明研究目的不予錄音外，其餘訪談過程皆進行全程錄音，訪談後，立即將談話內容寫為田野日誌，並儘可能在最短時間內將錄音帶轉為逐字稿。逐字稿的紀錄除逐字、逐句打字外，亦記錄其中特殊的語調、情緒、停頓之處等。
（二）資料分類
將錄音帶的內容做逐字稿謄寫後，仔細研讀逐字稿資料，並以研究目的為導引，將同性質的資料歸類。此過程全賴研究者分析、判斷與決定，使資料有初步的歸納，達到簡化資料的目的，以利進一步處理。
（三）形成主題與編碼
質性研究方法的資料分析必須從複雜繁多的資料中，逐一整理、歸納、分析、編碼，以建立出架構或形成概念。將同類的資料依其內容、性質，加以命名，給予一個「主題」。命名的方式可依據理論概念，或者是研究者自己的概念。此步驟要注意的是：內部同質性（internal homogeneity）與外部異質性（external heterogeneity）。內部同質性是指同類的資料在某程度內具有一致性或能夠有意義的相互吻合；外部異質是指不同類的資料之間的差別具有呈現鮮明的差異。在資料分類與形成主題時，為降低研究者的主觀性，增加研究分析的客觀性，並儘量做到研究結果之正確性及效度。
譬如，研究者將訪談內容重新編碼為「J1-1-1」代表「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J第1位受訪者-個人成長背景與早年生活經驗（事先存在因子）-第1個有意義字句 」。然後，根據相似概念再集合，建立較高層次抽象概念類別並命名，此外研究分析架構如圖3-1所示。
（四）現象的歸納
在同一個主題中，每一個個案都會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質，但並不是每個特質都需要詳細深入的探討，有些可以用簡單的統計，提出資料以呈現真實的現象與特徵。如：將被害者生活交往類型、被害原因、犯罪者基本資料等，做統計歸納，呈現其原貌，以利瞭解被害人的基本狀況。
（五）文獻印證
將研究所得之資料做一相關理論、文獻等的印證，如此不但可以協助研究者在分析工作上，有更多的思考與創造，也可以提供研究者的分析工作更具組織與方向。
（六）概念的發展與呈現成果
質性分析者很重要的任務是發展新的概念，以及呈現成果，質化最後的過程，研究者綜合以上客觀資料，再根據自己所學、經驗和判斷，將研究資料發展成新的概念並呈現具體成果。為使本研究更臻客觀真實，研究者將使用「三角檢測法（triangulation）」，期能得到一個較完整的事實全貌（潘淑滿，2003:325-331）。
Patton（1990）亦提出藉由三角檢測法作為評量質性研究品質的方法，三角檢定可分為四個類型：1、方法三角檢定－使用不同方法來蒐集資料；2、資料三角檢定－使用不同來源的資料；3、研究者三角檢定－由不同的研究人員來分析資料；4、理論三角檢定－使用多重觀點或理論來詮釋一組資料（胡幼慧，2001）。

圖3-1 分析架構圖
肆、研究結果
一、原生家庭狀況與早年生活經驗（事先存在因子）
    Wolf(1984)認為加害者早期曾經歷被虐待的經驗，這些成為『潛在原因』，而使得加害者發展出偏差的性行為。這些早期的經驗包括：(1)遭受身體虐待或性侵害的經歷。(2)在一個失功能的家庭中長大。(3)暴露在虐待的環境中。因而發展出自我中心、自我形象低、扭曲的思想、強迫性的思想及行為、社會的疏離、及佔有慾。故在遭逢壓力事件時，加害者無有效因應的對策，故開始漸漸步入性侵害的循環中。
   Moffitt ( 1993 )從青少年犯罪率之所以高於其他年齡層相關研究發現，青少年發展上的某些特性導致或助長了青少年違犯行為(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發生？她藉由犯罪分類試圖回答上述問題。她分類(一) 青少年暫時型( adolescence-limited, AL )反社會行為、(二) 終生持續型( Life-course Persistent, LCP )反社會行為，兩類分類說明如後(曾幼涵、許文耀、黃守廉，2009:214)：
（1） 青少年暫時型( adolescence-limited, AL )反社會行為：主要來自於成熟斷層( maturity gap )的問題，亦即在現代化社會，孩子提早經歷發育期的來臨，但他們卻必須在學校接受數年的教育訓練之後，才能成功獲取成人的角色；這段期間，法律規範並未將成人的權利賦予青少年。生理的成熟讓青少年渴望像成人一樣，擁有物質、財產、性方面等的權利，且讓青少年對自主和自我認同的感受特別強烈，而社會的限制成了他們痛苦的來源。於是，青少年藉由社會模仿( social mimicry )來尋求自我認同；他們會模仿從小就有反社會行為的同儕；由於這些同儕不受家庭與學校的約束，擁有豐富的性經驗及私人財產，做很多成人才能做的事，青少年透過模仿他們來證明自己是獨立自主的成人。當這群青少年度過青春期，開始擁有合法的成人地位，反社會行為就會逐漸消逝。譬如，個案J5自國中二年級起與哥哥間情感互動緊密，形容哥哥為原生家庭中自己主要的模仿對象，並表示覺得哥哥這樣「放盪」很好玩、很風光(J5-1-2)
（2） 終生持續型( Life-course Persistent, LCP )反社會行為：主要來自神經心理的缺陷，由於語言與執行功能有所缺損，使孩子產生過動、注意力差、易怒、衝動、學習困難等問題，而難施行一般的教養。此外，這些孩子常誕生於惡質的環境下，通常他們的父母缺乏足夠的認知能力與教育程度，難以提供適當的補救措施來協助他們。於是，神經心理的缺陷與不當的教養交互影響，帶領個體走向窄化的生活型態，也就是終其一生不斷地重演反社會行為。譬如，個案J1自國小一年級即唸不下去，而被分配至特教班（啟智班），對學業並不感興趣，成績多為全班後三分之一，幾乎是倒數；J1自述國文成績約20至30分、英文成績約4至6分、數學成績約4至5分。國中為最後一名畢業。又J1國中期間因抽菸及其他不當行為被記三支大過。
J1自述其父親平日管教較為嚴格，常以『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揍你』的言語管教；此外，其表示每當吵架時，父親即會出面管教，其認為父親較偏愛自己（J1-1-1）。
J2自述母親有吸毒及酗酒習慣，導致日常精神狀況、情緒不穩定，發生多次家庭暴力；在自己三歲時母親因而失手打死J2哥哥【會談間J2對母親多怨恨言辭】（J2-1-1）。
J2自述國中三年級時自己的親生父親與一名從事特種行業之女子同居，該女子平日亦有酗酒行為（J2-1-2）。
J3自述小學六年級時父親外遇，此後他的父母經常爭吵（約二、三天一次），父親甚至會對母親暴力相向；兩人在其國中一年級時離婚。J3自述父親是很負責任的人、廚師、不喝酒，但對父親的外遇很不諒解；影響其日後身心發展(J3-1-1)。
J4自述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即常為班上倒數二、三名，並未參加校外補習，田徑為其專長，老師評語多為「熱心助人、活潑好動」，與同學關係不錯，在校有3、4位較好的同學可以往來，但常會因誤會他人而導致翻臉（J4-1-1）。
J5父親約於其小學五年級時曾至金門工作，返台後常與母親發生爭執，甚至有肢體衝突（其間皆由其兄長阻止父母親之肢體衝突），遂小學六年級時其父母親協議離婚，其對父母離婚之決議感到失望（J5-1-1）。
J5自國中二年級起，改與母親同住，母子間互動關係緊密。J5排行老么，上有一姐、一兄，姐姐於外地念書，故與姐姐間情感互動疏離，與哥哥間情感互動緊密，J5形容哥哥為原生家庭中自己主要的模仿對象，並表示覺得哥哥這樣「放盪」很好玩、很風光(J5-1-2)。
二、學校生活經驗與異性交往史（後續持續因子）
   Wolf（1984）認為性侵害犯早期大多有身體受到侵害或是被性侵經驗，無論是生理或心理層面的虐待，生長於家庭結構失衡環境中，這些負面不愉快的成長經驗會逐漸演變成個體「潛在因子」，進而發展出偏差性行為。上述這些負面「潛在因子」會促使個體發展出不良的自我形象與扭曲的認知系統，形成負面自我形象、社會疏離、強迫性的思想；一旦個體無法順利調適外部壓力時，他們會習慣退縮；然而，為紓解被社會孤立時的寂寞無助，個體將可能沈迷於性犯幻想中（陳若璋，2003；謝文彥，2008）。譬如，個案J2接受心理衡鑑之畫人測驗（DAT）顯示：有許多性方面的幻想，令其相當困擾，滿腦子都是性幻想（內容包括：想要和同齡女生性交，想要知道性交的感覺，想及日本漫畫的淫色淫聲，對母親下體的好奇，紅色陰蒂的神秘，想要碰而不敢碰，父母性交床戲的幼時回憶等）；當心理師問及最欣賞母親什麼？個案毫無思索直覺的說出『母親的下體』，尤其那小指頭大紅色的陰蒂。談及最恨誰，個案也不假思索說出『母親』，『加倍恨，因為母親打死哥哥』；如母親出現面前會想『槍斃她，然後五馬分屍』。
J1自述午休時常翹課到附近網咖玩電腦遊戲（如接龍、金庸武俠類）；也會網路聊天（內容不一定），有自己的信箱，也會抓圖案或圖片（包括色情圖片）。J1自述國中時期受同儕影響，會拿小刀輕割手臂，以顯示自己很勇敢，未來計劃自己刺青刺上被害女生的名字(J1-2-1)。
J1曾有搶奪前科，奇表示是在國小時因好玩而勒索，但未收同學的錢；曾至派出所做筆錄，並由父親陪同在場（J1-2-2）。
J2自述小時候與父母同睡，自懂事後常見父母半夜性交，十歲時母親曾於睡眠時張開兩大腿，裸露出下體，因好奇近距離觀看其母之陰部，對毛茸茸的下體上方約小指頭大之紅色陰蒂印象深刻，想碰觸卻因害怕母親的兇惡而不敢碰觸，但從此對女性的下體產生很大興趣，腦中常浮現此一景象。十三歲起開始對性有很大興趣，性知識源自同儕間借閱情色書刊、影片及上色情網站(J2-2-1)。
J3因對女同學生性騷擾行為，被抓到三次，而由父親帶往成大醫院精神科就診。94年8月23日初診，由醫師看診三次後，由心理師施予每週一次的心理治療、共十次，診斷懷疑是行為障礙（Conduct Disorder）。其表示，會談的內容多是家裡的事，談了以後比較不會想作別的事（如：亂逛），心情很好(J3-2-1)。
J5自述於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成績開始變差，為班上倒數一、二名，自覺讀書很無聊，不想讀，出現與同儕打群架、抽菸及喝酒等行為，曾遭校方記警告及大、小過，最高學歷為國中三年級肄業（J5-2-1）。
三、引發性犯罪之關鍵事件（立即觸發因子）
   本研究發現個案異常性幻想對作案手法的發展，扮演關鍵角色，透過幻想演練預期的犯罪歷程，及模擬犯罪情節，測試何種方式最能確保犯罪成功完成。
J1自述國小與國中上電腦課時，會與同學一起上網看網路色情漫畫或圖片並討論，因此對性感到好奇。國中時也會與同班同學一起談論異性相關話題，對於同儕皆有交往女友感到羨慕，並期待同儕可以介紹女友給自己；國三時，同學總是介紹很醜的女生給自己，因此很生氣(J1-3-1)。
鑑定醫師從J2之畫人測驗（DAT）顯示：有許多性方面的幻想，令其相當困擾，滿腦子都是性幻想（內容包括：想要和同齡女生性交，想要知道性交的感覺，想及日本漫畫的淫色淫聲，對母親下體的好奇，紅色陰蒂的神秘，想要碰而不敢碰，父母性交床戲的幼時回憶等）；當心理師問及最欣賞母親什麼？個案毫無思索直覺的說出『母親的下體』，尤其那小指頭大紅色的陰蒂。談及最恨誰，個案也不假思索說出『母親』，『加倍恨，因為母親打死哥哥』；如母親出現面前會想『槍斃她，然後五馬分屍』。J2自述『不敢強姦她，因母親很兇』（J2-3-1）。
J3承認國中二年級時曾到朋友家看過一次日本的色情影片，內容是一位19歲（其猜想的年齡）的女生站在路邊，被男生邀請去做愛。但在第二次鑑定時，其承認在國中二年級下學期開始，會有朋友自高雄到台南來找自己，一起到台南的某電影院看色情片，係韓國片或日本片，其提及內容包括19、20歲的青少年男女，在PUB嗑藥、吸毒，自己不知道作甚麼，男的將女的衣服撕破，兩人發生性行為；其認為女的『應該很高興』（理由是女的有吸毒，所以沒有反應或反對，但其表情是在笑、很高興的樣子）(J3-3-1)。
四、高危險情境
  從犯罪的情境因子探索整體犯罪歷程，觀察本研究中J1、J2經常觀看充滿性暴力劇情的A片，因而存有異常性幻想醞讓性侵學生的犯罪動機（力）。個案J1綜合考量「犯案被捕風險」、「犯罪預期酬勞」、「適合實施犯罪時間、安全空間」等理性選擇決策過程，遂藉由與班上女同學單獨相處機會予以性侵害。這樣結果與Beauregard（2007）研究結果一致，該研究發現利用「精心設計騙局」（Sophistication rape track）手法來誘騙被害人，這種方式強調於犯罪環境和機會之間的關聯性。
J1表示是因為無聊才會找對方出來玩，而且當時到了三樓，腦中才浮現出網路情境中男女性愛的動作情節，因為自己不會也未做過，所以想試試看(J1-4-1)。
J1自述不記得自己案發當天何以帶美工刀，要求B女一起上三樓教室聊天，上三樓後J1拿刀架在B女脖子上，詢問B女：『我是不是可以摸妳？』。B女表示同意，J1將其外衣脫掉，撫摸其胸部，接著將B女的褲子（含內褲）脫一半（脫至膝蓋處），並將自己的褲子脫一半，以陰莖（已勃起）插入B女的性器官（J1-5-1）。
J2表示因之前只有在漫畫書上看過女性生殖器，對男女生殖部位與形狀不同，感到好奇，且對漫畫書中描述17歲男生以手指插入17歲女生之陰道，女子的表情興奮，男生的手碰觸時女生會叫出聲，覺得好奇又好玩，留有深刻印象，所以就去脫被害人的褲子。J2表示，過程中二位女童未叫喊，亦未喊痛，與書中寫的不同(J2-5-1)。
J3到台南市找以前的二位朋友聊天，到中午時各自回家，其在國中校門口等父親來載其回家，『剛好看到』一位新生入學的女生放學（下稱丁女，約和J3同高、較瘦、皮膚白、長髮及肩、穿黃色短袖上衣、牛仔褲）。當時也有其他人在附近，J3表示並無特別想法而挑到丁女，只是『突然』想找個人聊天，『聊一些無聊的事』（因為當時其和父親同住，平時自己一個人很無聊，也很少和女孩子聊天）。當時心情亂、緊張、怕被拒(J3-4-1)。
五、犯案後想法
生命歷程理論的兩個主要論點：（一）反社會行為的影響或決定因素，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因而會在生命歷程中呈現出不同的變化；（二）隨著個體生命的發展，其本身與社會連結的不穩定程度，對於該個體的反社會行為將會形成持續、長久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發現J1在青少年時期與損友交往學會抽菸、有翹課上網咖玩電玩、看色情漫畫等偏差行為；此時原生家庭成員未能即時伸出援手，將永遠無法回頭重新做人。
鑑定醫師從J1之成長史與家庭背景來看，J1天資較為魯鈍，雖唸特教班，但卻未得到適足的教導。J1生長於大家庭中，但父母對J1之關愛與管教似乎有所不足，而J1亦缺乏父兄的良好引導；且J1在青少年時期與損友交往學會抽菸、有翹課上網咖玩電玩、看色情漫畫等行為（J1-6-1）。
鑑定醫師詢問J3其認為甲女的心情如何？J3表示，甲女應該很傷心，因為無緣無故被傷害，心情會很難過。自己未曾前去道歉，但會想道歉。問其將如何補償？J3表示將好好讀書，拼出好成績，未來好好做人；但未想過要如何補償被害人（J3-6-1）。
鑑定醫師詢問J4對被害人的感覺？J4表示不知道對方心情，但若他人在未徵求自己同意下進行性行為，自己會心情不好。對於案件，J4表示自己應該要負70%責任，對方要負30%責任，理由在於對方並未反對與反抗，應是代表同意。其對犯行表示後悔，大多擔心此案會影響自己將來的學業與工作（J4-6-1）。
鑑定醫師詢問J5目前對被害人的想法，表示「尷尬、不好意思與愧疚」。詢問其認為被害人目前的感受？J5表示「不好過、會被講得很不好」；詢問其若被判刑的想法，J5表示「看法官，並不是我的錯，不過自己也有錯，不該那麼衝動，想先把學業完成」(J5-6-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相關理論驗證
在這裡並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面臨一個青少年成為性侵害加害人的問題將會一直呈現在身處的社會中，但除非我們認為有關性侵害加害人相關的治療、輔導處遇對於青少年而言不過是一種「櫥窗的展示」，否則我們即得認真的，懇切地看待這個議題(陳美燕，2006）。所以研究者回到了最初的研究動機及自己身為一個執法工作者的位置，透過了次級資料與深度訪談法試著去釐清問題。
其次，我們將犯罪視為動態變化過程，犯罪者會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而改變作案手法，並且依據過去成功經驗改變錯誤的犯罪方式，隨時修正他們犯案的技巧。身為犯罪偵查人員最想清楚掌握性罪犯之犯罪決意歷程，因此，本研究採用理性選擇觀點提供偵查人員簡單、清晰的三個犯罪階段(犯罪前階段、實施犯罪階段、犯罪後階段)行為歷程，俾利針對不同類型性罪犯研擬偵查策略，如表5-1。
再者，個人生活習慣、想法會隨時間、經歷生命事件而變動，逐漸影響日常生活動態、交往對象；又從「日常活動理論」分析性侵害犯罪發生時空議題，本研究從空間、時間因子分佈型態；加上以環境犯罪學為基礎，從國外實證研究結果就個人層級(理性選擇理論)、社會互動層級(犯罪型態理論)、社會層級(日常活動理論)三種不同層次探討性侵害加害者的決策模式，研究發現與引用相關理論驗證彙整如表5-2。
表5-1個案之性侵害犯罪歷程
	項目
代號
	第一次犯案年齡（歲）
	綜合心理衡鑑、司法審判與深度訪談資料，描繪出個案可能性侵害犯罪歷程(路徑)
	作案手法(M.O)

	J1
	15
	    個案J1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心理衡鑑為輕度智能不足又未受到完善家庭教育(常以『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揍你』的言語管教)」→「學校成績不佳又結交損友交往學會抽菸、有翹課上網咖玩電玩、看色情漫畫等行為」→「特定欲求」→「先前犯案(搶奪)經驗被喚起」→「犯罪動機被激發」→「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被害女子獨自一人，便向前搭訕並手持小刀恐嚇說：『如果妳再逃的話我就把這把刀放在妳的脖子上』」→「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J1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希望可以無罪釋放」→「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
	被害女學生為個案同校同學，個案見被害人獨處認為有機可乘；遂持刀威脅、恐嚇被害人就範。

	J2
	14
	    個案J2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心理衡鑑為畫人測驗（DAT）顯示：有許多性方面的幻想，令其相當困擾，滿腦子都是性幻想（內容包括：想要和同齡女生性交，想要知道性交的感覺，想及日本漫畫的淫色淫聲，對母親下體的好奇，紅色陰蒂的神秘，想要碰而不敢碰，父母性交床戲的幼時回憶等）；當心理師問及最欣賞母親什麼？個案毫無思索直覺的說出『母親的下體』，尤其那小指頭大紅色的陰蒂。談及最恨誰，個案也不假思索說出『母親』，『加倍恨，因為母親打死哥哥』；如母親出現面前會想『槍斃她，然後五馬分屍』。」→「特定欲求」→「先前犯案經驗被喚起」→「犯罪動機被激發」→「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J2只有在漫畫書上看過女性生殖器，對男女生殖部位與形狀不同，感到好奇，且對漫畫書中描述17歲男生以手指插入17歲女生之陰道，女子的表情興奮，男生的手碰觸時女生會叫出聲，覺得好奇又好玩，留有深刻印象)」→「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被害女童獨處缺乏家長保護，便向前再以言詞：「不得告訴阿媽，否則打你」威脅就範」→「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
	個案犯案前曾打完線上遊戲，返家途中見2名被害女童年又可欺，連續2次以手指性侵被害女童；性侵過程以暴力控制女童不得出聲。

	J3
	14
	個案J3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曾因對女同學性騷擾接受心理治療」→「對父親外遇行為不能諒解」→「特定欲求」→「先前犯案(性騷擾)經驗被喚起」→「犯罪動機被激發」→「腦海浮現犯罪劇本(J3觀看色情片經驗，係韓國片或日本片，其提及內容包括19、20歲的青少年男女，在PUB嗑藥、吸毒，自己不知道作甚麼，男的將女的衣服撕破，兩人發生性行為；其認為女的『應該很高興』（理由是女的有吸毒，所以沒有反應或反對，但其表情是在笑、很高興的樣子）」→「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J3自己很後悔，對不起家人。再詢問其家人對此事的看法，其認為對於自己的犯錯，父親與母親都很傷心，哥哥可能不知道，祖父母應該不知道。再詢問余員在行為當時是否想到後果？其表示當時知道是不對的，但沒有想到嚴重的後果」→「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
	個案犯罪手段為騎腳踏車尋找對象、誘騙對方、由後方摸對方胸部。

	J4
	13
	個案J4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心理衡鑑結果為邊緣性智能又未受到完善家庭教育(父親長年飲酒，酒後對王員有不適切之要求，親子之依附關係較疏離，在心性發展上缺乏適當之引導)」→特定欲求」→「犯罪動機被激發」→「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J4認為被害人因並未明顯拒絕反抗也需要負起三分責任，且其亦表達之所以選擇被害人，多少因被害人智能障礙應不致拒絕有關」→「再以合理化等認知扭曲方式消除罪惡感」。

	個案因平日於電視上觀賞到男女做愛之畫面後，心生慾念，見同班之被害同學為智能障礙，遂設定作案目標。

	J5
	14
	個案J5性侵害犯罪循環可歸納為：「J5小學五年級時曾至金門工作，返台後常與J5母親爭執，甚至有肢體衝突（其間皆由其兄長阻止父母親之肢體衝突），於J5小學六年級時其父母親協議離婚，J5對父母離婚之決議感到失望」→「自覺讀書很無聊，不想讀，出現與同儕打群架、抽菸及喝酒等行為，曾遭校方記警告及大、小過，最高學歷為國中三年級肄業」→「特定欲求」→「先前犯案經驗被喚起」→「犯罪動機被激發」→「個體與現實生活扮演角色解離」→「腦海浮現犯罪劇本」→「高危險情境」→「實施性侵害」→作案後產生短暫罪惡感」→「J5對被害人的想法，J5表示「尷尬、不好意思與愧疚」。詢問其認為被害人目前的感受？J5表示「不好過、會被講得很不好」；詢問其若被判刑的想法，J5表示「看法官，並不是我的錯，不過自己也有錯，不該那麼衝動，想先把學業完成」。
	被害女學生為個案同校同學，個案見被害人獨處認為有機可乘；暴力控制被害人。


表5-2 本研究引用相關理論驗證彙整表
	項次
	引用理論
	本研究得到驗證內容

	1
	Hirschi(1969)社會控制理論
	Hirschi(1969)提出社會鍵(social bonding)概念，說明原生家庭功能不彰與高風險家庭之青少年容易誤入偏差行為；譬如個案J2自述母親有吸毒及酗酒習慣，導致日常精神狀況、情緒不穩定，發生多次家庭暴力；在自己三歲時母親因而失手打死J2哥哥【會談間J2對母親多怨恨言辭】（J2-1-1）。

	2
	Gottfredson & Hirschi(1990)一般化犯罪理論
	   Gottfredson & Hirschi(1990)提出犯罪定義為：以力量、詐欺作案手法，追求個人最大利益。其次，犯罪的發生為機會加上低自我控制的犯罪者。
   本研究發現個案 J1表示是因為無聊才會找對方出來玩，而且當時到了三樓，腦中才浮現出網路情境中男女性愛的動作情節，因為自己不會也未做過，所以想試試看(J1-4-1)。上三樓後J1拿刀架在B女脖子上，詢問B女：『我是不是可以摸妳？』。B女表示同意，J1將其外衣脫掉，撫摸其胸部，接著將B女的褲子（含內褲）脫一半（脫至膝蓋處），並將自己的褲子脫一半，以陰莖（已勃起）插入B女的性器官（J1-5-1）。

	3
	Sampson & Laub(2003)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
	   Sampson & Laub(2003) 從動態的視角觀察整個生命過程，包含個體的童年→青少年→成年時期犯罪行為的變遷歷程，及個人所遭遇生命事件(求學、交友、結婚、投入職場)、所處社區鄰里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因子的變遷對其犯罪軌跡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個案J2當心理師問及最欣賞母親什麼？個案毫無思索直覺的說出『母親的下體』，尤其那小指頭大紅色的陰蒂。談及最恨誰，個案也不假思索說出『母親』，『加倍恨，因為母親打死哥哥』；如母親出現面前會想『槍斃她，然後五馬分屍』。J2自述『不敢強姦她，因母親很兇』（J2-3-1）。
  再者，J2對母親的怨恨影響至迄今J2為21歲，又經查詢司法院審判系統個案於民國100年間對政治不滿對於轄區特定候選人競選旗幟破壞宣洩不滿。

	4
	Cornish & Clarke(1987)理性選擇理論
	   Cornish & Clarke(1987)提出具有動機犯罪者於犯案前會綜合考慮其所要付出努力、報酬及犯案後被捕風險。本研究個案J5案發時即有性衝動，便主動抱住被害人並親吻她。J5並表示，接著自己有詢問被害人：「我有問她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離開」、「妳不講話就是要」，被害人一直持續沉默，於是自己就牽著她的手到廁所，被害人沒有拒絕，接著林員將被害人的褲子脫掉，要被害人躺在廁所內地板上發生性關係。
   鑑定者詢問其目前對被害人的想法，J5表示「看法官，並不是我的錯，不過自己也有錯，不該那麼衝動，想先把學業完成」。

	5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犯罪型態理論
	    Brantingham & Brantingham(1993)提出犯罪型態理論強調犯罪發生當下的立即情境，主張犯罪事件最常發生於犯罪人活動空間(activity space)與潛在被害人(或被害標的物)活動空間重疊(overlap)之區域或場所。本研究個案J5挑選就讀同一所國中之女同學，強行抱進男廁內後，再將被害少女壓倒在廁所地板上後，強制性侵得逞。

	6
	Cohen & Felson(1979)日常活動理論
	    Cohen & Felson(1979) 犯罪者和被害者必須在時空交錯，犯罪要發生，必須要有動機的犯罪者在適當時空環境與合適的目標接觸，而且要有能力的監控者不在場等三種要素聚合才會發生犯罪。
   本研究個案J3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其已有數次之犯行。過去犯行在犯案時間【中午時段】、地點【台南醫院】、對象【國中生或高中生、與自己差不多身高、頭髮及肩、穿牛仔褲或藍色長褲】、手段【騎腳踏車尋找對象、誘騙對方、由後方摸對方胸部】、以及犯案後之心情【緊張、害怕、擔心】等，均相當類似而固定，有模式化之傾向；且行為有一次比一次嚴重之傾向【94年6月無陰莖勃起亦無攻擊或傷害行為、95年4月有陰莖勃起亦有攻擊及傷害行為】，其犯行間隔亦逐漸縮短【93年9月、94年6月、94年8月、94年11月心理治療結束，於95年4月初再犯】，加上其在犯行前有明確的性幻想內容【年輕的女生站在路邊，被男生邀請去做愛】或強烈的性衝動【陰莖勃起】，仍懷疑其具有性倒錯（偏差）之傾向，其再犯相關犯行的可能性頗高。

	7
	Ward & Beech(2006)整合性侵害犯罪理論
	   Ward & Beech(2006)提出個體慣於利用『性』去滿足情緒和性的需求，卻有困難控制『性』（屬於行動選擇/控制系統），再加上特定或情境的促發（存有某些觸發因子，例如憤怒/敵意，或其他能誘發潛在暴力的因子），偏差的性喚起更容易被引發。在這些條件下，由於個體的狀態或生理的自然條件，使得個體向兒童或女性施以高壓的性行為的機率變高。
   本研究個案J2就性侵害犯行部分，接受鑑定時雖支吾其詞，但亦承認犯行。J2自述平日之性衝動，多以手淫解決，但未能滿足，表示只有插入陰道內射精才會爽，想嘗試性交（以陰莖插入陰道）的意念相當強，缺乏對被害人之同理心不足【J2模倣漫畫中之手法，但表示被害人之反應不似漫畫中之描述】，且對女性角色存有恨意【想將母親槍斃與五馬分屍】


對於少年性侵害犯而言，個案之原生家庭結構不良與功能不彰、學校中輟（蹺課）等偏差行為問題是未來處遇改善重點，詳述如後：
(一)原生家庭結構不良與功能不彰
　　少年原生家庭結構不良，沒有任何一個案是家庭結構完整的，多數個案父母在其年幼時就已離異情形(譬如個案J5對於父母協議離婚這樣結果讓他感到失望)，與其同住的家人本身有惡習行為(譬如個案J2母親有吸毒、酗酒惡習，並失手打死胞兄，讓他十分怨恨母親)，使得少年受到家暴或疏忽之情形為數不少，親子互動冷漠或充滿敵意，對於管教態度不是流於打罵(譬如個案J1父親常以『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揍你』的言語管教)，更談不上對於小孩放學後的各項監督與陪伴措施，因此，使得這群小孩至國小階段後，經常在外遊蕩，結交偏差友伴。
(二)學校蹺課、中輟情形嚴重，生活型態趨向玩樂，偏離正常學生生活軌道
　　這群少年由於同住家人對其缺乏管教與陪伴，常使得其在校學業成績不理想，致使國小中高年級後，課業成就每況愈下，蹺課情形開始出現(譬如個案J1自述國中時經常午休翹課到附近網咖遊玩)；通常待其國中後課業壓力日益沉重，既有基礎薄弱下，使得以升學為主氛圍下，學校生活無法吸引少年停留，其蹺課或中輟情形嚴重(譬如個案J5自述讀書很無聊、不想讀)。同時，多數個案在國中階段則曾前往酒店喝酒或找服務生作陪；是故，求學階段之上課生活就顯得枯躁無味，使得少年愈來愈沒有動機回校求學。
二、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以及回顧最近3到5年間有關性侵害危險因素的後設分析整理報告，可以發現對性侵害的危險(成因/發生)因素的內容逐漸出現一致性的趨勢，這些一致的危險因素除了對於目前對於性侵害分類(指類型或診斷名稱)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的分類原則外，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一致的危險因素，同時也對如何建構性侵害加害人的處遇計畫，提供有關之治療內容、方向與取向(模式)的重要參考。
從犯罪/再犯的危險因素內容的一般性與特殊性而言，性侵害加害人的處遇/治療應該就「兩大面向」為主軸，同時配合「性犯罪類型」與「危險程度」一起建構適當的治療計畫，這「兩大面向」一為加害人的偏差傾向(以反社會生活與反社會行為表現)，二為性的偏差，過去性侵害的治療由於以「性犯罪」為核心，環繞出「性侵害治療模式」，認定「性犯罪」的問題是「單指」「性偏差」，其實不然，這樣的認知導致很多專業或非專業的人，以為「就是治療性偏差」就可以了，無論從本研究或其他研究調查，可以清楚的看出性侵害加害人都有「程度不一」但卻不可忽略的「反社會生活型態與行為」(造成offending的發生)，這就是為什麼大部份的加害人也同時有其他「不良的行為」，甚至也同時犯「其他的罪行」。
民國八十年中期間，國內精神與臨床心理學界為因應性侵害防治相關配套法令緊迫的需求，因而引進在美國行之多年之「再犯預防模式」，配上「比較客觀與容易操作」之「認知行為取向治療模式」，因而發展出「性犯罪」「認知行為取向之再犯預防模式」，礙於當時的性侵專業知識與臨床專業人力的不足，以及實務立即執行時間的壓力，迫使早期的「性侵害治療模式」計畫內容以「格式化」與「統一化」進行臨床實務的操作，以因應矯治機構的燃眉之急，使得性侵害治療模式面對「one for all」的困境，這是一個因應實務、卻是不得已的操作，然而面對性侵類型的異質性，短時間內卻也無法有立即的改善之道。
此外，少年事件處理法歷經幾次修法，然而重要的是在民國八十六年修法後所確立保護與教養的原則，與成人刑罰之應報思惟不同。但在談論有關性侵害犯罪的時候，不管從被害人權益的保障、社會安全及風險的控制觀點，對於青少年加害人應該如何處遇，確實面臨了根本的挑戰，「我們該在保護與教養的原則下繼續下去嗎」(陳美燕，2006)？
本研究基於兒童及少年最佳利益的上位概念的核心價值，仍然不可違反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一條：「為保障少年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有關保護、教育之基本精神，因此，對於重刑化趨勢下的社區監控制度仍應予以限制，免生標韱少年之疑義。其次，基於同一理由以及少年身心發展特色、社區處遇手段與目的間之必要性、合理性、相當性權衡之比例原則，有關科技設備監控、測謊之實施，對於受保護處分之少年，也應該在不違反少年保護事件性質下來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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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藥物濫用戒治處遇作為兼論毒品防制與社會工作

摘要
潘國仁*
本文在探討毒品防制與社會工作的專業關係，並瞭解社會工作在此專業領域中所能發揮的功能，首先瞭解毒品的特質與種類，然後再深入探討毒品犯罪內涵、毒品防制與社會工作關係，以及介紹各國戒治處遇模式。

總結我國當前毒癮戒治之主要問題在於:戒癮人力資源不足、欠缺成癮性與

毒癮改善評估、處遇措施無法因應戒癮所需、戒治工作挶限機構內、社會整體戒癮資源仍有待發展以及毒品防制相關法令應具體建構社會工作的定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機制應儘速建立、矯治社會工作師應正式納編。
最後，藉由了解西方的戒治處遇成效經驗，能夠帶給國內實務單位檢討與建議參考。
關鍵字:毒品、毒品防制、毒品防制與社會工作、毒品犯罪戒治處遇、

戒治處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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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仁: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國立東華大學暨美和科大社工系兼任講師。
Th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social work

Abstract
Kuo-jeh Pan

The aticle exploring th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social work. And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of social work in the drug abuse prevention professional field. 

The first, kn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 about drug.

Secondly, exploring drug abuse contents. 

The third, the contents about drug prevention and social work. 

The fourth introducing the mode of drug-user treatment in many countries. 

    In conclude, the study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mainly consentrate on the lack of manpower for addiction and treatment implement, the short of evaluation for addition improvement, treatment treasures can not meet the reality need, the treatment program only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s, the deficiency of criminal justice flexibility, and the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in addiction and treatment sources, and the aticle suggestions the social work Licentiate in the government, cross professional workers partner etc.
By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drug abstention and treatment on the We forwarst, we look forward to giving som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many units. 
Key word: drug, drug abus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social work, drug abst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mode of drug-user treatment
壹、前言

    由於近年來各執法機關積極查緝毒品，在毒品來源管道阻斷的情況下，海洛因、嗎啡、古柯鹼以及安非他命等毒品取得較為不易，在價格高昂的情形下，替代毒品也逐漸興起。新興毒品如MDMA(快樂丸、搖頭丸、Ecstasy)、LSD(搖腳丸)、FM2(安眠鎮靜劑、強姦藥丸)、GHB(液態快樂丸)、K他命、一粒眠等逐漸成為毒販發展之新目標，於青少年經常聚集之場所如酒吧、KTV、PUB店、舞廳、夜店及網咖等場所販售。目前新興毒品如MDMA(快樂丸、搖頭丸、Ecstasy)、K他命、一粒眠等已竄升為青少年吸食毒品中的最愛。

    藥物濫用問題不僅對青少年的身心產生重大影響，從藥物濫用進階理論(Gateway theory,又譯為門檻理論、入門理論)(Kandel and Yamaguchi,1993)的觀點來看，青少年的藥物濫用問題，會從合法的物質開始(如煙、酒、檳榔等)，逐漸轉向非法的藥物與毒品，因藥物濫用問題而衍生的偏差行為，或藥物濫用後續引發的社會問題，如逃學中輟、竊盜、搶奪、幫派犯罪等，更不容社會忽視。

    許多吸毒者在剛開始用藥時，往往是在同儕慫恿或是生活失意、沒有目標等社會與心理因素下，有了對毒品的第一次接觸，剛開始總是自信滿滿，認為自己的意志力夠強，也相信偶爾使用不至於成癮，而一再嘗試的結果，往往在身心渴求藥物的驅動下，用藥量越來越多，終致無法自拔而成癮，受藥物控制的人不僅身心健康會受到傷害，家庭、財務、與人際關係都會受到相當不利的影響。

從犯罪統計發現，所有犯罪類型中，以吸毒的再犯率最高，(約四成六)，為其他犯罪類型的1.8倍(法務部統計，2001)，可知藥物濫用再犯比例高，矯治不易，再加上預算經費以及專業治療人員缺乏下，無法對藥物濫用的心癮戒治，提出有效的治療模式，導至藥物濫用矯治工作只有暫時性運用身毒戒斷的效果，而無法產生治本性心毒戒斷的效果(傅仲民，1999)。茲表列說明我國近年檢肅毒品及查獲青少年毒品嫌犯之統計資料如下各表。

表1  我國95年至99年檢肅毒品統計

	年度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破獲件數
	45405
	52835
	52457
	44913
	48829

	嫌犯人數
	47257
	53681
	52762
	47400
	51566

	重量(KG)
	2480.21
	4977.38
	7003.47
	12131.88
	4602.98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表2  我國95年至99年查獲青少年毒品嫌犯之統計

	年度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少年犯
	518
	602
	607
	843
	1245

	青年犯
	4488
	4688
	3971
	4355
	5703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少年犯係指滿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毒品嫌犯；青年犯係指年滿18歲以上，未滿24歲之毒品嫌犯。

貳、研究目的

由表列資料顯示，說明國內毒品泛濫之嚴重情形，本文擬蒐集有關毒品戒治相關文獻，以深入瞭解實務界、公私部門與學術界等對於毒品戒治處遇模式之作法。其次，探討社會工作者在藥癮戒治中的角色扮演，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與服務被引進毒品戒治體系，將有那些正面的成效，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最後將對國內毒品戒治處遇模式之作法及社會工作的發展提出具體建議之外，更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對毒品危害之關切，以期有效達到戒毒、緝毒及滅毒之宏效。
參、藥物濫用之相關名詞解釋

一、少年藥物濫用者(adolescent drug abuser):
本研究所稱少年或青少年之年齡乃依少年福利法與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規定指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故少年藥物濫用者係指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者。因本研究於少年戒治所內進行，故本研究所指之少年藥物濫用者定義為少年戒治所內接受針對毒品之生理依賴、心理依賴加以怯除的處遇過程之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藥物濫用者。

二、藥物(drug):本研究所稱之藥物係指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2009)把毒品的類型分為四級(如表3)。

     表3  我國毒品類型分級表
	毒品類型

毒品屬性
	第一級
毒品
	第二級
毒品
	第三級
毒品
	第四級
毒品

	中樞神經

抑制劑
	海洛因
嗎啡
鴉片
	速賜康(Pentazocine)

FM2、快樂丸(MDMA)、GHB

白板、配西丁
美沙冬、可待因
	K他命
巴比妥酸鹽類

(紅中、青發)

丁基原啡因

一粒眠(Erimin)

(硝甲西泮)
	強力膠
有機溶劑
安定(Diazepam)

蝴蝶片(Alprazolam)

	中樞神經

興奮劑
	古柯鹼
	安非他命
搖頭丸
	     
	     

	中樞神經

迷幻劑
	    
	大麻
搖腳丸(LSD)

神奇磨菇
	     
	     


一般而言，藥物包括非法物質(如海洛因、安非他命等)與醫藥處方藥物(如安眠藥、鎮定劑等)。

三、藥物濫用(drug abuse):蔡德輝與楊士隆(1994)將藥物濫用定義為:「非以醫療為目的，在未經醫生處方或指示之情況下，不適當或過度的強迫使用藥物，導致個人身心健康受損及影響社會與職業適應，甚至危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因此本研究視藥物濫用為一過量與過度使用藥物之偏差行為或狀態。

四、戒治(abstention):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戒治即是針對受戒治人對毒品之生理依賴、心理依賴加以怯除的處遇過程。

五、藥物成癮，是由於重複使用某種藥物而產生的間歇性或慢性中毒現象，包括:耐藥性、生理依賴、心理依賴以及繼續使用藥物之強烈衝動。

六、耐藥性，是指成癮者必須經常不斷的增加使用量，才能產生初次使用特定藥量之相等效果，像是嗎啡與海洛因的耐藥性就出現得又快又強烈。

七、生理依賴，是指成癮者必須繼續不斷地使用該藥物，才能使身體維持功能，當剝奪藥物後，成癮者就會發生戒斷症狀(如:嘔吐、腹部絞痛等)，戒斷症狀是身體產生生理依賴的證據，生理依賴程度越高，往往戒斷症狀越嚴重。
肆、台灣地區青少年藥物濫用現況及常見的毒物種類

一、青少年藥物濫用之現況

近年來台灣地區少年藥物濫用情形中，毒品藥物種類正快速推陳出新，如搖頭丸、搖腳丸、牛皮貼、一粒眠、K他命等一種接一種地流行，迷幻效果一種比一種強勁。某些新興行業也隨之竄起，如搖頭妹，這些搖頭妹大多是沒有繼續升學的年輕少女。搖頭風及轟趴活動盛行導致搖頭妹的興起，正直接助長禁藥的氾濫(蘇郁凱，2001)。再加上毒品藥物降價，使毒品藥物取得相當容易；KTV、PUB休閒文化流行，使毒品成為氾濫又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現象也反映在防治少年藥物濫用工作的困境上，未能有效阻斷新型態毒品消費的需求(楊士隆，2009)。
過去因為藥物濫用問題只侷限於少數族群，社會大眾普遍無所警惕，但安非他命在民國80年代大肆流行，毒品藥物等問題的嚴重性才突顯出來(張伯宏，1997)，而少年藥物濫用情形也於當時獲得重視。法務部1999年統計指出，台灣地區青少年藥物濫用情形中所使用的藥物仍以安非他命為主，但從89年起，青少年使用海洛英的比例也明顯增加的趨勢。且這幾年出現許多新興的替代藥物或毒品，如FM2、搖頭丸MDMA、搖腳丸LSD、一粒眠、K他命及大麻等毒品的突起，似乎也提供少年藥物濫用上的更多選擇，增加青少年毒品案件的種類，以及因毒品而衍生而出的各類社會犯罪問題。因此，台灣地區青少年藥物濫用情形出現了毒品種類量的增加，使用族群、低齡化、女性用藥者增多等質的擴散效應，這些現象一再突顯出目前藥物濫用問題的危險與嚴重性。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青少年抽煙及喝酒行為值得關切，研究指出，青少年抽煙及喝酒是物質濫用的一種，雖然抽煙及喝酒不必然成為藥物濫用者，但它們確是藥物濫用的前奏。黃德祥(1996)指出:喝酒通常與藥物濫用有相似的社會及心理背景因素。根據楊士隆1996年對少年監獄、少年輔育院收容之少年吸毒犯，抽樣428人，發現吸毒少年早期不良習慣佔相當高比率，抽煙高達9成7，喝酒、嚼檳榔等近7成、服用安眠藥或鎮靜劑有4成以上。對青少年而言，煙酒常是導向藥物濫用的入門藥(gateway drug)，因而防制煙酒濫用，除了可減少其所引致的健康危害外，也可降低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可能性(李志恆，1996)。

以下表列分析我國95年至99年查獲青少年毒品嫌犯之統計及93年至95年青少年用藥種類比例順位統計，如表4、表5。

表4  我國95年至99年查獲青少年毒品嫌犯之統計

	年度

項目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少年犯
	518
	602
	607
	843
	1245

	青年犯
	4488
	4688
	3971
	4355
	5703

	合計
	5006
	5290
	4578
	5198
	6948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備註:少年犯係指滿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毒品嫌犯；青年犯係指年滿18歲以上，未滿24歲之毒品嫌犯。

表5  我國97年至99年青少年用藥種類比例順位統計

	年度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97
	搖頭丸(62.7%)
	K他命(43.9%)
	大麻(15.3%)

	98
	搖頭丸(57.4%)
	K他命(44.0%)
	大麻(13.9%)

	99
	搖頭丸(49.7%)
	K他命(46.9%)
	強力膠(17.7%)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

二、常見青少年毒物種類及影響

  國內青少年藥物濫用的趨勢，在1960年代因社會整體物質生活並不豐富，青少年主要以價格極低廉且容易取得的強力黏膠吸食為濫用物質，至1970年代由於台灣經濟起飛，生活較富裕，速賜康、青發、白板及紅中等藥效強烈的藥物大為流行，延至1980年代起，安非他命大肆流行，甚至引發政府想盡辦法抗毒向毒品宣戰，到了1990年代化學合成毒品推陳出新，藥物濫用的類型變得相當多樣化，例如K他命、LSD、FM2、MDMA(搖頭丸)及一粒眠(紅豆)等等，目前青少年主要藥物濫用類型以K他命為主，但其他如第三、第四級藥物仍有大肆濫用情形。針對國內常見的青少年藥物濫用及其影響介紹如下:

    (一)安非他命(Amphetamine)

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均屬中樞神經興奮劑，使用者於初用時會有提神、振奮、欣快感、滿足感等效果，但多次使用後，前述感覺會逐漸縮短或消失，不用時會感覺無力、沮喪、情緒低落而致使用量及頻次日增。安非他命在1950年代開始被濫用，我國在民眾60年即列為禁藥，79年列為麻醉藥品管理，8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布實施時，即列為第二級毒品。

    長期使用會造成如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之精神病，其症狀包括猜忌、多疑、妄想、易怒、情緒不穩、視聽觸幻覺、強破及重覆的行為以及睡眠障礙等問題，但也常伴有自殘、暴力攻擊行為等。成癮後一旦停止吸食，便會產生戒斷症狀，包括疲倦、沮喪、焦慮、易怒、全身無力，嚴重者甚至出現自殺或暴力攻擊行為。

    (二)K他命(Ketamine)

    K他命目前我國列為第三級管制藥品及毒品管制，俗稱K仔，是一種中樞神經抑制劑，為非巴比妥鹽(nonbarbiturate)的麻醉及止痛藥劑，於1962年首度合成，其麻醉藥效持續較短，且毒性較低，能令使用者產生類似摧眠的解離之麻醉作用。K他命初期被應用於動物手術，隨後因其具有阻斷神經路徑，卻無降低呼吸及循環系統功能之特性，漸漸的被視為安全且可信賴的麻醉劑，而應用於臨床上診斷或不需肌肉鬆弛之手術，尤其適合用於短時間之小手術或全身麻醉時誘導之用。較常見之副作用為心博過速、血壓上昇、震顫、肌肉緊張而呈強直性等，部分病人在恢復期會出現不愉快的夢、意識模糊、幻覺、無理行為及胡言亂語，這種狀況之發生率約為12%。

    K他命以口服、煙吸、鼻吸及注射等方式施用，藥效可維持一小時，但影響吸食者感覺、協調及判斷力則可長達16至24小時，並可產生嘔心、嘔吐、複視、視覺模糊、暫時性失憶及身體失去平衡等症狀。由於它也可使人產生無助、對環境知覺喪失，並伴隨著嚴重的協調性喪失及對疼痛感知覺降低，此種情況往往令服用者處於極度危險狀態之中。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造成強迫性使用，停藥後雖不會產生戒斷症狀，但不易戒除。

    長期濫用K他命將會對泌尿系統造成嚴重危害，目前已經有許多案例因為濫用K他命，而導致膀胱損傷，出現頻尿、夜尿、血尿、小腹疼痛、排尿疼痛等問題，嚴重影響生活作息及工作。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所收集的案例中，就有少女因拉K，膀胱萎縮到只剩下10CC到20CC的容量(一般正常人之容量為500CC左右)，幾乎被迫整天坐在馬桶上。這些吸食K他命導致潰瘍性膀胱炎的個案，出現膀胱纖維化，容易頻尿、血尿等症狀，最嚴重可導致腎水腫，必須洗腎。由於長期吸食K他命會造成發炎細胞增生，泌尿系統出現廣泛的炎症反應，膀胱長期及反覆發炎，膀胱有很多出血性黏膜，最終導致膀胱壁纖維化、變厚、萎縮，導致膀胱容量縮小。但膀胱纖維化是不可逆的，最多只能夠恢復到200CC，由此可見，拉K危害之嚴重性及摧毀健康之可怕。

    (三)搖頭丸(MDMA)

搖頭丸又稱Ecstasy、快樂丸、狂喜、忘我，其學名為亞甲雙氧甲基安非他命(MDMA)，是一種結構類似安非他命之中樞神經興奮劑。這種化學合成物吸食後會有愉悅、多話、情緒及活動力亢奮的行為特徵。服用後約20分鐘至一小時會產生作用，濫用效果約可持續數小時。濫用者如在擁擠、高溫的空間下狂歡勁舞，常會運動過度導致缺水，產生體溫過高、痙癵、凝血障礙及急性腎衰竭而導致死亡。服用後在興奮之餘，還會產生食慾不振、牙關緊閉、肌痛、嘔心、盜汗、心悸、運動失調、倦怠及失眠等症狀，目前我國列為第二級管制藥品及毒品管制。
    醫學研究證實，一般用量的MDMA濫用者在注意力、記憶力、學習能力、一般智力等認知功能上，皆有明顯的退化現象。長期使用除會產生心理依賴，強迫使用外，還會造成神經系統長期傷害，產生如情緒不穩、視幻覺、記憶減退、抑鬱、失眠及妄想等症狀。由於MDMA並沒有醫療用途，全由非法途徑取得，其中亦可能混含有害雜質，並且會減弱自我控制能力，加上易產生不會受到傷害的幻覺，服用者可能會對自身行為安全掉以輕心，而造成意外傷害或不幸事故發生。

    (四)大麻(Marijuna)

    早在西元三世紀時，中國人華陀便曾使用以大麻樹脂調劑而成的麻沸散作為麻醉藥劑，在印度及阿拉伯亦有作為醫藥使用之記錄，主要作為解痛、鎮靜及麻醉之用途。目前市面上較常見的型態為將大麻葉乾燥後，混雜煙草捲成香煙。吸食大麻之初會產生欣快感、思路變得順暢快速、感覺變得敏銳，有時還會出現幻覺，尤其是視幻覺。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依賴性，使得吸食劑量逐漸增加。

    大麻屬中樞神經迷幻劑，為第二級毒品，對中樞神經系統、心臟血管系統、免疫系統、呼吸系統及生育等方面皆會產生不良影響，如產生依賴性，若突然停用會產生厭食、焦慮、不安、躁動、憂鬱、睡眠障礙等戒斷症狀。急性中毒時會產生記憶及認知能力減退、焦慮、憂鬱、多疑、失去方向感等症狀，長期使用會產生記憶及認知能力減退、焦慮、憂鬱、多疑、意識混亂、人格喪失、妄想、幻覺及對周遭事務漠不關心之動機缺乏症候群。孕婦吸食大麻常會造成早產、胎兒體重偏低情形。
 (五)鎮靜安眠劑

    常見被濫用之鎮靜安眠劑包括巴比妥酸鹽類和苯二氧泮類，巴比妥酸鹽最早期開發用於治療焦慮、失眠之鎮靜安眠劑，因白天使用產生之宿醉作用(Hangover)較苯二氧泮類嚴重，且安全性較低，易產生生理依賴性。民國70年代流行的紅中白板青發等即屬於巴比妥酸鹽類鎮靜安眠劑，苯二氧泮類藥物是目前最常用的失眠鎮靜安眠劑，屬中樞神經抑制劑，較常見的是FM2，臨床上常用於安眠、鎮靜、抗焦慮及治療癲癇症等用途，但由於該類藥物具成癮性，在國內藥物濫用問題日趨嚴重。

    鎮靜安眠劑使用後會有放鬆安詳或愉悅感，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依賴性及出現奢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若突然停用會產生厭食、焦慮、不安、躁動、憂鬱、睡眠障礙、胡言亂語、易怒等戒斷症狀，急性中毒會產生意識障礙、血壓下降、呼吸抑制等症狀，嚴重甚至死亡。

    (六)強力膠及有機溶劑

    強力膠在民國60年代盛行過，但近年並未絕跡。吸食強力膠及有機溶劑是國內青少年最常見者，強力膠中主要溶劑為甲苯，而常見的有機溶劑如汽油、打火機油、修正液、油漆稀釋液、噴霧劑、抗凍劑、油污清除劑等，其中所含溶劑醫化學成分可分為芳香族苯類如苯、甲苯、二甲苯；脂肪族類如正丁烷；其它如三氯乙烯、乙醚、乙酸乙酯、丙酮以及酒類之甲醇、乙二醇等等。

    吸食者常將強力膠或有機溶劑置入塑膠袋內，用手摩擦後再以口鼻吸食，這些有機溶劑因具有高脂溶性，吸食後很快經由血液進入中樞神經系統，吸食初期如飲酒般會產生暫時興奮作用，產生幻覺及欣慰感，覺得飄飄然可幻想許多影像及聲音，渾然忘我，且對外界刺激極為敏感，易衝動而產生偏差之行為，若繼續吸食隨著血中濃度增加會產生神智錯亂、運動失調、無方向感等中樞神經抑制症狀。濫用者常有焦躁不安、情緒不穩、易怒等症狀，且抗壓性低，致使對工作及社會適應不良。

    長期使用有機溶劑亦會產生器官的傷害，如四氯乙碳會造成肝臟壞死，苯、甲苯會產生骨髓抑制及中樞神經傷害，乙烷會造成周邊神經病變，三氯乙烯會產生肝臟傷害、腎衰竭及心肌炎等重病。

吸食者可由其呼吸、身體、衣物及待過的環境中發現溶劑之氣味，此外因其長期使用，嘴與塑膠袋口常接觸之關係，易造成口部環狀濕疹(紅疹)而辨識其使用。強力膠及其他吸入性物質，雖未列入管制藥品及毒品管理，惟藥物濫用者可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六條處理：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依法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桯百君、柳家瑞，2003)。
5、 毒品戒治處遇成效之文獻探討

歸納近年來犯罪學者，運用社會工作戒治處遇於犯罪矯正方面的實證研究及針對國內藥癮嚴重問題相關文獻之研究成果，包括:藥癮盛行率調查、 藥癮之相關研究、戒癮藥物引進方面主題以及戒癮效果評估等主題詳列如后。
僅逐一臚列有關毒品戒治處遇成效相關文獻，如表6：

1、 運用社會工作戒治處遇的實證研究  

 (表6)

	研究者
	論文名稱
	研究對象與方法
	結論及發現

	台灣台北戒治所（2001）
	「我！我？我。團體」成果發表暨戒治工作檢討會報告書
	運用歐文.亞隆（Irvin D. Yalon）主張之11個團體治療因子為理論基礎對10名戒治人進行11次進行現實治療團體。
	處遇效果: 現實治療團體對成員之自我認識、內在動力、人際溝通、社交技巧、運用內外在資源解決問題能力提升，顯示現實團體療法有效果。

	安振赫

(2004)
	我國女性毒品再犯之實證研究
	
	

	李俊珍

 (2006)
	現實治療團體對藥物濫用者之自我控制自我概念自我效能之輔導成效研究
	以戒治所86名戒治者分2組進行準實驗設計，8週之認知團體治療處遇後，比較2組前後測自我控制自我概念及自我效能之差異。
	實驗組在自控、自律、自我支持及自我概念等有顯著改進，證實現實治療團體對藥物濫用者之處遇有效。

	李思賢

 (2005)
	北部戒治所海洛英戒治者之認知治療成效評估
	以北部戒治所90名戒治者分2組進行準實驗設計，6週之認知團體活動處遇後，比較2組前後測之差異。
	相較於控制組，認知治療對於實驗組在生活適應及未來接受毒品的治療意願上達到顯著；同時發現認知治療與組間前後測對於海洛英渴望降低、生活適應提升、接受治療意願增高。

	江振亨

（1999）
	認知行為團體療法對濫用藥物者輔導成效之研究
	以嘉義監獄16名濫用藥物受刑人進行理性信念與抑制能力增進之實驗法。
	實驗組在自控、自律、自我支持、自我概念及心理健康等有顯著改進，認知行為團體療法有效。

	江振亨

（2002）
	讀書治療對濫用藥物者處遇效果之研究
	以嘉義監獄24名濫用藥物受刑人進行理性信念與內在抑制能力及自重感之準實驗設計法研究。
	實驗組在自控、自律、自我支持、自我概念及心理健康等有顯著改進，讀書團體療法有效。

	李選、洪翠妹、蕭琪

（1994）
	現實治療護理諮商模式於改善海洛英戒藥者身心狀態之成效研究
	分2組進行準實驗設計經活動後比較前後測之差異。
	顯示運用現實治療團體之處遇，對海洛英毒藥濫用受刑人在改善身心狀態及戒毒意願及戒毒信念上有顯著成效。

	林健陽、

陳玉書

 (2006)
	除刑化毒品政策之檢討-論我國毒品犯罪之戒治成效
	
	

	林健陽、

陳玉書

 (2006)
	毒品犯罪者社會適應與再犯之研究


	第一階段係調查毒品戒治所內，毒品戒治人主觀認知戒治成效之評估；第二階段保護管束期間戒治成效之評估；第三階段為毒品戒治之評估。質化研究方面，深入訪談24位毒品犯個案。量化研究方面，對再犯進行追蹤調查，共計成功施測211位樣本。
	

	施志茂（1999）
	安非他命罪犯人口資料暨犯罪行為分析
	針對北中南三區監所收容安非他命罪犯人495名質性研究。
	發現吸食安非他命之原因：1.好奇佔54.6%、2.朋友引誘13.8%、3.心情煩惱壓力問題10.5%等，內控力低。

	郭文正、陳妙平、張伯宏、鄭安凱

(2008)
	HIV收容人身心適應及社會需求之相關研究
	以6位愛滋收容人針對美沙冬替代療法之成效進行質性深度訪談研究。
	施用美沙冬替代療法後之成效包括: 1.在對毒品的渴求欲望降低2.生理部分對於運動的需求及專業醫療的駐診特別關心3.社會人際互動更積極4.改悔向上動機更增強。

	徐西森

（1984）
	運用現實治療法對濫用藥物心理諮商輔導效果之研究
	分2組進行準實驗設計經活動後比較前後測之差異。
	實驗組藥物濫用者經現實治療團體後，在責任感與情緒穩定等諸特質上有顯著改善。

	張黛眉

（1992）
	安非他命藥癮犯者之心理特質與心理復健
	調查研究質性分析法。
	研究發現：藥物濫用者有低自信、低成就動機、其在人際關係、壓力因應與生活適應等困難、有較低之控制能力。

	傅仲民

（1999）
	藥物濫用者心理歷程與團體治療-以金門明德班為例
	以金門明德班藥物濫用受刑人進行現實治療團體處遇，探討其成癮與戒癮之心路歷程。
	顯示現實治療團體之處遇，對藥物濫用受刑人在戒毒意願及戒毒信念上有正向效果。

	黃政吉

（1996）
	毒品少年犯戒治成效之探討
	針對彰化、桃園少年輔育院第一期戒治班進行調查研究及現實治療團體處遇。
	處遇效果:77.92%之受戒治人認為團體有效；84%戒治班之管教人員認為現實治療團體有效。

	楊士隆

（1997）
	台灣地區少年吸食安非他命問題與對策
	調查研究質性分析法。
	少年濫用藥物之動機常因好奇、冒險、生活空虛、欲求不滿、尋找刺激、逃避現實、反抗父母、證明自己情緒的成熟度等因素而染上毒品。

	鄭安雄

 (2004)
	台北戒治所受戒治人再犯率之調查研究
	受戒治人經由社工專業處遇之後，其再犯情形的質性調查法。
	經由社工專業處遇之後，其再犯率12.9%，低於全國戒治所之再犯率43.9%，因此推論心理社會方面之專業介入對於降低毒品再犯率，功能顯著。

	蕭同仁

（2002）
	現實治療團體對少年藥物濫用者處遇效果之研究
	以戒治所20名少年進行8週準實驗設計處遇，經活動後比較前後測之差異。
	實驗組之自控力、學習戒毒、生活規律及參與學習均具顯著成效。

	賴擁連

（2000）
	台灣地區毒品犯罪者戒治處遇成效之研究
	針對台灣地區16所監獄、少年觀護所及少年戒治所進行調查及現實治療團體處遇。
	實驗組之自控力、學習戒毒、生活規律及參與學習及戒斷矯正等均具顯著成效。


三、國內毒品戒治成效相關研究

國外有關毒品戒治成效的相關研究相當多，尤其是長期縱貫性的實證研究資料相當豐富，相較而言，台灣地區在毒品戒治成效的研究就比較少，長期縱貫性的研究更少，以致無法對毒品戒治的動態性發展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有全面的瞭解，並提供更有力的支持證據。茲將有關毒品戒治成效相關研究整理如表7。

(表7)  毒品戒治成效相關研究
	作者/年別 
	研究對象與設計 
	研究成果 

	安辰赫（2004），治療社區中成年男性藥癮者戒癮復原歷程之改變因子研究 
	11位晨曦會苗栗戒毒村中接受戒治輔導的十八歲以上成年男性藥癮者為受訪者，以半結構式的深度訪談蒐集資料，以紮根理論研究法為訪談資料的分析方法。 
	發掘出共36個治療社區中戒癮復原成之改變因子。這些改變因子涵蓋的範圍包括改變成員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心態、人際技巧、思考、行為等內容。經由環境的塑造，改變原本的生活環境，同時也更新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同時逐漸擺脫與毒品的關係。 

	王儷婷（2005），我國女性毒品再犯之實證研究 
	量化部分，以接受強制戒治處遇三個月以上之女性受戒治人為對象，針對臺灣北部地區等大型之女性戒治所為本研究的母群體作縱貫性追蹤調查。另外分別於民國93年2月至5月期間以立意抽樣及配額抽樣方式，選取再犯組3名、未再犯組3名為本研究訪談樣本。 


	對於女性戒治初步成效有影響的因子，包括戒治適應、抗癮自信、醫療衛生、過去有無戒毒經驗、體能訓練、戒毒態度及是否曾因毒品而入獄等，達到顯著水準。使用對數迴歸分析解釋再犯之模式，年齡、戒治原因、是否以前事先戒好毒、婚姻狀態等四個變項對於再犯與否的影響達顯著水準。質化研究部分，初犯年齡、家庭附著、家庭疏離、學校附著、壓力、社會支持、社會學習等因子均會影響女性再犯。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社會學習理論及社會支持理論及壓力因素、戒毒認知、人際網絡因素在解釋女性毒品犯再犯的原因及影響，具有相當之解釋力。 

	林健陽、陳玉書（2006），毒品犯罪者社會適應與再犯之研究 
	第一階段係調查毒品戒治所內，毒品受戒治人主觀認知戒治成效之評估；第二階段保護管束期間戒治成效之評估；第三階段為毒品戒治成效之評估。質化研究方面，深入訪談24位毒品犯個案。量化研究方面，對再犯進行追蹤調查，共計成功施測211位樣本。 
	質化研究方面，毒品再犯組之成長家庭，有以下之不利因素，諸如：父母有較高之犯罪紀錄、家庭成員有較高之酗酒史、毒品濫用史及犯罪史。個案在青少年時期之學校及交友適應方面，很明顯地，毒品再犯組有較多次之被逮捕經驗、在校時期有較多之犯罪紀錄及逃學紀錄。個案在離開學校之後，進入毒品戒治所之前，毒品再犯組亦有較多次之犯罪紀錄。而最為重要之極關鍵性因素，是對於壓力之因應模式。毒品再犯組受訪個案擁有正常及合法之壓力因應模式僅有7.1%，遠低於未再犯組之60.0%。量化結果顯示，家庭功能似乎逐步喪失中，當毒品犯與家庭互動、接觸與連繫的程度越強時，則與家庭愈加疏離、壓力事件愈多、偏差休閒愈多、更加衝動性、更加自我中心、低度挫折容忍力更嚴重、更會採取逃避行動因應、愈會採取負向因應、精神/心理及生理狀況愈差。其他研究結果亦顯示家庭支持、家庭疏離、家庭附著、壓力因應、偏差休閒、衝動性、自我中心、低度挫折容忍力、不良交友、宗教信仰等變項都會影響毒品再犯。 

	柳正信（2006），我國少年毒品再犯社會心理因素之研究 
	研究樣本之選取採用立意抽樣的方式進行，以桃園少年輔育院、彰化少年輔育院、誠正中學、明陽中學、及彰化地方法院觀護人室中，因二次以上吸毒違法而被收容、觀護之少年為研究樣本，進行量化調查與分析。 


	影響少年再次吸毒的相關因素則包括有感情困擾、缺乏因應壓力和處理挫折的能力、家庭督導、負向學校氣氛、在校偏差行為、師長反毒態度、出入聲色場所、同儕影響。影響成癮情形的相關因素則包括有；家庭結構、父母教育程度、家庭督導、負向學校氣氛、壞學生標籤、在校偏差行為、師長反毒態度、同儕影響、出入聲色場所、是否進入戒治所、法律制裁、戒治過程同儕影響。


陸、國外戒治處遇模式之借鏡

一、醫療體系毒品戒治:

(一)美國美沙東療法

這個計畫是對成癮深度較高，難以戒除毒癮者，透過提供鴉片類藥物替代物─美沙冬以控制鴉片類毒品成癮者，使其能保有一定程度之社會功能，避免或減少其死亡及其他行為問題。由於美沙冬本身具有藥癮性，因此在美國聯邦有法令規定，戒治者必須要有毒癮歷史的文件證明而且必須在沒有化學治療的情況下始能發揮其功能。美沙冬治療計畫基本上並不要求達到毒品的禁戒，但必須包括毒癮復癒或毒癮者的社會生活功能上必須有所改進，以促使其回歸社會並在生活上有所生產能力。大部份有關美沙冬治療計畫的研究報告都具有積極正面的成果。該研究的計畫包括：藥物濫用報告計畫（Drug Abuse Reporting Program, DAPR）、處遇結果預測研究（Treatment Outcome Prospective Study, TOPS）、以及相關個別計畫之評估。最近有些評論及研究報告發現，美沙冬治療計畫之毒癮戒治者在其毒品吸食以及犯罪行為上有顯著的減少，而在其整體行為上以及健康方面亦有所進展。 

(二)美國醫院急性解毒計畫 

這個計畫是提供毒品成癮者在醫院去除戒斷症狀，幫助其康復，基本上，解毒計畫所使用的戒治藥物包括抗憂鬱藥、美沙冬或buprenorphine，並利用此類藥物消除症狀、遠離毒品。大部份的解毒計畫係針對毒品成癮者，並利用超過21天的時間以美沙酮來解除鴉片毒癮發作的症狀。不過美國之解毒計畫通常沒有提供後續的治療服務。所以有關解毒計畫的長期性成果並沒有經常被加以評估，所以其成效被認為是有限的。 

(三)美國門診諮商與日間留院計畫 

這個計畫是針對完成急性解毒之毒品成癮者，對其進行持續醫療照顧，預
防其復發。美國早在1970年代就已開始實施，主要係針對年輕的藥癮族群（非毒癮者）而設計。但繼之以後，加入「門診諮商計畫」的毒癮戒治者逐漸地與加入「美沙冬治療計畫」的人一樣多。不論是針對吸食鴉片或其他毒品的毒癮者，該計畫都提供相似的戒治服務。門診諮商計畫最主要的方式是在於諮商以及訓練參與毒癮戒治者之社會技能。這項計畫的內容相當廣泛，諮商的內容涵蓋：身體健康、心理健康、教育、職業、法律、房屋、財務、家庭等方面需要上的服務。該項戒治計畫強調戒除合法及非法的藥、毒物，並對可能造成毒品吸食的環境予以關切。
(四)香港衛生署美沙冬療法

在1972年底，香港首次以門診方式為濫用藥物者提供美沙冬治療。為配合日益增加的就診人數，美沙冬門診計畫現已擴展為香港最龐大的戒毒治療計畫。衛生署轄下的門診診療所提供代用療法和戒毒服務，雖然當局鼓勵求診者接受戒毒治療，但他們可選擇戒毒治療或代用療法，而大部份求診者都是選擇代用療法。在進行戒毒治療期間，診療所會將所供給的美沙冬劑量逐漸遞減，但亦會按照戒毒者的需要而加以調整。這種治療法著重於減輕戒毒者毒癮發作時的不適，以免他們再度使用違禁藥物。戒毒者如不能戒除毒癮，仍可繼續在同一診療所接受美沙冬代用療法。服用美沙冬一向受到嚴格管制，所有戒毒者必須在配藥人員面前服用，不得將美沙冬帶走，此外醫務社會工作員亦為戒毒者提供支持服務，例如給予輔導，提供經濟和住屋援助，以及介紹職業等。 

美沙冬治療對屢次採用其他方法戒毒而仍未能成功的濫用藥物者功能尤，因為在接受美沙冬治療時，戒毒者可以照常工作、謀生、與家人過著正常生活以及維持良好的人際關係，同時亦可減少或避免因非法藏有或吸食海洛因而被捕。藉著美沙冬治療計畫能夠協助濫用藥物者徹底戒除毒癮，但必須了解的是，很多濫用藥物者都無法達到這個目標。不過美沙冬治療計畫卻可為濫用藥物者提供一種既合法而又易於獲得安全有效的替代品，以免他們繼續非法吸食海洛因。
二、刑事司法體系毒品戒治模式:

(一)美國
聯邦監獄局實施毒品濫用處遇計畫之歷史，可追溯至1966年。美國在1966年制定濫用藥物矯治法，主要是針對毒品受刑人，此項法案要所有的藥物濫用者必須接受治療，而且分成二部分，包含以房舍為單位，將受刑人與接受治療者隔離，而在更生處遇則包括追蹤與輔導。1968年3月，最初的五個單位在康乃狄克州唐杜理的矯正研究所成立。多數的戒毒計畫單位是以治療性的社區模式為基礎，而且強調集體治療，在他們釋放後必須接受社區處遇的輔導與追蹤。這些戒毒計畫通常沒有一定標準，通常包含有一段基本的考驗及調查分類期間，如團體與個別治療，之後他們必須參與職業、教育、釋放前之輔導及出監後的更生保護。在1969年，聯邦監獄局更要求該局所屬機構的戒毒計畫必須達到濫用藥物法中所訂的標準，而該年更出版了藥物濫用者處遇手冊，要求藥物濫用者處遇的最低標準所須的品質與工作人員。美國聯邦監獄局所採的策略是：大多數的戒毒計畫被認為是「低度嚴密性」（low intensity），強調的是對於藥物濫用者的教育。有三分之一的戒毒計畫是分成十二個步驟─如戒酒、戒藥癮的方法一般。另外其他戒毒計畫則包括有心理治療、溝通技巧的訓練、個人人格的發展、價值的澄清、增加挫折容忍力訓練、建立積極的想法及自信心、個別輔導、職業訓練及釋放後的計畫。另外更有一些針對英文程度不佳的人提供矯正計畫(任全鈞，2001)。在1998年，聯邦監獄局實施42個在監毒品處遇計畫(42 residential treatment programs)，每年可容納6000名的參與者。目前，在聯邦監所系統中之受刑人，共計有11萬名。美國行政部門及國會，對於聯邦監獄局實施毒品濫用處遇計畫所需之各項資源，均是全力予以支持(full support) (引自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網站，2001)。
(二)香港
這個計畫的主要對象是曾經犯輕微罪行而經法庭裁定適合接受這項治療的濫用藥物者，強迫戒毒計畫是根據戒毒所條例的規定而實施，該條例規定濫用藥物者如被判監禁的罪行（欠繳罰款除外）可羈押在懲教署轄下的戒毒所。這些濫用藥物者在戒毒所接受戒毒治療，期間由二至十二個月不等，但實際羈押期間的長短，須視戒毒者的進展，以及獲釋後能否戒除毒癮而定。為協助戒毒者重返社會，戒毒者離開戒毒所後，必須接受為期一年的監管。在這段期間，受監管的戒毒者倘若被發現使用違禁物品，則須回戒毒所接受進一步的治療。 

這個治療計畫要旨在於協助濫用藥物犯徹底戒除毒癮，包括幫助戒毒者戒除在生理、心理和情緒上對毒品的依賴，從而恢復健康，協助他們重新適應社會。戒毒者在進入戒毒所時，必須接受詳細的體格檢驗，在毒癮發作時，會獲得適當的治療。心理治療包括工作治療以及個別和小組輔導，而問題複雜的戒毒者，有臨床心理學家提供深切輔導服務。工作治療是戒毒治療計畫中的重要一環，目的在於使戒毒者恢復自信和養成良好的工作習慣。由於戒毒者在離開戒毒所的第一年裡，最容易重染毒癖，因此戒毒治療計畫內有關協助戒毒者重新適應社會的部分，是在確保戒毒者獲釋後，在工作和住宿方面，均獲得妥善的安排，並且在獲釋後的一年內，經常由善後輔導人員來密切監管。
(三)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在「藥物濫用法」中明文規定，中央肅毒局(Central Narcotics Bureau，簡稱CNB)、警察或海關、移民官員可以對任何之濫用藥物者要求尿液檢驗，一般而言，其尿液會被送至新加坡「科學與法醫學學院」(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Forensic Medicine，簡稱ISFM)檢驗，如果確認為陽性反應，則由「中央肅毒局」(CNB)的「毒品治療復健中心」(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簡稱DRC，共有9個；國內亦有人翻譯為戒毒所、藥物治療中心、藥癮治療中心)治療復健六至三十六個月。在DRC治療六個月之後，每一個案均由「藥物審議委員會」(Drug Review Committee)予以評估，決定個案是否可以離開中心或者需再延長六個月，以六個月為一期，最多不超過三十六個月（李志恆，1997；江振亨，2000）。
(四)英國 
英國對吸毒行為的定義，仍為犯法行為，成立專業的毒癮治療監獄，以倫敦西郊的Pentoville監獄為例，其成癮治療與教育計畫包括有下列處遇內容（李志恆，1997；江振亨，2000）： 

1. 對監獄中之管理人員及犯人持續地進行藥物教育，內容包括毒品的危害及如何促進健康，以及保釋出獄 後社區有何資源可以協助這些戒癮更生人士。 

2. 對於毒癮及酒癮犯人，提供治療計畫，包括保密的諮商，十二階段治療計畫，團體治療以及為減少AIDS/HIV傳播而以健康保險(health care)提供的美沙酮維持或減毒計畫。

3.幫助假釋出獄之保護管束人員聯絡外部之戒癮治療設施，並提供必要的資訊。 英國醫師可以使用海洛因治療疼痛，不需要特別執照，但若要用海洛因或美沙酮來治療成癮者，則需要執照始得為之。而使用美沙酮治療成癮者的數量較海洛因治療成癮者為普遍。Blakebrough(1997)指出，美沙酮方案雖然是一個相當便宜的方式，也在英國幫助上千名濫用藥物者回復穩定的生活及較佳的健康狀況，但除非藥劑師(Pharmacist)願意確保不被浪費，否則這些處方有被賣錢以購買海洛因的風險，美沙酮的黑市和任何藥物的黑市一樣危險。因此Blakebrough認為較佳的控制方式可以被達到，例如病人被要求到一個處遇中心，那裡的職員可以看到當事人服用他們的處方，且那裡提供其它的服務，包括健康照顧與教育等（李志恆，1997；江振亨，2000）。 

(五)法國 
法國是歐洲少數國家中仍將吸毒者視為犯人的國家，對吸毒者可判一年徒刑及25000法郎罰金，但由於吸毒與傳染病的相關性，例如在法國吸毒者中約有40％為HIV陽性（即檢驗為被「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所感染），約有25％為肝炎陽性，基於減少傷害的考量，此一態度正逐漸改變中。1987年實施針頭交換計畫，鼓勵靜脈注射藥物成癮者將用過的針頭交換乾淨的針頭，並於1995年正式將美沙酮維持計畫列為治療方法（李志恆，1997；江振亨，2000）。
(六)瑞典 
瑞典的藥物濫用防制政策，主要經歷了四個階段（李志恆，1997；江振亨，2000）： 

1. 起始階段（1965年以後）：1960年代藥物濫用人數激增，並沒有一個整體或一致的反毒政策，主要的作為偏重於加強取締，許多成癮者害怕被抓，因而不敢向醫療體系尋求戒癮治療。 

2. 麻醉藥品自由處方計畫(1965-1967)：將藥物濫用者視為病人，可由其自行選擇藥物種類及劑量，向參與計畫的醫師要求處方，基本精神在於減少藥物濫用對於社會以及濫用者個人的傷害，認為透過藥物合法化，濫用者可接受醫療照護，以改善其社會及醫療狀況，從而避免其因無錢購買藥品而從事犯罪行為。然而計畫隨即叫停，因為許多參與計畫的病人將「自由處方」取得的麻醉藥品持續地提供給朋友或同儕，造成濫用現象，而其除了使用藥物的行為，因合法化而使得違法行為消失外，其他所有型態的犯罪不減反增。 

3. 爭議階段－吸食合法化？(1968-1970年代)：1968年以後，各有關的藥物政策都被加強探討與研究，這包括違反藥物管制法令處罰之加重，門診及住院藥癮治療中心之建立，多項教育宣導計畫也分別被執行。而立法修正，可強制要求藥物濫用者接受精神治療。然而1970年代，醫療人員認為藥物政策應著重於減少需求面、加強治療及照顧濫用者和改進整體社會狀態。因此瑞典在70年代的反毒作為改變了60年代以來的緝毒措施，反過來以減少需求面為優先。但因1970年代中期，海洛因開始在瑞典被濫用，許多濫用者因使用過量而死亡，因而爭議再起。 

4.「無毒品社會」政策（1980年代初期至今）：對於持有非法藥物者的起訴標準加重及1982年社會福利新法通過，比照舊法規定（青少年藥物濫用者如需醫療照顧，可強迫其接受治療），成年的藥物濫用者亦可進行同樣的強制治療。由瑞典對濫用藥物者視為犯人、病人而至加強反制規定及強制治療的經驗，證實了對濫用藥物者視為完全犯人或完全病人之身份，似乎不能解決濫用藥物的問題，因此瑞典近來整合性的濫用藥物防制觀念，值得作為國內在制訂相關規定之參考（李志恆，1997；江振亨，2000）。 
 (七)中國大陸

中國大陸對藥物濫用者以犯人待之，由公安機關予以治安管理處罰，並予以強制戒除，進行治療教育。強制戒除之後又吸食、注射者，可以實行勞改，並在勞改教養中強制戒除(江振亨，2000)。 

中國大陸戒毒機構大體分三類： 

1.公安機關主管的強制戒毒所：凡經公安機關查獲的吸毒人員一律送強制戒毒所，進行強制戒毒，時間一般為3-6個月。強制進行藥物治療、心理治療、法治教育、道德教育，使其戒除毒癮。 

2. 勞教戒毒所：依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凡戒毒後又復 

吸者，查獲後送往勞動教養所，進行勞動教養戒毒，勞動教養戒毒所由司法行政部門領導。 

3. 非強制的或民辦的戒毒機構：此類機構如醫院、民政部門所轄社會福利機構、城鎮街道辦事處、農村鄉鎮及批准由民間醫生所辦的戒毒機構，專門吸收自願戒毒人員。惟公辦機構不能適應戒毒工作需要，而民辦戒毒機構在管理、收費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因此增辦和改善戒毒機構是中國大陸面臨的重要課題(郭翔，1997；江振亨，2000)。
三、美國戒毒處遇成功模式簡介

美國長期以來深受毒品戕害之苦，根據美國聯邦監獄局之統計顯示，1970年判決毒品犯罪的人數為3384人，僅佔同年之判決處有罪受刑人20868人的16.3%，1975年竄升至26.7%，1980年24.9%，1990年更升到52.2%，自此以後即一直成長到2000年的56.9%(黃徵男，2007)，可見美國在監受刑人中，毒品犯也占一半以上之高比例，與我國極為雷同(如表8)。

           (表8)  美國聯邦監獄局受刑人與毒品犯人數比例表
	年份
	判決有罪受刑人
	判決毒品罪人數
	毒品犯所佔比例

	1970
	20868
	3384
	16.3%

	1975
	20692
	5540
	26.7%

	1980
	19023
	4749
	24.9%

	1985
	27623
	9491
	34.3%

	1990
	45575
	24297
	52.2%

	1995
	76947
	46669
	60.7%

	2000
	112329
	63898
	56.9%


美國對毒品犯的刑事政策，可以分為三個時期(黃富源，1996):

第一時期在1960年代至1980年間，受到犯罪實證學派之影響，係將毒品犯視為病人而非犯人，對其採取醫療模式進行戒治。希望透過生涯輔導、心理輔導、戒癮治療、醫療服務及職業與居家安置輔導等之執行，幫助毒品犯重新回歸社會。

    第二時期在1980年代間，由於毒品犯的戒治成效不彰，在加上越戰後染有毒癮的退伍軍人仍有吸毒的習慣，美國毒品管制的鬆散，促使吸毒人數急速成長，更加鞏固了毒品市場需求，終而導致1980年代雷根政府的「向毒品宣戰」，全力圍剿中南美洲毒品流入美國本土，此一政策，影響執法者對於毒品藥物犯罪者採以更為嚴厲的刑罰制裁，對販賣毒品者更加判以重刑，刑事政策由實證學派轉為古典學派，將毒品犯視為犯罪人，而不以病人之身份對待。

    第三時期為1990年代間，美國對於毒品犯政策，逐漸從「病人」、「犯罪人」角色，轉變為「成癮者責任」與「矯治者責任」的歸屬方向。因為若把毒品犯視為病人，容易使毒品犯對吸食毒品行為有個合理化之藉口；若視為犯人，則使推動戒毒工作者將毒品犯的高復發率，歸因監獄懲罰的無效，而提倡應予除罪減刑的觀念。因此第三時期的觀念，係從「學習模式」出發，要求毒品犯必須力行改變自己的不良習慣，強化自我控制能力，進而戒除毒癮；另一方面，刑事司法體系結合醫療院所的戒治、宗教團體的戒治以及觀護體系的追蹤輔導納入戒毒矯治工作體系之中，提供毒品犯戒除毒癮之機會。因此，「毒品戒治是毒品犯與政府的共同責任」為美國現階段對於毒品戒治的政策。

 (一)美國佛羅里達州-毒品法庭緩起訴制度簡介

1.對於進入司法程序的毒品犯戒治處遇方面，首先以美國佛羅里達州為例。該州於1989年興起所謂「毒品法庭」(Drug Court) 緩起訴制度。其作法係當毒品犯經警察機關查獲移送法院時，先由檢察官就其犯罪態度，參酌觀護人的審判前調查(Pre-Trail Diversion)，綜合毒品治療中心成癮分析報告，就其中較具治療價值之初犯者，經由檢察官與被告律師商討同意後，兩造於毒品法庭由檢察官向法官建議暫緩進行「有條件認罪」程序(Plea Bargain)，經法官同意後，此時檢察官便暫停對被告之起訴事宜，而令被告必須接受長達18個月之毒品戒治處分。

2.「毒品法庭」(Drug Court) 緩起訴制度的戒毒架構是將整個治療計畫分成三個階段(詳如戒毒計畫表9) 2001年佛羅里達州仍有近800個毒品法庭持續運作著。

       (表9)  佛羅里達州毒品法庭緩起訴制度戒毒計畫
	治療

階段
	急性解毒期

(第一階段2-6週)
	穩定期

(第二階段3-6個月)
	追蹤輔導期

(第三階段8-12個月)

	治療

重點
	1.終止吸毒行為

2.戒除生理依賴

3.建立治療計畫
	1.教導毒品犯如何過著真正戒毒生活

2.教導毒品犯學習情緒控制與家庭溝通的技巧

3.學習如何執行生活計畫與決策

4.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5.職業輔導課程
	1.鼓勵毒品犯將前階段所學得的知識，運用於生活中，使毒品犯保持成功戒毒之生活狀況

2.強化職業訓練以鞏固其工作

	配合

方法
	1.團體輔導

2.每週5次針灸治療

3.每週3次不定時驗尿
	1.每週2次針灸治療

2.每週2次不定時驗尿
	每月至少3次不定時驗尿


    資料來源:成年觀護新趨勢，黃富源，民85:頁131-133

 (二)美國紐約州-遠離毒品參與治療社區計畫

這個計畫的實施程序可分為四步驟，詳列如表10。

(表10)  紐約州遠離毒品參與治療社區計畫
	步驟
	第一步驟
	第二步驟
	第三步驟
	第四步驟

	名稱
	戒毒意願

調查階段
	調適階段
	強化治療階段
	假釋委員會審查

	期間
	
	至少三個月
	六至七個月
	

	目標
	遴選各監獄符合條件且有意願之受刑人參與計畫
	培養受刑人自我要求自我訓練的信念及辨別是非之認知
	希望受刑人能達成自我覺醒行為改變自我認知與發展
	針對已完成上述階段之受刑人進行可否假釋審查

	方法
	1.經過監獄當局審核

2.二年內有獲假釋機會

3.最進八個月無使用肢體暴力性犯罪或脫逃未遂紀錄
	1.輔導者必須與受刑人建立互信關係

2.安排曾有吸毒經驗且戒毒成功者透過個別晤談或集體討論方式分享成功經驗

3.嚴禁使用暴力肢體語言衝突喝酒吸毒與偷竊之行為
	1.持續集體治療分享成功經驗

2.參與計畫受刑人將會分配工作與任務若無法完成或行為不佳則會受到其他同儕之譴責

3.接受職業訓練與工場實作之機會以及其他生涯規劃課程
	1.符合條件之受刑人必須在假釋委員會面前陳述與證明自己已完成計畫之課程並已做好準備進入社區

2.獲假釋之受刑人將被安排進入如Daytop Village 

Phoenix House

Project Retum

J-Cap

Samaritan Village等治療社區之中


參加遠離毒品參與治療社區計畫之受刑人的成功率，驗證治療社區的可行性，有80%的受刑人從原有社會資源的消耗者轉變成具有生產力的納稅人，美國紐約州此一方案獲得社會各界極大的讚揚及肯定，同時也指引出一條毒癮戒治的可行道路(林建陽、柯雨瑞，民92)。

(三)日本戒毒處遇成功模式簡介

    日本視吸毒者為犯罪人，因此吸毒犯被捕後，矯正機關則以「冷火雞」的方式讓吸毒者去毒(即以非藥物治療方式處理)，其理念認為吸毒者係個人之不當行為，應該施以懲罰，惟各監所均有醫護人員協助以防意外。日本對於吸毒者的治療分為三階段進行，包括導入期、斷癮期及追蹤期詳如表11。

    日本的藥癮治療觀念上，與我國大同小異，但其因國情特質及文化背景互異，他們的作法乃對於離開醫院以後之吸毒病人，建立所謂「社區處遇之地域網路模式」即結合警察署(暫時保護)、保健所(指導訪問)、精神病醫院(驗尿)、福祉事務所及職業安定所(安排就業)等機構，提供其生活之幫助與輔導，以防再犯，其成效極佳，足供我國參考。
(表11)   日本藥物成癮者治療之指南

	治療

階段
	導入期
	斷癮期(一至三個月)
	追蹤期(三年以上)

	
	
	前期(脫離期)
	前期(脫離期)
	

	目標
	1.家庭危機處理

2.對病情之瞭解

3.治療之導入
	1.斷藥及解毒

2.戒斷症狀之管理

3.身體障礙與精神障礙之診斷
	1.對藥物強烈渴望之處理

2.繼續斷藥之誘導

3.身體障礙與精神障礙之治療

4.社會適應能力之改善
	1.三年以上之繼續斷藥

2.抑鬱焦躁、心理煩躁症狀之處理

3.家族關係恢復

4.再吸食時之處理

5.經濟之獨立

6.過著無藥物之生活

	方法
	1.對家組族之指導

2.治療者及本人對於藥物關連之社會及臨床問題正確之評價

3.治療方法

4.回復之可能性
	1.藥物隔絕

2.藥物療法

3.戒斷症狀經過之觀察
4.身體障礙與精神障礙之診斷
	1.繼續與藥物隔絕

2.日常生活之指導

3.藥物、精神及運動療法運用

4.租金及居住等生活問題之處理

5.身體障礙與精神障礙之診斷
6.社會生活環境之調適
	1.門診諮詢

2.參加自助小組會議

3.藥物療法

4.精神療法

5.環境療法、社會治療

6.家族協助

7.居住職業和生活之扶助


資料來源:考查日本、香港、新加坡戒毒體系報告，闕銘富、張鴻仁，民83

(四)綜合美國、香港、新加坡及台灣對藥癮戒治模式比較

   (表12)   各國藥癮戒治模式比較

	國別

項目   
	台灣
	美國
	新加坡
	香港

	戒治觀點
	吸毒視為生病與犯罪行為，

販毒為犯罪行為
	吸毒視為生病販毒為犯罪行為
	吸毒與販毒均為犯罪行為
	吸毒視為生病行為，販毒為犯罪行為

	專責機構
	衛生署中央反毒會報戒毒組、

法務部矯正司
	SAMHSA

NIDA

各州政府
	 SANA

內政部
	ACAN

	治療機構
	1法定勒戒處所

2公立勒戒單位

3一般醫療機構

4私人戒毒診所

5宗教團體之戒

 毒之家
	醫院戒毒中心

社區診所

治療性社區
	戒毒改造中心
	公家專門機構懲戒署

民間戒毒會

宗教團體

	治療模式
	發展中

（尚未定型）
	政府、民間機構、社區、學校結合之模式
	由政府處理、

未結合民間及社區
	政府、民間機構、社區結合之模式

	醫療費用
	自費
	保險給付補助
	公費制度
	公費制度

	戒治特色
	1.有生理、心理、社會相互配合的雛型。

2.多元方式分開進行有民間宗教機構公立毒品勒戒單位

一般醫療機構

私人戒毒診所

3.勒戒與戒治所聘請專才進行各類戒毒教育，主要治療者為輔導員、教誨師、心理師及社工人員。

4.部分醫療院所實施MMTP（美沙酮計畫）主要治療者為醫師護士，部份有治療團隊。
	1.多元性整合計畫。

2.治療性社區。

3.實施MMTP（美沙酮計畫）

4.醫師只負責急性解毒工作，以社工師與心理師為主要治療者。
	1.單一治療模式，政府規定人民絕對不能用藥。

2.無整合社區機構。

3.無實施MMTP（美沙酮計畫）

4.醫師負責很少。

5.嚴格的追蹤管理及刑罰。
	1.多重治療模式。

2.治療性社區。

3.實施MMTP（美沙酮計畫）

4.民間機構具宗教色彩。

5.心理師及社工人員為主要治療者。

6.提供財務或法律難題服務。


說明:1.SAMHSA:物質成癮及心理衛生服務部門  2.NIDA:美國國家吸毒研究所。

     3.ACAN:香港戒毒委員會。  4.SANA:新加坡戒毒委員會。 5.MMTP: 美沙酮替代性療法計畫。
(五)綜合國外對於毒品犯戒治處遇模式:
 可以歸納以下數點重要之特性(黃徵男、賴擁連，2000)：
1.確立毒品犯為「病犯」之身份 

除香港接受英國思想，將吸毒者完全以病人的身份看待，給予最人道的照顧外，其他的國家均視吸毒者為兼具「病人」與「犯罪人」身份的「病犯」，因而採取「有條件除刑不除罪」的方式對其矯治，將戒治工作內容規範為「生理治療與心理復健雙管齊下之戒毒矯治策略」。因此，以往將吸毒者視為犯罪人而以傳統監禁、隔離方式對之的處遇政策已經被拋棄。 

在20世紀末，美國本土對於毒品犯的戒治措施，受到古典學派的影響，轉而採取較為嚴苛的戒治策略，從毒品犯一進入刑事司法體系，政府即規範一系列的戒治計畫，至其出獄後仍繼續追蹤考核五年，以確定其已適應社會生活，有正當工作，並且評估完全戒除毒癮後，始決定其可否離開刑事司法體系。 

不過，本研究案整理歸納國外之戒毒模式之後，發現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戒毒方面，美、加地區較先進之戒毒觀念，偏向將毒品視為兼具有病人及犯人之雙重身份，並引進毒品戒毒理論中之「學習模式」，強化毒品犯之自我控制能力，故，在美國之戒毒模式中，毒品緩起訴制度頗為流行。 
2.加強心理依賴的戒治 

由於吸毒者易於復發的特性，單純的監禁並無助於毒癮者之戒毒，甚至在心理依賴（心癮）的強大驅使下，使出所之吸毒者重找毒友，回到毒窩的機率相當高，因此，必須對其施以「系統化的強制戒治」，其內容至少包括「生理戒毒」─著重毒癮發作之治療；「心理戒治」─著重對毒品心理依賴之解除；「心靈與精神充實」─著重於吸毒者之心理輔導工作；以及「社會強化」─著重吸毒者的職業訓練、生涯規劃、人際關係與價值觀導正等階段。 
3.妥適設計與安排課程 

對於毒品犯戒毒之目的，除希望能完全戒除「身體依賴」外，亦希望能徹底戒除「心理依賴」，達到「全人戒毒」之目標。因此，揆諸處遇課程與內容，第一階段均是身癮戒斷期（如美國急性解毒期、日本斷癮前期、新加坡戒毒期），以「冷火雞」輔以鎮靜藥劑的方式，戒除身癮後，始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所安排之課程，均是以戒除毒品犯之「心癮」為目的，因此，課程內容之設計，包含家庭治療、團體（宗教）輔導、心理諮商、體能活動（訓練）、經驗分享、技能（職業）訓練等，讓毒品犯真正過著「戒治之生活」。主要的用意，在於移轉毒品犯對吸毒、毒癮之依賴，充實其生活，將生活的重心移轉到新學習的事物與同學、家人之互動，並培養其意志力與信心，擺脫老毒友與毒品戕害之陰影，希望出所後能具有抗拒毒品、遠離毒品之能力，重新做人，達到「全人治療」的境界。
4.妥協治療(替代療法)有實際成效 

對於毒品犯的治療，最早是以防堵方式，認為將其送入監獄與外隔絕後，即可斷其對毒品之依賴。惟「身癮易戒，心癮難除」，出獄後的結果，毒品犯仍重回毒品的懷抱中。目前對吸毒犯的戒治模式係採取疏導的方式，亦即透過生理戒毒、心理戒治、追蹤輔導三階段體系治療之。 

惟在香港，我們發現對於多次出入戒毒院所的老毒品犯以及各種治療方式均無效用的吸毒者，採取「妥協的處遇方式」即以美沙酮代用療法，幫助毒癮者回復正常的工作以及維持和家人的正常生活等。因此，對一些老毒品犯以及各種治療方式均無效的吸毒者而言，妥協的治療方式未嘗不是一種可行的方法。
5.建立社會支持網路 

從上述簡介制度可以發現，吸毒犯離開戒毒處所後，最後仍是回歸社會。因此，即使戒毒處所的治療計畫非常健全，但要讓吸毒犯不再走回吸毒的老路，必須依賴健全綿密的社會支持網路才能發揮戒毒的效能。如出所居住之安置（勿再使其返回原來之住所，根絕與老毒友之聯絡）、職業的訓練與介紹、社區諮商輔導機構等，必須完整而相互配合、支持，才足以保護有心向上的戒毒者。
柒、目前台灣戒治處遇之新作為

   一、台灣戒治所現況

依最近法務統計月報資料（法務部，2011）可知，截至100年6月底為止，目前國內所有之10個戒治所收容人共計4720人，各戒治所收容人數分別為：臺灣新店戒治所1221人、臺灣台中戒治所792人、臺灣高雄戒治所984人、臺灣台東戒治所325人、臺灣台北戒治所499人、臺灣台中戒治所戒治分所42人、臺灣嘉義戒治所246人、臺灣桃園女子戒治所296人、臺灣台中女子戒治所142人、及臺灣高雄女子戒治所173人。
二、國內戒治處遇模式新作為

 (一) 少年戒治所對戒治少年之處遇
    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規定，目前對藥癮的戒治，秉持著「解毒」、「心理復健」、「追蹤輔導」三個階段的觀點運作，針對吸毒治療可分下列5種方式進行包括：戒治處所（如附設於監所）、公立毒品勒戒單位（如附屬於公立精神科專科醫院）、一般醫療機構（如綜合醫院）、私人戒毒診所、宗教團體之戒毒復健中途之家（如基督教晨曦會）等；但是在這些戒治單位中，除了附屬於公立精神科專科醫院之勒戒單位整合了生理、心理與社會三方面的治療之外，一般的醫療單位或私人戒毒中心均以解除生理上的依賴為主，而宗教團體則多是從心理依賴的減輕著手。

    自民國8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實施後，將初犯者視為病人，除刑而不除罪；累犯者視為具病人及犯人雙重身份，對於濫用藥物者生理癮方面於觀察勒戒所內觀察勒戒，並於一個月內由醫師認定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如沒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則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定交付強制戒治一年。戒治所主要針對藥物濫用者進行心理癮的治療，採結合醫療、宗教、心理輔導、體能訓練及技能訓練等多重治療模式，結合外界力量共同參與，而受戒治人需自付戒治費用。但對於三犯以上及曾予不起訴處分確定後5年內再犯，而且有繼續吸食傾向者，需判刑入獄，但在入獄前仍先強制戒治。由於戒治所戒癮模式為剛在起步過程中，其師資來源及是否具備足夠專業戒癮輔導能力等，均值得關心及檢討。少年戒治所對戒治少年之處遇規定，包括:受戒治人身份定位、戒治課程、戒治費用及目前執行之困難等分別敘述如下:

1.受戒治人身份定位:

    我國目前將受戒治人視為病人之定位，戒治所只收因濫用藥物而裁定入所者。因此在房舍、受教場所等均為因濫用藥物而入所者而安排，不像監獄監禁處遇一般各類犯罪人雜處，受戒治人不必參與監獄工場作業，但戒治所管理方式仍以監獄管理員擔任戒治工場主管，進行高度管理，並於受戒治期間接受各類去除身癮、心理重建及適應社會等方面課程。

2.戒治課程:

戒治所受戒治人入所後先進入新收調查，了解其個人基本資料、身心狀況及犯罪原因等，新收調查期間不得逾2週，之後進入調適期、心理輔導期與社會適應期三階段，在三階段中，諮商輔導課程設計方面，其主題單元依法務部所訂項目為:認識自己、自我概念、價值澄清、自我肯定、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壓力調適、自我表達技巧、問題解決能力及社會資源運用。而生涯輔導方面包括:生涯規劃、職業認識與介紹、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就業準備、就業市場分析、擇業及求職技巧、勞工法規介紹等。受戒治人經各階段訓練評估合格者才能晉級至下一階段，當於完成社會適應期(合格)後，且在所滿3個月，認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得由戒治所報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停止戒治。受戒治人經戒治所認定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而報請停止戒治而得以出所。三階段心癮戒治課程如表13。

(表13)        三階段心癮戒治輔導課程表:

	期程
	處遇重點
	輔導目標
	課程內容

	調適期
	培養毒品犯體力毅力，增進其戒毒信心
	強調生活規律與體能表現
	1. 體能訓練

2. 球類活動

3. 勞動工作與技訓

4. 宗教教誨

	心理輔導期
	激發毒品犯戒毒動機與更生意志，協助其戒除毒品之依賴
	強調生活規律性，對毒品的正確認識與輔導課程參與
	1. 諮商輔導

2. 衛生教育

3. 宗教教誨

4. 體能活動

5. 勞動工作與技訓

6. 公民教育

	社會適應期
	重建毒品犯人際關係與解決問題能力，協助其復歸社會
	強調生活規律性，社會資源運用之認識與社會適應課程參與
	1. 諮商輔導

2. 衛生教育

3. 宗教教誨

4. 體能活動

5. 勞動工作與技訓

6. 公民教育

7. 生涯規劃

8. 經驗分享


3.戒治費用:

     受戒治人需自付戒治期間之費用，包括驗尿、教學教材、技訓材料、教師鐘點費、藥品費等費用，平均每人每月約新台幣3000元至5000元不等。

4.戒治所戒治處遇的困難:

  學者賴擁連（2000）為戒治成效進行的研究指出，戒治所倉促成立並與監獄合署辦公，在各戒治機關尚未獨立、專業人員未完全配置之下，雖有處遇方針及主題，但未有細部方案設計，更遑論方案內容效度評估，而外聘教師未具犯罪矯治專業訓練，且地處偏遠之戒治所聘請教師困難，以致在施教成效大打折扣。而且戒治所與監獄合署辦公，對於原本戒護人力、教化人力不足之監獄更形成牽制。因此，欲發揮立法預期之目標，宜先就機關、人事、財物獨立始有可能，且宜更進一步的針對處遇方案設計、評估及未來人才培育與取得進行通盤的規劃。

    由於藥物濫用者累再犯比例高，矯治不易，現行之矯治處遇模式忽略情感層次與認知層次並重的治療模式，再加上預算經費有限、專業人員未完全配置之下，仍無法對藥物濫用者的心癮，提出有效的治療模式，導致藥物濫用勒戒與戒治工作只有暫時性身毒戒斷的效果而已，無法產生長期性心癮戒斷的效果。以上分析乃當前戒治所戒治處遇的困難重點，主政當局宜速謀解決對策。

(二)結合公私部門的毒品戒治:
   藥物濫用是人際互動與適應不良的產物；而成癮則是以生物性為基礎的學習結果。目前我國結合公、私部門的毒品戒治模式大約可分為下列各類(林健陽、柯雨瑞，2003)： 

1.醫療模式 

即將毒品者視為病人的戒治模式，病人尋求治療是合情合理的事，而醫師則需提供各種方法來照顧病人，解決病人的問題。例如：台北市立療養院毒品戒治模式（象山學園）、草屯療養院毒品戒治模式、高雄市立凱旋醫院毒品戒治模式、台南地區海洛因患者毒品戒治模式等。 

2.福音戒毒模式 

以宗教的力量來進行的戒治模式，目前國外煙毒戒治工作先進國家，皆以基督教為主，又稱福音戒治。在國內部份，則有：花蓮基督教主愛之家---「身心靈社」全人治療模式、晨曦會毒品戒治模式等。 

(1)花蓮基督教主愛之家： 

「身心靈社」全人治療模式:花蓮主愛之家之創辦人係為鮑得勝牧師夫婦，因為親身經歷，在藉由信仰的力量，成功的戒除毒癮之後，於美國舊金山展開了街頭傳教的生活，展開傳福音的活動。他們將自己的房子提供流浪者暫時居住並稱為Agape House，也就是主愛之家的前身。後來鮑牧師從沙烏地阿拉伯回到台灣後，也加入了輔導的行列，正式成立了台灣第一家民間反毒機構「主愛之家---基督教戒毒中心」。
  (2)晨曦會毒品戒治模式： 

晨曦會為一國際性宗教團體，戒毒模式為福音戒毒。在以協助患染毒癮者戒毒為宗旨的機構中，基督教晨曦會（以下簡稱晨曦會）歷史最久，也是少數獲得政府機構（如法務部）與社會大眾認可，頗具成效的戒毒機構。 

3.社會心理模式 

即針對受保護管束人之需求，研擬本土化之社區戒毒矯治模式。法務部自民國87年7月1日至民國88年6月委託私立台北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呂淑妤副教授，進行「受保護管束人之藥物濫用社區矯治及復健模式研究計畫－非機構式處遇之戒毒教育訓練」。其研究共分為以下四個部分：受保護管束毒癮者之戒毒復健教育需求評估、煙毒與非煙毒受保護管束人之比較、受保護管束毒癮者之身心問題與戒毒復健教育計畫課程設計、執行與評估等；結論重點為： 
(1)在觀護體系執行的戒毒復健課程之設計，應力求「本土化」以外，亦應注意「區域化」，並依受保護管束毒癮者之成癮程度，分級分班實施。 

(2)提供保護管束毒癮者參加戒毒復健課程之優惠辦法，以加強其參加課程之動機。並建議應深入探究毒品與犯罪之因果關係與犯罪行為之併發現象。 
 (三)法務部所屬觀察勒戒所暨戒治所之處遇模式 
台灣對於毒品犯在監獄內之處遇，分二方面，先是觀察、勒戒，認有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則再裁定強制戒治處分。民國87年5月22日經總統公告施行並經過民國92年7月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就其立法精神而言，強調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的特質，採用「生理治療與心理復健雙管齊下之戒毒矯治作為」，同時，對施用毒品者雖仍設有刑事制裁規定，但可視其戒治成效，對初犯及5年後再犯者，決定是否給予不起訴處分。相較於「動員戡亂時期肅清煙毒條例」透過嚴刑重罰達到「嚇阻效果」，「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似有轉換刑事政策朝向「教化觀」的趨勢。 

詹國裕在「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施行後保護管束執行相關問題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係以治療為原則，科處刑罰為例外。本法一方面具有保安處分性質，另一方面又具有刑罰之效果，為保安處分與刑罰一元化之具體表現，兼採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功效。不僅為本法之特色，亦為未來刑事政策立法之趨勢。」 
1.觀察勒戒處分 

依現行「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民國92年7月最新修正)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年法庭對第一級及第二級之毒品施用者，應先送勒戒處所觀察、勒戒，其期間不得逾二月。 

當受觀察、勒戒人被移送到指定勒戒處所時，該所人員依程序予以接收，即查驗法院裁定書、移送公函、有無毒品犯罪前科及其它犯罪紀錄資料（文件如未備齊，得拒收或補送）；再施行健康檢查以決定是否合於所內觀察、勒戒；受觀察、勒戒人入所後發給觀察勒戒流程表以週知之。接著採集尿液並送檢驗及填載各項資料後，開始進行「受觀察勒戒人戒斷症狀、行為及情緒問題之觀察與紀錄」階段，其係依據「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評分說明手冊」實施，其內容包括：人格特質、臨床徵候和行為表現等。 
2.強制戒治處分 

受觀察、勒戒並經法院裁定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而令入強制戒治處所者，則移送戒治處所進行強制戒治。一般戒治處所是附設於監獄內，強制戒治之期間則為六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在進入戒治處所時，所方應依法定程序予以接收，並調查其入所裁定書、移送公函及其他應備文件（文件如未備齊，得拒收或補送）；再施以個人基本資料、背景之調查及健康檢查，接著施以戒治處分。
戒治處分之執行共分三階段，分別為調適期、心理輔導期、社會適應期。 

上述三個階段是逐次進階，即三階段應分別經所務委員會審核通過，如三個階段都能順利完成並通過審核，則停止強制戒治。至於各階段項目之考評標準，應以受戒治人參與課程情形、成績表現、平日言行、獎懲紀錄、書信、接見紀錄、日記、自傳及教誨紀錄等為依據。受戒治人接受戒治處遇屆滿六個月後(依照民國92年6月前未修正的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規定，最少應強制戒治三個月以上，92年6月以後，則改為六個月以上)，其成效經評定為合格者，戒治所得隨時檢具事證，報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停止戒治後，辦理出所事宜。
捌、社會工作在藥癮戒治中的角色扮演

    參與戒治矯治社會工作，於實務之運作所見認為，運用專業社工處遇助人的技巧是當務之急，近年來國內各戒治所社工人力的投入日受重視，而其績效深獲肯定。根據98年12月社區發展季刊第128期陳妙平的「矯治社會工作之起源與發展」一文談到，一般對於矯治社會工作之角色期待，大致上可分為:治療處遇提供角色、監獄發展維護角色以及研究發展角色等方面，茲分述如下。

一、在治療處遇提供角色上: 

(一)新店戒治所於民國93年研發出一套適合戒治所個案需求評估之量表，製成「戒治所社會工作處遇評估問卷」，就受戒治人之社會關係、就業適應、家庭關係、休閒及社會資源等各部分加以評估，並以面談方式完成家庭圖及工作史、用藥史等部分，作為後續設計處遇計畫之基礎，本評估量表經實施以來，提升戒治處遇之成效相當良好，頗獲肯定及接納。本研究計畫亦採借此問卷進行研究評估。

(二)根據台北戒治所於2003年針對部分接受專業處遇之受戒治人進行再犯率之調查，所謂「專業處遇」包括個別會談及團體處遇，而團體處遇則包涵自我探索、戒癮、情緒調適、溝通技巧、家庭關係等各主題，由戒治人依其意願自由報名，調查結果發現，接受專業處遇之受戒治人其再犯率僅12.89%，遠低於當年法務部針對強制戒治之統計資料所顯示之再犯率43.9%以及該所當時全體之再犯率26.6%。足見運用團體處遇之專業矯治社工是有實足效益的。

二、監獄發展維護角色上:

    眾所皆知，社會工作專業的加入對於矯正體系而言，可說是注入一股活水，引領強調秩序規範的監所管理人員，能以不同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並扭轉社會大眾對於矯正機關的負面印象。社工亦扮演「協調者」角色，扮演個案與矯正體系管理人員之間的橋樑，以促進彼此溝通的順暢，並與其他專業人員(臨床心理師、輔導員等)合作，以團隊工作模式(亦稱為綜融式社會工作generalist approach)處理個案的問題，其成效顯見。

三、研究發展角色上:

    矯治社會工作於台灣之發展是近幾年來的事情，透過科學研究將實務經驗完整呈現，有助於使矯治社會工作的角色被看見。國內戒治所成立以來，發現一個良好的現象，就是一些矯治社工員進入研究所再進修，這是值得鼓勵、及贊同的好現象，由於監所新進社工投入研究所的研讀，並撰寫與戒治領域相關之論文，產量極多，內容品質也相當優秀，如表14。

      (表14)  矯治社會工作者研究成果文獻探討
	矯治社

工姓名
	年份
	研究題目

	楊士隆李宗憲
	2010
	校園藥物濫用

	楊瑞美
	2003
	毒品政策對施用毒品者之影響~以某成年男性戒治所為例

	楊惠如
	2004
	受戒治少女藥物濫用歷程中的母女關係

	陳妙平
	2005
	成年男性藥癮者復發決定因素之探討~以台北戒治所為例

	陳妙平
	2009
	矯治社會工作之起源與發展

	張嫚純
	2006
	成癮藥物使用情境脈絡與HIV感染關聯之初探

	古淑綺
	2006
	男監中女性工作人員之職場處境

	郭文正
	2004
	藥物濫用者家屬衛生教育方案評估~以台北戒治所為例

	郭文正
	2004
	安非他命與海洛因使用者之使用藥物行為特性與信念分析

	蘇該得
	2009
	以佛朗克對生命意義的體驗過程模式~落實收容人運動處遇藉以彰顯管教功能

	江振亨
	2009
	從復原力探討矯治社會工作在犯罪矯治之運用與發展

	鄭峰銘
	2006
	更生人家庭復原力之研究

	黃永順
	2008
	論社會工作在矯正機構之未來發展

	鄭瑞隆
	2011
	藥物成癮者社會工作處遇理想模式之探討

	鄭瑞隆
	2011
	青少年藥物濫用之社工評估與處遇

	鄭善明
	2009
	毒品防制與社會工作

	吳鄭善明
	2011
	社會互動模式與校園毒品防治


        由於這些研究報告的產出，幫助矯治社會工作者，釐清理論想法及印証於實務中之有效，進而發展出更具效能的工作模式，此外，亦提升社會工作於整個矯正體系中之專業地位。

玖、結論與建議

一、針對我國衛生主管當局應努力方向之建議

 (一)應繼續積極編製藥物濫用篩檢量表，並發展戒癮業務之相關量表
針對高危險群篩檢出有藥物濫用傾向的個案，給予預防毒品教育或是必要的戒治處置，是毒品防治最經濟且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積極編製有效且可靠簡便的篩檢量表，是仍待發展的方向。行政院衛生署除了補助台北市立療養院辦理「藥物濫用篩檢量表之研究」計畫外，更積極地與法務部配合發展「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以作為司法單位對被告起訴或交付審理與否，以及作為是否施以強制戒治的依據。由於本量表的應用關係到藥物濫用防治政策的執行，因此，更應制定具體明確之標準，以供勒戒處所或支援看守所、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處所之醫療機構在臨床上使用。而經由勒戒處所勒戒後，其復發率為醫界及學者所關心，未來若是能夠掌握影響復發率的因素，將可以提供相對應的處理策略及服務模式，也可以提升戒治的成功率。
(二)應評估並繼續發展國內的藥癮治療模式
目前國內雖已有多項藥癮戒治模式在發展進行中，惟仍未臻成熟，未來應以擷取國外經驗，發展本土化治療模式為原則，繼續國內戒癮模式的發展。而發展的方向應包括：
(1)加強戒癮效果之評估研究。
(2)推展藥癮的基礎研究。
(3)加強藥癮的臨床研究。
(4)發展有效的篩檢工具。
 (5)發展良好的評估工具。
如此，整合出更符合本國社會、文化、種族的國情之治療模式。
 (三)應加強藥癮患者心理社會層次相關研究，並建立其社會、家庭支持網絡
在藥物濫用問題的探討中，心理社會因素及家庭因素的影響上，無論是在濫用原因、治療或復健上，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家庭更是深受藥物濫用的危害。因此，未來在藥物濫用的預防、治療及復健上，應以整體脈絡的角度來看藥物濫用的問題，兼顧個人的生理、心理、家庭及社會環境因素，而不只將其視為個人的行為問題或心理問題。同時，鑑於預後照顧對治療效果的延續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更應該運用社會資源，協同團隊人員協助藥物濫用者規劃出院以持續治療效果。所以，將來應重視如何結合其他社會資源，以建立預後照顧系統，來延續治療效果及培養藥物濫用者適應社會的能力。
二、青少年藥物濫用處遇及拒毒預防工作之建議

 (一)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處遇

    台灣地區目前對少年藥物濫用的處遇係依據民國87年5月20日公佈實施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中的勒戒處遇與戒治教育主要是針對藥物濫用者的保護觀察與戒斷矯正，目前最主要的是預防再犯和藥物濫用者的更生(賴擁連，2000)。為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後觀察勒戒業務之需求，法務部即於所屬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處所，以應即時之需，並依規定於所屬16所監獄、1所少年觀護所設立戒治所，提供吸毒犯之矯治，並訂頒「受戒治人處遇成效評估實施要點」及「戒治所實施階段處遇課程應行注意事項」實施戒治處遇課程，以協助受戒治人達成戒毒目標。(反毒報告書，2001)。

  由上述可知，自實施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後，相關權責單位無論在法條規定、處遇程序、戒癮設施、輔導與追蹤工作上均較該條例實施前有許多的提升與擴展，也使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的法義精神更能落實。

  (二)青少年拒毒預防之重點工作

    根據聯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UNODCCP)對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計畫所提出的基本原則，以及美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對兒童與青少年藥物濫用防治的建議，應注重藥物濫用問題背後所隱含的青少年人格成長、心理發展、家庭問題、校園及社會適應問題，應該以整體社區為基礎，以輔助青少年健全成長為核心，提供青少年身心發展所需要的輔助與社會資源，對弱勢與社會適應不良的青少年族群，更應予以協助其社會適應。亦即拒毒預防工作應整合學校、社區、家庭、社會網絡以及健康概念扶助青少年健全身心之發展。目前我國對於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工作卻僅以學校反毒教育宣導為核心，以校園安全的觀點處理有藥物濫用危險的青少年，未能以健全青少年成長的理念，協助青少年身心發展，並將網絡延伸至家庭教育及社區。

依據我國目前毒品防制工作現況，對於拒毒預防工作應設定下列重點工作項目:

1.應強化對青少年藥物濫用防治資源之投注。由於預防工作之成效不如緝毒或拒毒工作般易於評估及顯見，因此長久以來對於青少年藥物濫用之防治工作較為忽略。依據美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之研究，對於青少年的預防方案之成本效益，與日後所需的戒治處遇成本相差逾十倍以上，社會成本實在可觀。建議進行相關政策的成本效益研究，以研究為基礎，規劃各項毒品防治工作的資源投注。

2.應發展相關的調查與研究，以對青少年各項問題行為進行評估，辨識青少年藥物濫用或問題行為的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以實證研究為基礎規劃政策措施的相關作為，以確實因應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並據以評估各項防治措施的成效。

3.以輔助青少年健全身心發展為核心，摒棄反毒宣導與尿液篩檢的迷思。青少年藥物濫用行為是身心發展與社會適應不良的問題展現，意識形態的反毒宣導並未能協助青少年因應藥物濫用的危機，或解決其身心發展與社會適應不良的問題，反而他人對陷入藥物濫用問題之青少年造成排擠。而身心發展與社會適應不良的青少年，亦無須透過尿液篩檢方得以識別，應以輔助青少年健全身心發展為核心，減少促使藥物濫用的危險因子，並增進預防藥物濫用的保護因子。

4.整合學校、社區、家庭、社會資源，以建立全面性毒品防治網絡。以健康概念為核心，協助青少年健全身心之發展，以避免日後的行為問題。並強化社區之輔導諮商機制及培訓社區社工專業人才，增強社區外展社工之功能，因應青少年各項問題。

5.對初級預防工作，應以教育及輔導的方式，強化青少年的學識素養，促使青少年瞭解藥物濫用相關議題與對身心健康的認識，輔助其身心健康的發展，強化與社會化機構的連結，以減少促使藥物濫用的危險因子，並增進預防藥物濫用的保護因子。

6.對次級預防工作，應以輔導、關懷、社會福利服務的方式，協助高危險族群因應社會適應問題，例如家庭生活、課業輔導、親子關係、人際互動、情緒控制、自我效能、生涯定向、就業促進等等。

7.對三級預防工作，應以青少年利益為最大考量，協助陷入藥物濫用者解決藥物濫用問題與其他偏差行為或社會適應問題，並避免刑事司法體系對其造成傷害。

8.在介入及處遇(intervention & treatment)的層面上，對於青少年個人之心理諮商(調整認知態度與行為模式)、家庭內及學校裡之人際關係調整、家庭及社會支持網絡之重新建構、適當醫藥之投入、團體工作輔導之運作、社區資源之轉介與運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社會工作人員更必須扮演專業的個案管理員的角色，與青少年之家庭及學校密切聯繫，取得合作及評估處遇的共識。

9.除卻社會個案工作的介入外，針對青少年藥物濫用者運用團體工作專業的處遇，必能協助案主對於藥物認知、復發路徑、復發情境壓力因應、家庭社會關係等，有更多的瞭解，透過團體工作的個案分享，將可形成整體向上發展的團體動力，增進個案戒癮的動機及避免復發。

綜上所述，可知國內外目前藥物濫用之相關研究不論在質與量上的研究均有共同之發現：藥物濫用者具有較低的自我控制力、低成就感、低自我概念、低生活適應力等特徵，研究結果也提供研究者在進行團體治療處遇過程中，對藥物濫用者在人格特質、心理特徵、用藥背景、用藥態度、價值觀及與成癮的內在歷程等方面有更深的了解，有助於提高研究者在團體過程中問題的覺察。藥物濫用少年的自我認同感常會被無法控制的挫折感與失敗的經驗所影響。在這些內控的力量往往會因此式微，故對藥物濫用少年之輔導需要更多的愛心與耐心方能突破其心防，助其脫離過去因挫折失敗所累積的失敗認同，發展較佳的自我概念。

總結我國當前毒癮戒治之主要問題在於:戒癮人力資源不足、欠缺成癮性與

毒癮改善評估、處遇措施無法因應戒癮所需、戒治工作挶限機構內、社會整體戒癮資源仍有待發展以及毒品防制相關法令應具體建構社會工作的定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機制應儘速建立、矯治社會工作師應正式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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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學童偏差行為、依附鍵、信仰鍵之關聯性
與徑路分析
許春金、羅玉珠
摘要
相當多的文獻顯示，兒童時期的偏差行為可以是未來的犯罪行為重要預測指標。兒童時期的偏差行為對未來成人生活的許多不同層面亦有不良的負面影響。因此，探討兒童早期偏差行為之影響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過去的偏差行為研究，大多是以國、高中的青少年或受保護管束、感化教育的犯罪少年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較少探討國小兒童的觸法行為。其次，偏差行為的研究也鮮少關注學童的信仰鍵，故本研究使用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共513名之問卷資料做分析，探討依附鍵及法律信仰鍵對兒童偏差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法律信仰鍵及依附鍵具有關聯性且確實均會影響兒童的偏差行為。研究亦發現：學童有較高程度的法律信仰，僅有較低程度的中立化信仰。研究結果同時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內在的是非信仰判斷已然形成，且有相當的一致性(consensus)。徑路分析亦發現：偏差同儕依附是偏差行為最大的影響因素，而學童個人內在法律信仰較家庭依附及學校依附更能直接影響偏差行為。研究結論指出，個人法律信仰與道德判斷應早於國小高年級之前形成，對偏差行為才有抑制效果。
關鍵字：依附、信仰、兒童、偏差行為
壹、前言
兒童時期是一個人格塑造及培育的關鍵時期，是社會將來的希望。無論是警察統計或法務統計均顯示（表1），兒童犯罪或觸法行為均只佔刑事案件中的少數，且10年來變化不大。但誠如Sampson and Laub(1993:20-21)所指出，兒童反社會行為(如：偏差行為、行為違常及暴力傾向等)常與成人問題行為(troublesome behaviors)有連續性(continuity)。兒童時期的各種反社會及偏差行為等會以各種不同型式的犯罪、偏差行為(如：家庭暴力、街頭犯罪及酗酒、毒品使用等)延續至成年；兒童或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對成年生活也會有許多不良影響，如：教育失敗、就業不穩或婚姻失和等。因此，就犯罪預防角度而言，應對兒童時期的各種反社會行為及其影響因子付以相當程度的關心、注意和研究。
表1 歷年兒童犯（嫌疑人）與犯罪人口率（每十萬人）
	年別
	警察統計
	
	法務統計

	
	嫌疑人數
	犯罪人口率
	
	定罪人數
	犯罪人口率

	2000
	525
	13.93
	
	285
	7.60

	2001
	533
	14.31
	
	263
	7.11

	2002
	458
	12.53
	
	231
	6.40

	2003
	414
	11.61
	
	201
	5.71

	2004
	377
	10.88
	
	199
	5.83

	2005
	384
	11.45
	
	240
	7.29

	2006
	462
	14.28
	
	239
	7.52

	2007
	496
	15.91
	
	204
	6.67

	2008
	472
	15.75
	
	190
	5.83

	2009
	452
	15.90
	
	203
	7.23


資料來源：1、犯罪狀況及其分析（法務部，2009年）
   2、中華民國刑案統計（刑事警察局，2009年）
Hirschi(1969,2002)的社會控制理論常常是探討青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影響因素的重要理論依據。當孩童與家庭、學校、同儕或信仰體系的鍵斷裂或變弱時，犯罪與偏差行為成為可能。Sampson and Laub(1993:186-190)運用社會控制理論至生命歷程的探討，發現社會鍵的起伏變化(尤其是婚姻及職業)，是解釋犯罪中止/持續的重要關鍵。但既使如此，有關於Hirschi社會控制理論四個社會鍵及其之間的關係，在台灣仍僅有少數相關的研究和討論(參見董旭英、王文玲,2007；譚子文,2009；譚子文、范書菁,2010)。尤其有關信仰鍵的探討更是鳳毛麟角(董旭英、王文玲,2007)。事實上，信仰是許多偏差行為理論的主要變項，例如：犯罪副文化理論主張，偏差行為者是遵守一套支持或原諒犯罪的信仰系統。因此，這些理論主張一個人所具有的支持犯罪之信仰系統是其犯罪的主要原因。在緊張理論方面，除了Merton以外，均主張少年犯罪者以一套反中產階級的信仰系統，來解決低身份地位所造成的緊張。但相對於此，大部分控制理論者均主張，就犯罪而言，社會有相當一致的(反犯罪或法律)信仰觀，只是被不同程度的〝中立化〞（neutralized）（Matza,1964）了。因此，探討學童的法律信仰的傾向，事實上亦可成為犯罪理論的檢驗。
    文獻上已有相當數量關於少年偏差或犯罪行為之研究，但對於兒童觸法的偏差行為之研究較少，而探討兒童之信仰價值觀與偏差行為之關係更是缺乏。不僅如此，Hirschi(1969：29)也指出，依附是信仰的主要來源。只要孩童尊敬、依附（甚或懼怕）父母親、學校、同儕及一般的成人世界，則他會接納他們的規範；相反地，假若依附降低，也會喪失規範的強制性質。故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乃在運用「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1996）之「兒童、少年觸法成因及處遇方式之比較研究」，所提供一般國小五、六年級學童以及27位觸法兒童一共513名之問卷資料做分析，探究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及同儕依附等依附鍵與內在法律信仰間之關係、對兒童偏差行為之影響力及影響徑路等。這樣的探討不僅可以澄清不同社會鍵間之關係，研究結果亦可作為輔導兒童偏差行為以及預防少年犯罪的依據。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兒童偏差行為研究的重要性與預測性
有相當多的研究發現，兒童時期出現的反社會與偏差行為，會以相當的穩定性延續至成年生命歷程之各個領域（Olweus,1979;Loeber,1982;Huesmann et.al.,1984;Gottfredson and Hirschi,1990）。甚至80年前格魯克研究即已發現〝反社會生涯的早期因子〞（the early genesis of antisocial careers）（1930:143，引自Sampson and Laub,1993）。犯罪學研究將這種連續或穩定發生的現象區分成〝同質連續〞（homotypic continuity）和〝異質連續〞（heterotypic continuity）（Caspi and Bem,1990:553）。前者是指相同或相似行為於生命各個階段不斷發生；後者則是指外顯的不同類型行為發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但卻有推論上的共同潛在特性。例如，兒童時期的某類型行為可能無法預測成人時期同類型行為的發生，但卻與此類型行為概念上一致的行為有所關聯。這類行為不一定是犯罪行為，在成人領域上可包括：酗酒、違反交通規則、婚姻或人際衝突、就業不穩定及虐待兒童等。Gottfredson and Hirschi(1990:91)則以〝與犯罪相類似的行為〞（analogous to crime）如，意外事故、吸菸、酗酒、浮濫的性活動等來說明〝異質連續〞的概念，並認為有共同的影響因素——低自我控制。
但是，兒童時期的不良個人特性（如：脾氣不佳等）及偏差行為，不僅可能穩定地出現，且亦可能對成人各層面生活造成負面影響。例如，Huesmann等人（1984）的研究發現，兒童時期的攻擊不僅與成人時期的攻擊有關，亦且與婚姻衝突、酒醉駕車及虐待孩童有關。Sampson and Laub(1993:20-21)等人追蹤研究1930年代格魯克夫婦所收集的偏差行為小孩發現，無論以官方或非官方資料為測量，兒童時期的反社會行為可以不同型態（如：酗酒、精神疾病、意外事故、家庭暴力、軍事犯罪及各種街頭犯罪或偏差行為等）而延續至成人時期；因此，兒童時期至成年時期之犯罪行為有其延續性。Robins(1966)、Farrington(1979)、Jessor、Donvan與Costa(1991)等人亦有類似的研究發現。心理學所謂〝異質連續〞的研究發現與犯罪學的〝犯罪多樣性〞研究發現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尚有一些研究發現，兒童時期的偏差行為與成年後的階層成就有關。Caspi(1987:1211)研究發現，具有難以控制、衝動性傾向的兒童，較有可能提早結束學業、失業或工作不穩定及收入偏低等。「Deviant Children Grown Up」一書的作者Lee Robins發現，兒童時期的反社會行為與成人時期的職業地位、收入、就業及居住穩定性等有很堅強的關係(1966：95-102)。Lee Robins甚至結論認為：〝兒童時期的反社會行為可以預測其未來的社經地位，優於以社經地位預測其反社會行為〞(1966:305)。
綜合上述，研究證據顯示，兒童時期的偏差行為會穩定地延續至生命歷程中的各個階段；也會負面地影響成人時期之各個不同生活領域。因此，我們應重視此領域的相關研究。
二、依附鍵與信仰鍵的分析
  Hirschi（1969）承襲法國社會學家 Durkheim 的觀點：認為當個人與社會團體有連結時，個人的欲望就可受到控制，犯罪與偏差行為的機率就會降低。Hirschi並且提出影響個人順從社會規範的四個社會鍵(social bonds)：依附（attachment）、奉獻（commitment）、參與（involvement）及信仰（belief）等。社會鍵是社會化而來，包含了感情、物質、時間和道德四個面向，個人若能與社會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鍵，犯罪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國內近年來有關少年偏差行為各種原因理論的實證研究中，社會控制理論的運用最廣，也獲得最多的驗證與支持，但綜觀各相關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是以「依附」為研究的重心，但對於奉獻、參與、信仰三方面著墨較少，而這三個社會鍵，其中對於個人行為影響相當重要的應該是「信仰」，侯崇文（2001）指出「信念（信仰）因關係到社會規範或價值觀，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同時信仰也是一個人內在人格的一部分，影響著個人的行為舉止。因此以下僅就依附鍵和信仰鍵的內容與關係提出討論。
(一)依附鍵
依附鍵是社會控制理論最明顯、突出的特徵。依附鍵也是社會控制理論的感情鍵，強調當孩童與父母親、學校及同儕建立起強而有力的感情關係和認同時，偏差及犯罪即較不可能。Hirschi因此強調對傳統人物或機構感情的附著是防止犯罪最主要的力量。依附的主要對象有父母家庭、學校及同儕朋友等。其中，尤以度父母家庭的感情依附最為重要。Hirschi主張，孩子與父母親的情感鍵愈強，則孩子的道德心愈可能發展，而當他要從事偏差行為時，亦愈可能考慮父母親對其行為所給予的評價和反應，因此將大大降低孩子從事偏差或不良行為的可能性。相反地，若孩子與父母親的情感鍵微弱，則不僅孩子的道德心難以發展，他亦愈不可能考慮父母親對其行為所給予的評價和反應，因而將增加孩子從事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且若孩子愈珍惜與父母親的感情和意見，則他愈不可能做出令父母親尷尬或失望的行為。Hirschi的實證研究也指出，犯罪少年比正常少年對父母有較少的溝通、認同，情感上亦較不依附於父母，因此也較不能與父母親共同分享其精神生活，而成為家庭中的一份子（1969:85-97）。
其次為學校依附。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認為：孩子愈附著於（或喜歡）學校，孩子愈不可能從事非行行為。這是因為孩子若覺得對學校團體沒有感情上的依附，那麼學校的規範似乎不能約束或控制孩子，孩子也較不在乎老師對他的看法，甚而可能認為學校管教不合理或沒有權力來約束他們，其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即大增。
最後，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認為：孩子愈附著於其同輩團體，愈尊敬或崇拜朋友的言行和談吐，因而愈不可能從事非法行為。這是因為：孩子愈附著於其同輩團體，他愈不願喪失可能敬佩的朋友，也愈會考慮朋友對他行為的意見，也因此愈不可能從事違反法律的行為。
依附鍵在社會控制理論佔有核心地位，因為依附鍵會影響其他社會鍵的建立。如：譚子文（2009）運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研究發現：高依附關係即會有高參與傳統活動，不因高中生樣本而有所差異；青少年參與傳統活動類型及程度的差異是源於依附關係的不同；高中生依附父母的程度愈高，則其參與家庭活動時間愈多，參與休閒活動的時間相對減少。本研究依循上述的研究發現欲探求依附鍵與信仰鍵之關係。
(二)信仰鍵
信仰或信念是指一個人的信仰觀念或信仰系統。在犯罪學理論中存在者三種信仰觀：中產階級信仰觀、低階級信仰觀及犯罪信仰觀。緊張理論主張，低階級青少年而具有中產階級信仰觀者，較可能經驗到挫折而以偏差行為為適應方式。Miller(1958)則主張，低階級小孩信仰於一套低階級信仰體系(如：宿命論、找麻煩、強硬及小聰明等)，而使他們的行為容易與法律有所扞格。而Sutherland(1978)則主張，青少年犯罪者是學習到一套有利於犯罪的信仰系統，因此而自然傾向於犯罪。本研究將以探討犯罪信仰觀為主。Hirschi認為，一個社會對犯罪行為的界定與行為規範應有共同一致的認定，而非如犯罪副文化理論所言會有不同的認定，甚有信仰犯罪價值觀者。但是，他認為，人們對於所應遵守之行為規範的道德效力是有程度上之差別（1969：26）。例如，大家可能都會認為竊盜是不對的、不好的，但是某些人對竊盜行為之規範的尊敬程度及道德效力是較不足的，因此他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就會提高。
Hirschi認為：一個人若是對社會的道德規範或法律不尊重時，他便有陷於犯罪的危機。尤其當一個人若是不尊重或信仰法律與警察的權力，同時亦汲汲營營於規範的漏洞，則亂迷的狀態已在其個人產生，其離犯罪已不遠矣！一個青少年若是對法律或社會上的道德規範，沒有強烈的正義感；或對是非觀念模稜兩可，那麼他怎麼會承認法律或執法機構對其有約束的力量呢？
國內有關價值觀知偏差行為之研究亦不在少數，但主要集中在青少年以後之傳統價值觀之探討。其中，董旭英、王文玲（2007）在探討傳統價值信念、偏差價值態度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相關性時，發現必須考慮到國、高中生階段的差異效應。他們對1,292名之國、高中生研究發現，當考慮性別與自我控制效應後，傳統價值觀與偏差價值觀對高中生偏差行為之發生均未產生作用。這意味著當青少年年齡稍長時(高中生)，左右其偏差行為的發生主要受自我控制的影響，而非其價值觀體系。但在青少年初期（國中生），無論自我控制程度如何，傳統價值觀與偏差價值觀對其偏差行為之發生，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正顯示個人價值體系對國中生行為發展的重要性。本研究將延續上述的研究發現，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個人價值觀與偏差行為之關係，並與依附鍵之影響相互比較。
三、依附鍵與信仰鍵之關聯性
在說明各社會鍵之關係時，Hirschi指出，雖然各社會鍵對偏差行為均有獨立性影響，但一般而言，一個人的其中一社會鍵愈強時，其他社會鍵亦會愈強。因此，當一個人之依附鍵愈強時，他對傳統社會規範之信仰鍵亦會愈強（1969:27）。換言之，規範、良知及超我等的內化均以個人對他人的依附為基礎。他引用Durkheim的話語：〝我們個人成為道德動物的程度以我們成為社會動物的程度為衡量〞（We are moral beings to the extent that we are social beings）（1969: 18)。亦即當我們內化（internalized）了社會的道德規範以後，我們才成為道德之人。他又引用認知心理學家Jean Piaget的描述：〝並非一個人所設下的法律之強制性質使我們尊敬此人，而是我們對此人之尊敬使我們覺得有遵守他所設下之法律的義務〞（1969:29）。因此，尊敬、依附是信仰的來源。只要孩童尊敬、依附（甚或懼怕）父母親、學校、同儕及一般的成人世界，則他會接納他們的規範。相反的，假若依附降低，也會喪失規範的強制性質。然而，假使依附喪失，對法律的信仰仍對守法或偏差行為有獨立性影響。同樣地，對法律信仰的喪失，依附仍可對守法行為有所影響(1969:30)。換言之，兩者均對守法行為有獨立性影響。
綜合上述的討論，具體而言，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學童的內在法律信仰傾向如何?是反犯罪信仰觀或支持犯罪信仰觀?又信仰觀是否具有集中一致性（consensus）或差異性（variation）？
 (二)依附父母、依附學校及依附同儕與信仰鍵之關係為何？
 (三)依附鍵與信仰鍵對國小高年級孩童偏差行為的影響效力如何？
參、研究方法
一、理論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綜合文獻與理論，以學童的人口特徵變項，分別來探討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的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偏差同儕依附與內在信仰及偏差行為的關係。茲將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圖1研究架構圖
    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擬透過量化分析探討下列問題：
 (1)家庭、學校、同儕等依附鍵及內在信仰是否與兒童偏差行為有關？
 (2)依附鍵是否影響內在信仰？
 (3)內在信仰與依附鍵可否有效預測兒童的偏差行為？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是使用「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託許春金、黃富源、侯崇文、謝文彥、周文勇、孟維德（1996）在「兒童、少年觸法成因及處遇方式之比較研究」所提供之問卷資料做分析。研究對象因考慮城鄉差距，採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在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以及宜蘭縣、彰化縣、屏東縣各抽取一所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學生為施測對象。此外，並委由各輔育院訓育組長及地方法院主任觀護人，利用假日輔導時對觸法兒童或少年抽樣施測。所得的樣本(抽樣過程及結果請參考原報告 pp.15-17)，選擇其中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童為本研究之樣本，共計513人。
表2 樣本特性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261
	50.9

	
	女生
	246
	48.0

	年級
	五年級兒童
	244
	48.3

	
	六年級兒童
	263
	51.7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423
	82.5

	
	單親家庭
	38
	7.6

	
	再生家庭
	9
	1.8

	
	其他
	26
	5.2

	父親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中學
大專以上
不知道
	142

213

53

81
	29.1

43.5

13.9

16.6


         註：本表次數總和未達513人者為遺漏值所致。
就如同Sampson and Laub(1993：2)在分析格魯克夫婦於1950年代所收集之青少年犯罪資料所指出：過份強調〝當代資料〞主要源自社會科學研究忽略時間層面之想法。並指出合宜地使用實證資料做為新理論觀點之測試，對當代社會犯罪問題之討論，可以做出貢獻。因此，本研究資料雖於15年前所收集，但經本研究再加整理作為以往所忽略之理論觀點之測試，應屬合宜。
三、變項測量
    本研究各變項是依據社會控制理論延伸而來，故屬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代表所得的資料與欲測量之目標相符。依變項為兒童的偏差行為，自變項包括依附以及內在信仰等變項，而控制變項為人口特徵變項。其變項測量分述如下：
 (一)依變項
    為學童的偏差行為，問卷採用自陳式報告，由受測者就過去一年內是否曾經從事的偏差行為，依行為次數選擇適當答案。包括十九項不良行為及虞犯行為：未經許可拿走財物、無故逃家在外過夜、偷駕駛或騎汽機車、逃學、抽菸、飆車、毀損學校設備、無故破壞汽機車、與他人打架、攜帶刀械危險物品、吸食強力膠、閱讀觀賞色情書刊影帶、賭博、跟老師頂嘴、參加幫派、出入不良風化場所、恐嚇取財、被學校記警告以上、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等。其反應項包括：「從未」、「1~2次」、「3~5次」、「6~10次」、「10次以上」等五個選項。建構偏差行為指標時，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5，所取的值愈高，其偏差行為的程度也愈高。其次進行信度分析，測得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0.926，顯示本量表的整體信度良好。
 (二)自變項
   1.家庭依附
    家庭依附包含父親、母親之監督、管教、相處的情形、家庭氣氛及親子關係等部分。父母監督、管教方面，分別測量受試者與父親、母親之相處情形如：父親/母親(1)與我一起吃晚餐、(2)了解我、會向我解釋家規、(3)會檢查要我做的事有沒有做好、(4)知道我哪裡去、(5)一起與我去運動或郊遊、(6)會喋喋不休的責罵我；以及家庭氣氛、親子關係之測量題目如：(7)我做錯事時他們會責罵我、(8)父母親打罵，對你大吼發脾氣、(9)覺得在家中是多餘的一員、(10)覺得父母對你缺乏關愛和鼓勵、(11)父母親在家的時間很少、(12)遇到不懂的事父母會教導、(13)家庭內發生爭吵、(14)覺得父母和你溝通不良。其反應項包括：「從未」、「很少」、「偶而」、「經常」等四個選項。建構家庭依附量表時，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反向題(6)、(8)、(9)、(10)、(11)、(13)、(14)則反向計分；所取的值愈高，代表家庭依附的程度愈高。題項(6)父親會喋喋不休的責罵我、母親會喋喋不休的責罵我、以及(7)、(8)等四題的總相關係數較小，因此刪除。其次進行信度分析，測得其 Cronbach's α值為 0.848，顯示本量表的整體信度良好。
   2.學校依附
學校依附包含學校學習環境、學習成就、師生關係及喜歡上學等部分，其測量題目包括：(1)喜歡上學、(2)在乎老師對你的看法、(3)很多老師關心你、(4)老師總是找我麻煩、(5)老師大多是了解學生的、(6)班上有同學違反校規、(7)班上有同學和老師發生衝突、(8)班上上課的秩序不好、(9)班上同學曾給老師惹麻煩、(10)班上同學成績普遍不好，其反應項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等四個選項；以及(11)你的學業成績平均如何？①85分以上、②75~84分、③65~74分、④50~64分、⑤50分以下，(12)和學校的其他同學比較之下，你認為自己的學業成績是屬於哪一級？①上等、②中上等、③中等、④中下等、⑤下等。建構學校依附量表時，上述四點量表反應項目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類別項目依選項為1~5分，反向題(4)、(6)、(7)、(8)、(9)、(10)、(11)、(12)則反向計分，所取的值愈高，代表學校依附的程度愈高。其次進行信度分析，測得其 Cronbach's α值為 0.673，顯示本量表的整體信度尚可。
   3.偏差同儕依附
    「偏差同儕依附」包含「偏差友伴」、「與朋友至不良場所」二部分。偏差友伴之測量題目：如你要好的朋友中(1)有多少人曾經中途停止學業、(2)有多少人參加不良團體、(3)有多少人曾經被學校記警告以上、(4)有多少是老師不喜歡的人，其反應項包括：「無」、「少數」、「大多數」、「全部」等四個選項。與朋友至不良場所方面之測量題目：如前三個月你經常和要好的朋友逗留過下列哪些場所 (5)電玩店、(6) KTV、MTV、DTV、(7) 酒吧、舞廳，其反應項包括：「從未」、「很少」、「偶而」、「經常」等四個選項，建構同儕控制量表時，上述七個題項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偏差友伴、與朋友至不良場所二部分所取的值合計分數愈高，代表其偏差同儕依附的程度愈高。並測得其 Cronbach's α值為 0.739，顯示本分量表的整體信度良好。
   4.法律信仰
 根據Hirschi的反犯罪信仰（Hirschi亦以法律信仰稱之，1969:198）而由六個測量題目所組成，包括(1)既然有了法律，人就應該遵守、(2)一個人應該盡量使自己的行為符合規範、(3)得到好成績是很重要的、(4)犯法的人，總有一天會被抓到、(5)如果我做了犯法的事，就會覺得很難過、(6)我一向尊敬警察；其反應項包括：「非常不同意」、「有點不同意」、「有點同意」、「非常同意」等四個選項，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所取的值愈高，代表其法律信仰的程度愈高。經項目分析後，題項(3)的總相關係數較小，因此刪除。 其次測得此五題之 Cronbach's α值為 0.767，顯示本分量表的整體信度良好。
   5.中立化信仰
    相對於法律信仰則為中立化信仰，由六個測量題目所組成，包括(1)守法的人常吃虧、(2)為了得到好成績，作弊一下也無妨、(3)想要出人頭地就要動歪腦筋、(4)從小缺乏父母關愛的人，成為不良少年是情有可原的、(5)受到朋友牽連而做壞事，值得原諒、(6)有時候鑽法律漏洞是難免的。其反應項包括：「非常不同意」、「有點不同意」、「有點同意」、「非常同意」等四個選項，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所取的值愈高，代表其中立化信仰的程度愈高。經項目分析後，題項(1)的總相關係數較小，因此刪除。其次測得此五題之 Cronbach's α值為 0.631，顯示本分量表的整體信度尚可。
 (三)控制變項
在探討犯罪及偏差行為形成時，必須將個人屬性與特質、家庭背景等因素加以控制，才不致造成分析結果的扭曲（侯崇文,2001；董旭英、王文玲,2007）。而有關犯罪及偏差行為的研究不斷指出（Hirschi,1969：235-244），性別、年齡及族群均是影響犯罪及偏差行為的重要人口變項。由於本研究中，除了漢民族學童外，並無其他族群學童，因此，將性別與年齡列為主要控制變項。
社經地位雖與官方犯罪統計相關，但卻與自陳偏差弱相關或甚至不相關，為求周延亦將之納為控制變項。有一些研究發現（Hirschi,1969；溫淑盈,2004；郭慧敏,2005；蘇英玫,2007；張玲榕,2009），家庭結構（單雙親、無父母等）與偏差或犯罪行為有明顯的相關，在本研究中亦加以控制。
自我控制雖為犯罪研究中的自變項，但根據Gottfredson and Hirschi(1990)的論點，兒童在10歲左右自我控制傾向已形成，本研究樣本均超過10歲，因此，亦將之列為控制變項。
各控制變項的測量描述如下：
   1.性別：男生與女生。
   2.年級：五、六年級之兒童。
   3.家庭結構：分為雙親家庭、單親家庭、再生家庭、其他。
   4.社經地位：依據原問卷資料的分類方式，以父親的教育程度代表家庭的社經地位，國小以下的為低社經，最高學歷是中學教育（國中、高中職）為中社經，最高學歷為大專以上（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為高社經地位的家庭。
   5.低自我控制：根據 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自我控制在兒童後期或少年早期即已形成，因此以衝動性、享樂性、專心性等為低自我控制之操作化，共十八個測量題目組成，就受試者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作答，包含問題：(1)脾氣暴躁、(2)很容易衝動、(3)做事馬馬虎虎、(4)很難專心做一件事、(5)碰到難題容易放棄、(6)容易和別人爭吵、(7)做刺激的事、(8)不高興會亂摔東西、(9)會為了眼前快樂，不惜犧牲長遠目標、(10)會因為一時高興，而不對所做的事多加考慮、(11)如果有機會，會做一件讓大家吃驚一下的事、(12)覺得自己快樂就好、(13)大部分的人會因為順利達到目的而說謊、(14)一個誠實的人不可能出人頭地、(15)腳踏實地的人不夠聰明、(16)作息規律不適合自己、 (17)會做讓自己後悔的事、(18)人生很苦，應及時行樂。其反應項包括：「從未」、「很少」、「偶而」、「經常」等四個選項。建構自我控制量表時，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所取的值愈高，代表其低自我控制的程度愈高。經信度分析，測得其 Cronbach's α值為 0.877，顯示本量表的整體信度良好。
四、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SPSS統計軟體以下列統計分析方法來分析資料回答研究問題：
 (一)描述性統計：以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分析各變項分布的情形及特色。
 (二)Pearson積差相關：利用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同儕依附、內在信仰與偏差行為各變項間相互關聯的程度。
 (三)徑路分析：徑路分析的因果模式是根據理論及研究架構之假設，包括下列迴歸分析模式：①依附、內在信仰→偏差行為；②依附→法律信仰；③依附→中立化信仰。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方法，由各測量變項之徑路係數（迴歸方程式中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分析與預測各變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程度。
五、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影響偏差行為的因素很多，本研究由於受限於現成問卷，因此在社會控制理論的變項，主要以依附鍵及信仰鍵之情況來加以探討，未能全面性地涵蓋所有犯罪學理論變項，尤其研究發現影響兒童的偏差行為的因素，還有其他的中介變項或潛在變項，未來可針對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做探討。
其次，本研究由於採用次級資料分析，因此在分析上受到了一些限制，例如在信仰鍵的測量上僅能侷限於法律信仰和中立化信仰，對於中產階級價值觀與低階級價值觀與偏差行為的關係則無法加以探討。另外由於遺漏值(missing data)的限制，亦無法進行結構方程式(SEM)的檢驗，這些都是未來研究可以改善的。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內在信仰之差異分析
表3 信仰鍵與性別差異表
	變  項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
	F 值
	顯著性

	法律
信仰
	男生
	2.947
	1.128
	0.383
	7.040
	.008

	
	女生
	3.049
	1.012
	0.332
	
	

	
	總和
	2.997
	1.079
	0.360
	
	

	中立化
信仰
	男生
	1.908
	1.526
	0.800
	6.147
	.013

	
	女生
	1.779
	1.387
	0.780
	
	

	
	總和
	1.846
	1.468
	0.796
	
	


    雖然探討信仰鍵之性別差異的研究相當地少，譚子文（2009）的研究指出，依附鍵與參與鍵有性別的差異，除了依附父親是男生大於女生外，依附母親、依附學校、依附同儕及參與休閒活動等均是女生大於男生。由於性別一直是犯罪與偏差行為的重要相關因素，而若法律信仰鍵會影響偏差行為，則我們應有興趣探討法律信仰鍵之性別差異。首先，表3顯示出，認為應遵守法律規範或認知其效力的法律信仰得到學童相當高程度的支持；相反地，認為可以鑽法律漏洞或逃避規範的中立化信仰則得到較低程度的支持，而且法律信仰的變異係數低於中立化信仰的變異係數（0.360 vs. 0.796），顯示法律信仰的一致性較高，而中立化信仰則一致性較低。
    而為了解學童信仰鍵的性別差異性，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法律信仰與中立化信仰之F值分別為7.040**(p值=.008＜.01)、6.147*(p值=.013＜.05)，均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表示信仰鍵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不同。女生的法律信仰高於男性；而男性的中立化信仰高於女性。
    由此可知，學童的是非觀念及法律概念在國小高年級階段已然形成，而且信仰鍵雖然有些許差異，但亦相當一致（consensus），尤其在法律信仰方面，學童有相當高程度的建構，而中立化信仰則有較低程度的表現，因此 Hirschi 的論點可得到相當支持—即人們有相當一致的反犯罪信仰觀，但卻有小幅度的變異( variation) 。
二、各變項之關聯性分析
    為了回答研究目的，乃進行各自變項間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4。
 (一)偏差行為與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偏差同儕依附及內在信仰之相關分析
    根據Pearson積差相關的結果(表4)分析結果所顯示：｢偏差行為｣與｢家庭依附」、｢學校依附」、｢法律信仰」具有低度負相關；與｢偏差同儕依附」具有中度正相關、與｢中立化信仰」具低度正相關。表示兒童的偏差行為會受偏差同儕依附、中立化信仰的影響；而且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和法律信仰對於偏差行為有抑制的作用。
 (二)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偏差同儕依附及內在信仰的關聯性
    表4亦顯現出，｢法律信仰｣與｢家庭依附｣是呈現正相關、與｢偏差同儕依附｣呈現負相關，表示家庭的依附力愈高，法律信仰的程度愈高；但偏差同儕的依附力愈高，法律信仰的程度愈低。而｢中立化信仰｣與｢家庭依附」是呈現低度負相關、與｢偏差同儕依附｣是呈現低度正相關，表示家庭依附的程度愈高，中立化信仰的程度愈低；當偏差同儕的依附力愈高，中立化信仰的程度亦愈高。
表4 偏差行為與家庭、學校、偏差同儕依附及內在信仰之相關係數表(Pearson's r)

	相關變項
	偏差行為
	家庭依附
	學校依附
	偏差同儕依附
	法律信仰
	中立化信仰

	偏差行為
	r
	1
	
	
	
	
	

	
	顯著性 
	
	
	
	
	
	

	家庭依附
	r
	-.288***
	1
	
	
	
	

	
	顯著性 
	.000
	
	
	
	
	

	學校依附
	r
	-.173***
	.261***
	1
	
	
	

	
	顯著性 
	.000
	.000
	
	
	
	

	偏差同儕依附
	r
	.660***
	-.277***
	-.287***
	1
	
	

	
	顯著性 
	.000
	.000
	.000
	
	
	

	法律信仰
	r
	-.342***
	.156**
	.054
	-.254***
	1
	

	
	顯著性
	.000
	.001
	.242
	.000
	
	

	中立化
信仰
	r
	.179***
	-.105*
	-.063
	.110*
	-.223***
	1

	
	顯著性 
	.000
	.021
	.171
	.017
	.000
	


註：顯著性(雙尾) *p＜.05；** p＜.01；*** p＜.001
    由相關分析得知，依附鍵、信仰鍵對於學童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力，為詳知此二個自變項對於偏差行為之影響關係，因此以人口特徵為控制變項，以偏差行為為效標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依附鍵、信仰鍵對於兒童偏差行為的預測力，並藉由徑路分析的方法，分別探究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偏差同儕依附、法律信仰、中立化信仰對於偏差行為之影響關係。
三、徑路分析
    分別進行自變項為人口特徵變項及依附變項、內在信仰變項，效標變項為｢偏差行為｣；自變項為人口特徵變項及依附變項，效標變項為｢法律信仰｣；自變項為人口特徵變項及依附變項，效標變項為｢中立化信仰｣等多元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依變數
	β值
	t 值
	顯著性
	F 值
	R
	R平方

	1
	(常數)
	偏差行為
	
	3.222
	.001
	50.733***
	.755
	.570

	性別
	
	.028
	.807
	.420
	
	
	

	年級
	
	.104
	3.020
	.003
	
	
	

	家庭結構
	
	.159
	4.595
	.000
	
	
	

	
	社經地位
	
	-.032
	-.923
	.357
	
	
	

	
	低自我控制
	
	.125
	3.151
	.002
	
	
	

	
	家庭依附
	
	-.038
	-.924
	.356
	
	
	

	
	學校依附
	
	-.028
	-.740
	.460
	
	
	

	
	偏差同儕依附
	
	.559
	14.249
	.000
	
	
	

	
	法律信仰
	
	-.131
	-3.739
	.000
	
	
	

	
	中立化信仰
	
	.075
	2.166
	.031
	
	
	

	2
	(常數)
	法律信仰
	
	12.365
	.000
	3.859***
	.272
	.074

	
	性別
	
	-.051
	-1.003
	.317
	
	
	

	
	年級
	
	.150
	3.024
	.003
	
	
	

	
	家庭結構
	
	-.145
	-2.897
	.004
	
	
	

	
	社經地位
	
	.019
	.382
	.703
	
	
	

	
	低自我控制
	
	-.017
	-.296
	.767
	
	
	

	
	家庭依附
	
	-.039
	-.660
	.510
	
	
	

	
	學校依附
	
	.012
	.220
	.826
	
	
	

	
	偏差同儕依附
	
	-.156
	-2.748
	.006
	
	
	

	3
	(常數)
	中立化
信仰
	
	6.165
	.000
	2.480*
	.221
	.049

	
	性別
	
	.116
	2.266
	.024
	
	
	

	
	年級
	
	-.048
	-.945
	.345
	
	
	

	
	家庭結構
	
	.010
	.204
	.838
	
	
	

	
	社經地位
	
	.088
	1.735
	.083
	
	
	

	
	低自我控制
	
	-.034
	-.594
	.553
	
	
	

	
	家庭依附
	
	-.088
	-1.471
	.142
	
	
	

	
	學校依附
	
	-.073
	-1.301
	.194
	
	
	

	
	偏差同儕依附
	
	.065
	1.143
	.254
	
	
	


進行三次多元迴歸得到的結果顯示，三個模式均達顯著水準，且三個依變項能夠有效的被解釋，解釋變異量分別是偏差行為的57%、法律信仰的7.4%、中立化信仰的4.9%。整個模式估計的結果，在控制人口特徵變項後，為清楚顯示依附鍵、信仰鍵對兒童偏差行為的影響，僅繪製依附鍵、信仰鍵對兒童偏差行為(人口特徵變項不繪出)之徑路圖，如圖2所示：

                                                .559***

                       
                                       
                                      -.156**

                                   .075*               -.131***

圖2兒童偏差行為之徑路圖
    根據標準化迴歸係數分析(由圖2顯示)，有下列幾項發現：
 (一) ｢偏差同儕依附｣與｢法律信仰」之間的影響效果顯著，β值為-.156，表示愈依附偏差同儕者，愈不具法律信仰觀。
  (二)對兒童偏差行為的影響中，｢偏差同儕依附｣、｢法律信仰｣和｢中立化信仰｣三個變項會直接而且會顯著的影響偏差行為(β值分別為.559、-.131、.075)。表示愈依附偏差同儕、愈持中立化信仰、愈不具法律信仰者，愈易產生偏差行為。其中，｢偏差同儕依附」是對兒童偏差行為影響最重要的解釋變項，顯示｢偏差同儕依附」會顯著的影響兒童偏差行為。
 (三)另外，依據兒童偏差行為之徑路圖(圖2)，可以看出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並不直接影響法律信仰與中立化信仰的內在信仰。主要原因應是國小高年級階段的信仰觀已是經過長期模仿、觀察，內化的結果，已成為個人的人格與處事判斷的準則。由此可知，應該提早培養兒童的道德觀，並在高年級之前，建立兒童正確的信仰判斷、養成自律的行為是非常重要的。
伍、結論與討論
    兒童偏差及問題行為是重要的犯罪防治議題。本研究首先發現，法律信仰如：守法、行為符合規範、犯法會感到難過及尊敬警察等反犯罪價值觀獲得學童較高支持，而中立化信仰如：為得到好成績可作弊、出人頭地要動歪腦筋、缺少父母關愛而成為不良少年或因朋友牽連而做壞事是可原諒的、可鑽法律漏洞等則獲得較低程度的支持。換言之，學童的價值信仰較傾向於「反犯罪信仰」；而「中立化信仰」則獲得學童較低的支持。這樣的研究發現顯然並未支持以犯罪價值觀為前提的犯罪學理論（如：蘇哲蘭的學習理論、Wolfgang的犯罪副文化理論等）。但這樣的研究發現卻可支持以反犯罪價值信仰存在為前提的犯罪理論（如：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自我控制理論及Felson的日常活動理論等）。
     其次，本研究也發現，家庭依附、學校依附及信仰鍵等不同社會鍵間，除學校依附與信仰鍵外，有關聯性存在。尤其家庭依附與法律信仰及中立化信仰間分別有正負向的堅強或中等關係。同時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法律信仰亦有正向關聯，而與中立化信仰有負向關聯。這驗證了Hirschi的觀點：一個人愈附著於其中一個鍵，他愈可能附著於其他鍵（1969:27）。本研究發現與譚子文（2009）的研究發現，高中生之高依附關係即會有高參與傳統活動，相得益彰，均說明了家庭依附鍵的擴散效應及在預防偏差行為上的重要性。因此，強化家庭依附鍵成為偏差行為預防最重要的樞紐。
    本研究徑路分析顯示，｢偏差同儕依附｣、｢法律信仰｣和｢中立化信仰｣三個變項會直接而且會顯著的影響偏差行為，愈依附偏差同儕、愈持中立化信仰、愈不具反犯罪信仰者，愈易產生偏差行為。國內的一些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如：董旭英、王文玲（2007）亦發現，傳統信仰的養成有助於預防青少年偏差行為的發展。周美智（2001）的研究發現青少年道德觀愈良好，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愈低。周愫嫻（1996）發現個人若能將道德觀念內化，則會明顯的降低青少年的偏差行為，其效果遠比以法律的處罰來得有效。
    其中，本研究發現｢偏差同儕依附｣是影響兒童偏差行為最重要的解釋變項，會顯著的影響兒童偏差行為，而且「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仍是影響兒童偏差行為相當重要的因素；但是在徑路分析中，「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卻未如社會控制理論之預期地，對兒童偏差行為產生顯著而直接的影響。這種信仰鍵在少年早期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力即超越了「家庭依附」與「學校依附」的現象值得我們重視。
    Gottfredson and Hirschi在「一般化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1990:115)一書中提到，其理論可應用至整個生命歷程：在嬰兒和少年早期是社會化和社會控制理論；在少年和成年早期，社會化元素下降，主要集中在社會控制；在成年時期，主要集中在自然控制（物理和生物控制），而犯罪行為也開始下降。本研究樣本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可謂處於少年早期，顯然此時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已近完成，價值觀建設已有相當基礎。果真如此，嬰幼兒早期社會化所形塑的法律信仰對日後犯罪防制之影響是我們要重視的關鍵工作。
    總結而論，根據研究結果，11~12歲階段的高年級兒童已逐漸脫離家庭與學校的控制，轉而以偏差同儕依附、個人信仰判斷及自我控制等為其行為的標準。因此，建立社會控制與自我控制應提早於國小高年級之前，否則內在的低自我控制或錯誤信仰觀、投機中立化心理一旦養成，將形成一個人的｢犯罪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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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s and Path Analysis among Attachment, Belief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s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Sheu,Chuen-Jim，Lo,Yu-Chu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reveal that misbehavior during the childhood could b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predict the future delinquent behavior. Misbehavior in the childhood could continue to adult life in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and life domains.  That is wh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early misbehaviors in childhood. In the past time, most of investigations are focussing o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r those who are in custody of protective or correctional reformatories and not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nds to use a sample of 513 fifth and six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attachment ,beliefs and delinquency.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beliefs and attachment and both influence children’s delinquent behaviors. This investigation also discovered: in general, children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anti-crime belief, and a lower degree of pro-crime belief.  It also found that sampled children had already formed their legal value judgment system with high degree of consensus . According to the path analysis we also discovered that compare to family and school attachment bond ,the belief system is more influential and directly to cause delinquency .The belief system interacts with delinquent peers to cause more delinquent behavior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dividual legal belief and moral judgment should be formed before fifth or sixth grades, so that it can inhibit delinquent behaviors.

Keyword：attachment, belief, children, delinquent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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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整合性侵害犯罪理論架構圖Integrated theory of sexual offending (ITSO)之架構圖。（引自Ward &Beech(2006)An integrated theory of sexual offending,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11,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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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估計過程中，控制變項有一併納入分析。為讓結果清楚呈現，圖2只顯示關鍵變項間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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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目前化學去勢方式是透過肌肉注射MPA（medroxyprogesterone accetate甲基氧黃體脂酮醋酸鹽）以抑制性慾的驅動。當注射 MPA 後，再犯率由 51%降到 5%，因為血液中的睪脂酮(Testosterone)濃度下降後，罪犯的性幻想會明顯減低。加州在 1996年正式通過「化學去勢」法案，而佛羅里達州也在隨後將「化學去勢」的規章制定為法律。其後，美國許多州也陸續跟進。在佛州有關「化學去勢」之規定，是審判法官可判決任何性侵害加害人接受 MPA 注射，但必需經由法院所指派的「醫學專家」來決定該罪犯是否適合於接受每週或每月一次的 MPA 注射，當醫學專家認為不適合繼續施打時即應停止。承辦法官有權決定治療的持續時間，最長得宣告終生。由州政府懲戒部門執行 MPA的注射行動。倘不配合執行注射，即該當違反假釋法規及觸犯第二度重罪（臺灣人權促進會2011年10月25日反對本次性侵害防治法修正說明書）。


研究者認為雖然「化學去勢」在美國的許多州已經通過立法，但仍存有許多爭議。很多人認為食物藥品管理局（FDA）只核准 MPA 在醫學上的許多用途，例如：治療子宮出血及避孕，但沒有核准其作為化學去勢之用；然而「化學去勢」涉及醫學、倫理以及法律等複雜問題，例如誰是有資格的「醫學專家」？如何評估「哪個性罪犯適合接受化學去勢」？此外最大的問題在於合憲性爭議：「化學去勢」是否侵犯了人民之隱私權？是否違反國家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等基本原則？





�臺南網路之狼陳正軍、陳學仁兄弟被控自2005年起至2006年性侵28名女網友，警方認為兩兄弟暗中較勁，比賽誰的性能力強。陳正軍已被臺中地方法院認定性侵12人，判刑27年；臺南地方法院判決陳學仁性侵8人，依妨害性自主、侵占等罪共判刑36年11月，應執行20年。


　 法官委託署立嘉南療養院鑑定陳學仁精神狀況，報告指他“從小就以虐待小動物為樂，具強烈報復心，有暴力行為，對受害人沒有同理心”；短短幾年連續性侵，形成固定模式，且一再合理化自己行為。


   陳學仁接受鑑定時自述係不足月、剖腹產，曾住保溫箱一段時間。自述從小就很頑皮，會拿石頭打人；喜歡用油淋小動物再點火燃燒，或是用棍子毆打狗、貓、老鼠等動物，自言可以從中得到快樂（陳員在談論此事時神情顯愉悅）。其從幼稚園即常翹課。其自述小時候被人欺負，之後一定會討回來，會一直報復，加倍償還，如：被人拉頭髮，就會用剪刀將他人頭髮剪掉。


   陳學仁於國小期間，因身材矮小，每天皆遭高年級同學欺負，當時因老師不相信其所言，且無任何保護性介入，心理遭受到創傷；加上學校生活壓力，其自國小五年級時即開始出現以暴力防衛的方式，施暴於其他同學；陳員描述當時其個性暴躁、缺乏有效之衝動控制力。於國中時期，陳員一方面為獲得年紀較大之幫派同儕的認同，一方面為免於自己於人際互動過程中遭受其他同儕之暴力，開始出現翹課、打架（幾乎天天如此）、賭博等非行行為，加入幫派，且有欺負或捉弄老師等行為。





� Hirschi於1969 年撰寫未成年人犯罪原因（Causes of Delinquency）書中，他提出社會鍵(social bonding)主要由四個基本部分組成: 依附(attachment)、承諾(commitment)、參與(involvement in convention activities)、信念(belief)。如青少年和家庭和學校的社會鍵是阻止他們犯罪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當青少年和父母之間存在良好的互動時（父母對子女嚴格管教、子女與父母理性溝通、父母對子女尊重意見），均可能降低日後從事偏差行為或犯罪之機率。


� Behavior=Person×Situation×Time, this mean that when one wants to investigate violent behavior, one needs to look at the offense as a process that develops over time and needs to consider both psychological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fic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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